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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德国历史学家。兰克出身于一个虔诚信仰基督教的中产阶级家庭，青少年时代受到良好的教育。大学时代，由神学研究转入古典研究，获得莱比锡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中学，后为柏林大学教授。应普鲁士政府之邀，短期主编过《历史-政治杂志》。因其卓越的历史研究成就，相继获得柏林科学院院士，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普鲁士枢密顾问等荣誉职位，并受封贵族。

在其长寿的一生中，兰克完成了数量惊人的历史著作，生前亲手编订的全集共包括54卷。兰克治史范围广阔，涉及近代早期欧洲各大国，其最著名的作品有《拉丁与条顿民族史》、《教皇史》、《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16、17世纪法国史》、《16、17世纪英国史》等。

兰克提倡历史研究的“客观性理想”，首创学术研讨班（Seminar）制度，对现代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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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观念译丛》总序




序一



在跨文化交流不断加强的当下，如影相随的是，我们面对着全球化时代的一种紧迫要求，即必须更好地理解文化差异及特殊性。由中外学者携手组织的这套丛书，将致力于把西方有关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话语带入中国历史文化的园地。



历史论题是人类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元素。在历史中，人们形成并且反映了他们与其他人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与他者的差异。在归属感和差异的宽泛视界中来看待“世界诸文明”，人们才能够谈及“文化认同”。历史学家们的专业学术工作往往涉及并依赖于认同形成的文化过程。由于这种牵涉，无论历史学家是否意识到，政治都在他们的工作中起着重要作用。不管学术性的历史研究仅仅只是作为资政的工具，还是因其方法的合理性而有着特别功能，这都已经是公开的问题。



关于历史思维的学术地位的许多讨论，还有它对“客观性”或普遍有效性的执著，都与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过程中的历史思维之发展联系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历史思维获得了学术学科或者说“科学”（Wissenschaft，采该词更宽泛的意义）的形式。历史学研究的传统，其自尊就在于，它声称与非专业历史学相比有着更高层﻿次的有效性。一般用的词就是“客观性”。与这种对客观性的执著相反，许多重要论述进入了历史学家的自我意识，这牵涉到他们与各自国家历史文化的相互关系。例如，后现代主义极力否认客观性这种主张，并且指出，尽管历史研究有其方法的合理性，而在历史研究之外的政治利益、语言假定和文化意义标准等等，历史的解释却对它们有一种根本的依赖。



在意识到了记忆的作用，并且意识到了非专业性因素在异彩纷呈的人类生活领域中表现过去的作用之后，发生在历史学内外的、有关历史思想以及它作为学术学科的形式的讨论，就因这种新的意识而被扩大了。在人类生活的文化定向中，记忆是一种巨大的力量，它似乎要取代历史在那些决定历史认同的行为中所处的核心位置。这样一种更迭是否会造成足够重要的后果，影响到历史在民族文化生活中的角色，这一点还悬而未决。只要记忆与“实际发生的”经验相关，历史就仍然是对集体记忆中这种经验因素的一种言说。



在反思历史思想与职业历史学家的工作时，这种视界的扩展因为如下事实而获得了额外的扩大和深化，即：人们为了理解现在、期盼未来而研究过去的方式存在着根本的文化差异；没有这样的洞见，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历史。既然认同关系到与他者的差异，而历史是呈现、反思和交流这种差异的领域，历史学家的工作就必然一直处在对付这种差异的张力之中。“文明的冲突”便是一个口号，它标明，通过回忆和历史形成的认同中存在着紧张因素。



既然认同不只是界定和奋争的事情，它同时还是理解和认知，为此，这双重因素在历史话语中都必须主题化。每一种认同都因识别出他者而存在，而各种认同或认同的文化概念之间的张力以至于斗争或冲突，都不得不被理解为一种认知的要求。是什么使得他者出现差异呢？对此不理解，认知就不可能实现。这样，就必﻿须了解他者的差异中那些强有力的文化要素和过程。



进而，若缺少贯穿这种差异的可理解性原则，认知也不可能。就学术性话语的层面而言，在将历史认同主题化，使之成为差异的一个事例时，这些普遍的要素和维度与专业性历史思维的话语特征有着本质上的关联。



这就是本丛书的出发点，它想把西方世界人们理解、讨论、扩展、批判和利用历史的途径告诉汉语世界。



这套丛书可谓雄心勃勃，它试图展现西方历史话语的整个领域。在思考历史的西方人眼中，西方历史思想是什么？谁的观点成了有影响的观点？想象一种单一的西方历史思想类型，并以之与非西方的中国人或印度人的历史思想相比对，这相当容易。但更进一步，人们就会发现，西方并没有这样一种类型，即单一的“观念”、“概念”或者“根本”。相反，我们找到了一种话语，它呈现出各种不同概念、观点和实际作用之间错综分合的交流。这套丛书便展现了这种多样性和话语特征，当然，非西方世界也会有类似情形。



本丛书分为作者论著和主题文集两类出版。第一类选取该作者对历史话语而言有着重要地位的作品，第二类则选取历史话语中的一些中心主题。每一卷都有介绍该作者或主题的导论、文本注释和文献目录。



本丛书期待对历史学领域中在新的层次上并且是高质量的跨文化交流有所贡献。抱着这种呈现更广泛的意见、立场、论证、争执的雄心壮志，它希望成为跨文化交流中类似研究的范例，使不同文化彼此得到更好的理解。在跨文化交流与对话的领域内，就一种对文化差异彼此了解的新文化来说，这种理解是必要的。








耶尔恩·吕森





2006年5月于德国埃森




序二



近代以来，西方历史思想家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历史思想资源。历史的观念经过一代代思想家的演绎，构成了多元的话语系统，而且，这个系统还随着思想家们不断的思考、表现而获得扩充。



我们往往通过书本了解思想家们对历史的看法，但对于读者自身而言，我们却不能只是从书本中去理解历史。事实上，我们就生活在历史中，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的经历将成为历史，而是指我们身边的每一处能够被言说、被体悟的事情，如果不能够获得历史解释，它都无法进入理性的思索之中。从历史中获取意义，获取人生在某个时刻具有的确定性和行动的立足点，这是试图了解历史的人所追求的。但这样一种能力对于个人而言并不是可遗传的或可积累的，每个人都不得不在自己的生活中重新发展它。思想家们对过去的理解与认识、对历史这个观念的思考，以及对与历史相关的一些问题的探询，这些都只为我们耕耘未来生活这块荒原提供各式各样的工具，却不提供秋收的果实。



系统地译介西方史学理论或历史哲学作品，一直是20世纪以来几代中国学者的梦想。这个梦想曾经深藏在何兆武先生年轻的头脑中，此后，他身体力行，译著丰卓，为拓展国人的历史思维付出了不懈的努力。如今，跨文化交流的加强，以及国内学术事业的繁荣，使得这一梦想更有可能变为现实。



本丛书有幸得到了德国学者耶尔恩·吕森教授的大力支持。吕森教授认为，加强跨文化交流有利于创造一种新的世界文化，现存诸种文化可以包含在其中，但它们了解彼此的差异，尊重彼此的习惯；平等交流使得我们可以跨越文化鸿沟，同时拓宽我们理解历史的文化限度。这也是中方编辑者的初衷之一。这样，中德双方﻿组织者表现出极大的热忱。从丛书框架、选题的设计，到约请编译者，乃至沟通版权，一项项艰巨的任务在数年来持续不断的交流与努力中逐渐得到落实。



丛书编者有着极大的雄心，希望以数十年的努力，将西方18世纪以来关于历史、历史编纂、元史学和历史哲学的重要文献渐次翻译，奉献给汉语世界。如果可能，这套丛书还将涉及非西方世界史学思想的文献。



显然，这套丛书的出版是一项跨文化交流的成果，同时也是一项民间的学术事业，在此，我们要对所有帮助这套丛书出版的编者、译者、出版者表示感谢。愿这样的努力，也能够得到读者的关注、批评与认可。








张文杰　陈新





2006年5月






编者导言




耶尔恩·吕森 斯特凡·约尔丹



如同有“历史学之父”美名的希腊最早的历史学家希罗多德（Herodot，大约在公元前484年生于爱琴海畔的哈利卡那苏斯城，卒于公元前425年）一样，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1886）常常被称为近代德国“历史学之父”。对于兰克的这种评价，一方面，似乎有些过高，因为德国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开始了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专业化和科学化进程；不过，从另一方面来看，德语地区确实没有哪位历史学家能够像兰克那样不仅对于自己国家而且对于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学的形成产生过如此重大的影响。属于兰克学派的历史学家，有乔治·韦茨（Georg Waitz，1813—1886）、威廉·吉泽布雷希特（Wilhelm Giesebrecht，1814—1889）、海因里希·冯·聚贝尔（Heinrich von Sybel，1817—1895）和年轻的瑞士人詹姆斯·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1818—1897）——他后来为艺术-文化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以及阿克顿勋爵（Lord Acton，1834—1902）——他对于19世纪末期的英国历史学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以上提及的人物都是积极接受兰克思想的欧洲代表人物。乔治·班克罗夫特（George Bancroft，1800—1891）则在美国传播了兰克思想；兰克去世之后，他的私人藏书也卖到了美国（纽约锡拉丘斯［Syracuse］大学）。直至今天，当人们﻿进行所谓后现代化的国际性讨论特别是研究如何区别历史事实与历史撰述的时候，往往还要谈及兰克关于科学客观性（wissenschaftliche Objektivität）和个人无先入之见（persönliche Unvoreingenommenheit）的理想主张。



一　兰克其人



利奥波德·冯·兰克是历史学方面的非凡人物，他的出身特别是他早期的发展和成长过程在19世纪初期的大多数德国历史学家当中是很典型的。像他的大部分专业同行一样，兰克出生在一个新教（基督教）神学家的家庭里。有证据表明，他的祖先从17世纪中叶起就是曼斯费尔德（Mansfeld）（在图林根［Thüringen］）伯爵领地的牧师。他的祖父约翰·海因里希·伊斯雷尔·兰克（Johann Heinrich Israel Ranke，1719—1799）在翁施特鲁特河畔（Unstrut）的里特堡（Ritteburg）担任牧师。正统的虔信的家庭职业传统在兰克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1762—1836）这一代中断了，他在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Wiehe）开业当律师和法律顾问。他继承了母亲的一笔遗产，从而保障了一家人能过上舒适的中产阶层的生活。尽管兰克的名字利奥波德（Leopold）后面不再按照家庭传统继续加上旧约教名“伊斯雷尔”（Israel），而是加上了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最后一位皇帝的非圣经名字“弗朗茨”（Franz），但兰克一生都受到了他虔诚信仰基督教家庭的决定性影响。新教信仰和中产阶层出身形成了兰克早期乃至他毕生事业的重要特色。兰克从青年时期直至大学时期的作品，主题多为宗教问题，后期的著作比如《教皇史》（Geschichte der Päpste）和《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italter der Reformation）也是致力于﻿教会和宗教历史题材的。他其余的著作也反映出了明显的新教世界观。



1795年12月20日，利奥波德（弗朗茨）·兰克生于维厄。他是家中长子，下面有八个弟弟妹妹。父亲名叫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母亲名叫弗里德里克（Friederike，1776—1836），她的父姓是勒米克（Lehmicke）。兰克小时候先是接受父亲的启蒙教育，1807年春天开始上多恩多夫（Donndorf）修道院的寄宿学校。1809年5月，转到了位于普福尔塔（Pforta）的一所很有名气的萨克森州贵族学校，在那里学习了全面的文科知识。1814年复活节，兰克文科中学毕业，之后获准在莱比锡（Leipzig）大学注册入学。他决心选择神学研究的道路。他的两个弟弟海因里希（Heinrich，1798—1878）和恩斯特（Ernst，1814—1888）也选择了同样的职业生涯。后来兰克的职业愿望发生了变化，因为他在学习福音新教神学和语文学的过程中深受他的大学老师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mann，1772—1838）和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1754—1832）的影响。赫尔曼介绍兰克成为莱比锡语文学协会的成员，指导他学习并掌握了文献考证和注释等研究方法。赫尔曼主要研究的是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著作。后来兰克正是在他那里获得了博士学位。赫尔曼是德国“语言语文学”（Sprachphilologie）的独具风格的维护者，他所代表的语文学主张审慎地对文献进行注释。兰克的另一位老师贝克虽然没有那么大的名望，但在科学认知方面更为现代，他属于“内容语文学”（Sachphilologie）的代表。“内容语文学”的目的在于从历史前后关系上解释著作，而“语言语文学”强调的是对于历史知识的叙述。兰克在大学学习期间就对涉及史实和史料的文章颇为敏感，同时他十分强调对于这些文章进行考证和评注的必要性。除此而外，兰克从大量阅读中所获得的经验更增强了他对历史的兴趣。﻿巴尔托尔特·格奥尔格·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1776—1831）关于罗马史的讲稿于1811—1812年印成了两卷集，这两卷《罗马史》成了兰克对历史资料进行考证研究工作的楷模。另外，兰克还非常喜欢瓦尔特·司各特（Walter Scott，1771—1832）的历史小说，特别是他于1814年出版的《威弗利》（Waverly）。从这里人们不难找到兰克著作极具叙述才能的根源。



1817年，兰克获得了博士学位，并在柏林通过了获取较高教师职位资格的国家考试。第二年，他取得了在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市一所高级文科中学教历史和古代语言的首席教师职位，同时开始撰写他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该书于1824年11月出版。正是凭借这本书，兰克在1825年4月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在普鲁士的首府柏林，兰克和拉埃尔·法恩哈根（Rahel Varnhagen，1771—1833）的文学沙龙有了接触。1825年2月，拉埃尔·法恩哈根的丈夫卡尔·奥古斯特·法恩哈根·冯·恩瑟（Karl August Varnhagen von Ense，1785—1858）在《施佩纳报》（die Spenersche Zeitung）上发表了一篇赞扬性的评论，从而引起了公众对于兰克著作的兴趣。在法恩哈根家里，兰克和普鲁士早期著名的知识分子们有了联系。他们当中有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神学家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1768—1834）、雕刻家克里斯蒂安·劳赫（Christian Rauch，1777—1857）和约翰·戈特弗里德·沙多（Johann Gottfried Schadow，1764—1850）、建筑师卡尔·弗里德里希·申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1781—1841）以及作家贝蒂纳·冯·阿尔尼姆（Bettina von Arnim，1785—1859）、路德维希·蒂克（Ludwig Tieck，1773—1853）和海因里希·海涅（Heinrich Hei﻿ne，1797—1856）。1827年，兰克出版了他的第二本书，题目是《诸侯和平民》（Fürsten und Völker）。在这本书里，兰克阐述了16、17世纪欧洲的国家制度。此书出版后不久，兰克得到了一笔普鲁士奖学金，于是1827年9月他在欧洲进行了一次研究工作性质的旅行。他相继访问了维也纳、威尼斯、佛罗伦萨和罗马。利用这次旅行的机会，兰克会见了许多有影响的学者，并进行了艺术史方面的研究，特别是访问了意大利的档案馆。在这些档案馆里，他搜集到了大量的原始档案资料，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被称之为“威尼斯报告”的各国驻意大利公使们为本国政府撰写的汇报，这些资料成了兰克后来撰写许多著作的原始依据。



1831年初，兰克返回柏林。不久，普鲁士政府聘请他担任《历史-政治杂志》（Historisch-politische Zeitschrift）的编辑工作。这份杂志是普鲁士政府针对1830年夏季在许多欧洲国家发生的动乱所做出的反应，政府企图利用这份杂志为普鲁士的国家政策作宣传。兰克在1831年11月接受了这一职务，总共负责编辑出版了5期杂志。该杂志由于办得不成功，在1836年宣告停刊。兰克之所以没有能够使这份杂志与他一样受到公众的广泛关注，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从兰克的工作方法来看，他更适合做学者而不是当记者。对此兰克有自知之明，早在1831年他就曾经表露过对于杂志编辑工作的担忧。其次，他的文章多集中于历史题材而对杂志的政治方面关注太少。另外，该杂志缺少一个得力的工作班子，以至于兰克不得不亲自撰写大部分文章，而且，兰克在他的不少短篇文章中又没有很明确地表述他的历史哲学和政治观点，他通常只是在其历史学著作的边注中含蓄地阐述自己的理论根据。



在从事《历史-政治杂志》编辑工作的同时，兰克并没有停止他自己的历史学术研究：1833年，他创立了柏林专题研讨班（Seminar，又音译“席明纳”或“习明纳尔”），由此为历史学的持续发展﻿创立了一种典范性的教学机制。在专题研讨班里，他讲授自己以原始历史资料和客观事实为基础的历史学观点。从兰克的柏林专题研讨班里产生了许多重要的历史学家，他们在兰克身后继续在各自的教学和学术活动中传播兰克的历史理念。1834年，兰克被任命为正教授，同年出版了他的《教皇史》第一卷（共3卷，1834—1836年陆续出版）。这部书由于在认识论和史料评注方面的独创性而再次引起学术界的轰动。因为书中有一些反天主教的章节，在1841年被列入了禁书目录，其结果反而使得该书不仅在德国而且在德国以外的地方也引起了特别的重视。兰克于1839—1847年出版的6卷本《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Deutsche Geschichte im Reformationszeitalter）同样也具有强烈的宗教信仰色彩。这部6卷的大书充分表明了兰克对于历史的百科全书式的综合概述能力。从兰克接着出版的《普鲁士史》（3卷，1847—1848）、《法国史》（5卷，1852—1861）和《英国史》（7卷，1859—1868）等一系列历史著作中，人们更可以清楚地看到他为撰写欧洲通史所做的努力，而这种努力在其未能全部完成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9卷，1859—1868）计划中达到了顶峰。



《普鲁士史》一书的最后部分涉及1848年的形势。当时在普鲁士如同在欧洲的大多数国家一样也发生了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的一些自由派同事，例如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Johann Gustaf Droysen，1808—1884）、弗里德里希·克里斯托夫·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1785—1860）都成了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然而保守的兰克和他们不同，他不主张为建立一个立宪基础上的统一德意志国家而斗争。对于市民暴动和革命，兰克原则上采取了拒绝的态度并称革命运动是“民众要求打倒一切的狂热”。1832年兰克被选为柏林科学院院士。1841年兰克被誉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这一荣誉称号意味着作为普鲁士君﻿主国拥护者的兰克被允许进入所有的国家档案馆，而其他历史学家则被拒之门外。1850年兰克被授予二级红鹰勋章，1855年被授予科学和艺术功勋勋章，1867年成为科学和艺术学院院长。自1854年起，兰克一直是普鲁士国务委员会委员。1865年兰克获得了可由子孙承袭的普鲁士贵族身份。从这时起，兰克一直佩带着他的家族徽章，上面刻有他的座右铭“labor ipse voluptas［工作即快乐］”。在他离世前四年，兰克还最后获得了普鲁士枢密顾问的头衔。



兰克的学术成就不仅在普鲁士受到承认和敬重，其他地方的许多大学包括哥廷根大学和慕尼黑大学也都聘请他去讲学，对这些邀请他都一一婉拒，然而，他却接受了对历史颇感兴趣的巴伐利亚国王约瑟夫·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Joseph，1811—1864，简称König Max［马克斯国王］）的邀请，为其进行私人讲座。讲座的内容在兰克身后于1888年发表成书，题目为“论近代历史的各个时代”（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亦即中译本《历史上的各个时代》）。该书可以说是关于兰克历史认识论的方法和体系的最为简明扼要的论述。兰克自1835年起一直是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的通讯院士，1853年他荣获了巴伐利亚君主授予的勋章。一年之后，即1854年，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别墅及其附近的威姆巴赫（Wimbach）狩猎之家，兰克为这位君主做了19次讲座，并且在讲座之后与其进行了讨论。兰克与巴伐利亚国王的会面很有意义，因为会面本身就说明了信仰新教的兰克同时也得到了来自天主教方面的尊重。另外，这位巴伐利亚国王还根据兰克的建议于1858年设立了“历史委员会”（Historische Kommission）。这个历史委员会至今仍然是德国大学以外的一所最为重要的历史学研究机构。直至1873年，兰克一直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兰克从来都把他的职业生涯放在首位，其次才是私人生活。他的夫人克拉里萨（Clarissa，1808—1871）是爱尔兰首府都柏林警察局局长约翰·格雷夫斯（John Graves，1776—1835）的女儿。夫人的弟弟罗伯特·帕西瓦尔·格雷夫斯（Robert Perceval Graves，1810—1893）是英国利默里克（Limerick）圣公会主教。为了研究和搜集历史资料，兰克经常访问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档案馆。有一次兰克到法国进行研究工作，在巴黎结识了他的妻子。他们于1843年在英国北部的温德米尔（Windermere）结婚。婚后育有四个孩子：长子奥托（Otto，1844—1928），后来在柏林担任牧师；次子弗里都赫尔姆（Friduhelm，1847—1917），是位军人，军衔至普鲁士少将；唯一的女儿也许是出于父母对于巴伐利亚国王的崇敬被起名为马克西米利安娜（Maximiliane，1846—1922），她嫁给了普鲁士贵族、地产主威廉·冯·科策（Wilhelm von Kotze，1840—1901）；最小的儿子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1849年出生几个月之后就夭折了。兰克夫人的嫁妆十分可观，从而使得兰克能够在柏林过上超越他所从事研究工作收入的家庭生活，此外还让他拥有两万多册的私人学术藏书。这些书籍连同家具在兰克去世之后全部卖到了美国（现存锡拉丘斯大学）。兰克还从他擅长写作的夫人那里受到不少艺术启迪。兰克和夫人的天分由他们的子孙后代继承下来了，其中一位就是英国作家罗伯特·冯·兰克-格雷夫斯（Robert von Ranke-Graves，1895—1985）。



兰克人生的最后岁月是在疾病的阴影下度过的：1850年代，他的夫人受到渐渐恶化的脊髓病的痛苦折磨，靠轮椅代步。兰克在他夫人去世的1871年退休，此后集中精力出版他的《全集》（54卷，1867—1890年陆续出版）。这时候他几乎双目失明，曾多次跌倒而身受重伤。到生命的最后阶段，又渐渐失去了听力。1886年5月初，兰克在自己的住宅里最后一次摔倒，之后卧床不起。1886﻿年5月23日，兰克逝世，三天之后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兰克长眠在柏林的索菲教堂墓地（Sophienfriedhof）。



二　兰克的历史观




我情愿忘却自我而只讲述能够彰显强势人物的事情。









——摘自兰克《英国史》第2卷









（又见全集第15卷，莱比锡，1877年，第103页）








利奥波德·冯·兰克比19世纪任何一位德国历史学家都更强调科学“客观性”（Objektivität）。这是有据可查的。实际上兰克的“忘却自我”（Selbstauslöschung）的说法也许正是对这位潜心钻研其学术的历史学家最为贴切的比喻。“客观性”在这里应理解为走出自我、不加任何其他补充的对于客体的描述。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历史”（Geschichte）是对以往现实的一种写照。兰克有一句在世界范围内常被引用的名言：历史学家“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bloß zeigen,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这句引语出自兰克《拉丁与条顿民族史》一书的前言。）不过，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兰克的这个“愿望”过于天真。比如和兰克同时代的约翰·古斯塔夫·德罗伊森在其《历史知识理论》（Historik，1857/1858）一书中就指出，过去发生的事情是不可能再现的。历史不是以过去发生的事情而是以迄今为止的流传为基础的：这就是历史的出处。此外，他还指出，历史学家不可能也不允许忘却自我。相反，历史学家应该也必须寻找有关过去事情的原始资料，对原始资料加以解释并说明这种解释的含义之所在，以便读者能够获悉事物的全貌。



在这些评论面前，兰克的客观性主张乍看起来确实显得不切﻿实际。不过，针对兰克的所有指责都没有涉及兰克本人是否在其理论指导之下对于历史事件作出过错误主观的判断抑或在有关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和分析方面存在问题。人们只是评论兰克“客观性”概念本身的天真和不切实际，但并没有指责兰克其人。相反，后来的历史学家倒是常常援引和运用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兰克的“客观性”概念基于19世纪上半叶对于历史的普遍认识。兰克主要是从理论上强调并使用“客观性”这个概念，他并没有把“客观性”纳入自己实际研究的范畴；他很清楚这两者之间的差别。他曾经这样写道：“我提出了一种理想，人们会对我说，这种理想无法实现。但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人的思想可以无限，但他所能取得的成就天生有限。”（兰克：《思考》，第114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是把历史客观性视为一种理想，一种历史学家应该具有的然而又是永远难以实现的理想。



兰克的名字还和历史学的学术机构密切相关，特别是他创立的历史研讨班，更是闻名遐迩。在这种研讨班里，学生们学习如何批判性地对待史料，并被培养成为职业的历史学家。这些学生由于受到良好的专业培训而有望成为各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真正代言人。如果更深入地研究兰克的著作，还会发现他更多的有趣主张。兰克于1831年撰写的《世界史的观念》（Idee der Universalhistorie）序言第一段可以看作是其史学理论的一个梗概。兰克在这个梗概里着重强调，历史学不仅仅是一门科学，而且具有艺术活动的特点。他写道：“历史学与其他学问的区别在于，历史学同时也是艺术。”由此，兰克提出了一个直至近几十年来才成为专业历史学家们不言而喻的主张，亦即，修辞严谨和文笔优美的历史著作对于认识和研究历史十分重要。



在19世纪渐渐成为一门专业学科的历史学虽然从来不曾忽略过这种艺术美学观点，但并没有能够使之成为历史学中的专业﻿共识。只有德罗伊森等少数历史学家真正拥护这种主张。在历史学框架之内对于历史的思考可以看作是一种研究。研究的结果往往是以文章的形式出现的。而此类文章的撰写原则与历史研究本身的规则和方法是不同的，对于这个问题人们并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兰克清楚地看到了历史科学的这种双重特点。他曾经这样写道：“历史科学要对事物进行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艺术则是对所发现、所认识和所发生的事物进行叙述。”在这里，兰克对于历史学工作用了三个动词进行概括，即收集、发现和深入探讨（Sammeln, Finden und Durchdringen）。这是兰克对历史学的核心工作程序所做的天才概括。德罗伊森又从启迪、批判和阐明（Heuristik, Kritik und Interpretation）三个方面进一步说明了历史学研究工作的内容。“启迪”是要求对于史料进行检验：即系统地审阅迄今为止仍然具有经验意义的历史事物，从而能够依据内容丰富的经验回答历史上所提出的问题。“发现”是指史料批判的历史学方法：运用这种方法对于从过去到今天经验性的信息在多人共识的基础上进行审核和查实。这里涉及的是事实（Fakten），是一种准确的审核，要能够说明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是在什么地方发生的，是怎样发生的以及为什么会发生。



兰克对于历史学研究工作本身的阐述对于历史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起了很大作用，也使得他的名字成为了历史学的象征。兰克很清楚，“深入探讨”实际上也必须贯穿在“发现”的过程当中。具体的方法则正如德罗伊森所称的“阐明”：即对于经史料批判而确认的事实必须深入探讨其内在意义上的相互关联，然后以清晰优雅的语言重新描述出这种内在关联。后者对于兰克来讲不再是科学研究，而是艺术工作。对此，他曾经这样写道：“其他学科完全满足于记录所发现的事物，历史学则要求对于所发现的事﻿物具有一种再创作的能力”，而且这种“再创作能力”应该真正符合美学规范。这里的关键在于通过叙述准确地表达出历史事件的真相和意义。兰克依据史料批判所撰写的处女作《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使他一举成名。他的声望不仅在于他所发表的关于史料的研究和批判本身，而更在于他叙述历史的能力。他是一位历史叙述者，他作出的“大师级的叙述”涉及近代早期欧洲大国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内部状况。兰克撰写历史的主要依据是外交公文和资料。他是如何将撰写历史与客观性标准相结合的呢？这个问题可以从他对于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描述中找到清楚的答案。然而，关于他的客观性理想与卓越的叙述能力之间究竟有何内在联系，这一问题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分析。不过，有一点足以证实兰克的史学研究具有客观性：我们知道，作为著名历史学家的兰克身处单一民族国家林立的时代，然而却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兰克的历史观念带有民族狭隘性。兰克的视野的确十分开阔。他本人称自己的视野是普遍性、世界性的。今天我们认为，他的视野是真正欧洲性的。



兰克的历史观念与他的一些同行前辈明显不同。19世纪上半叶有一批历史学家，其中包括兰克，反对“启蒙历史学”或称“教育历史学”（Aufklärungshistorie）的历史概念。启蒙历史学家的代表人物有尤斯图斯·默泽尔（Justus Möser，1720—1794）、约翰·克里斯多夫·加特勒（Johann Christoph Gatterer，1727—1799）和奥古斯特·路德维希·施勒策尔（August Ludwig Schlözer，1735—1809）。这些历史学家认为，叙述历史发展变化的目的是使人们能够认识到在历史上发挥作用的理性。历史学应该对时代的变化发挥启蒙性的促进作用。兰克等年轻历史学家出于多种理由反对启蒙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念，他们指责这些历史学家为自己的历史概念设置了前提，而且这种前提隶属于哲学概念范畴，并非源于历史﻿研究工作本身。年轻历史学家指责老一辈历史学家利用历史叙述来宣扬伦理道德并为教育目标服务。他们认为这种利用历史的做法是不容许的。他们以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的《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Idee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1784）一书为例，指出该书的出发点是要使历史理性最终发展到一个世界主义社会。按照康德的理论，历史似乎可以根据目标预先起草勾画！康德还在书中提出，历史必须朝着一个理想发展。这就提出了教育意义上的要求，即人们应该积极支持这种历史发展进程。



与启蒙历史学的斗争进一步为历史成为独立于哲学、神学和语文学的一门科学打下了基础。年轻历史学家们于19世纪上半叶开始提出了另一种理论范畴并以有力的证据论证了历史学所具有的专业独立性。如果说此前受到重视的是历史的教育作用的话，那么到了这个时候人们着重强调的则是，历史将按照其自身意志发展、人应该成为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 以“历史学家的任务”（Die Aufgabe des Geschichtsschreibers，1821）为题所作的学术讲演就十分明确地代表了这种观点。另外，年轻史学家们反对启蒙历史学提出的“真实理想观”（Wahrheitsideal），强调要以客观性为理想（die Objektivität zum Ideal）。兰克是这种客观性理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人们大概只能通过理性思考才能实现启蒙历史学提出的“真实性”，然而这又落入了哲学的范畴。鉴于此，年轻历史学家们提出了“客观性”。他们认为，人们在对于具有经验意义的资料和史料进行研究工作时可以实现“客观性”。兰克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提出了他的“客观性理想”，而这种理想可以看成是一个十分新颖的史学研究宣言。



兰克从来没有专门撰写过关于学术研究的具体方法问题的书﻿籍。他只是在其文章的注释中加以提示。从我们编辑的兰克史学文选中就可以找到这些提示。在认识论方面，兰克坚持的是注释学，即坚持不对文章做任何改动而只加以科学的解释和注解。兰克的这种做法并不奇怪，这来源于他所受到的高等教育。兰克在大学里不仅学习过新教神学而且学习过语文学，而这两门学科的研究方法主要都是诠释学方法（das hermeneutische Verfahren）。兰克总是力求理解史料中所记载的事件、人物及其行动。在这方面他与其前辈同行的历史学理论截然不同。他们主张以理性认识作为认识历史的主要方法。但对于兰克来讲，历史认知不能仅局限于理性认识，而是要包括利用“现有精神上的感觉和经验”（geistige Apperception）、理解（Apprehendieren）以及预知能力（Divination）。简言之，历史学家可以通过自己的研究揭示和表明许多前因后果以及符合理性的内在关联。如果对于历史只进行纯理性的探究，则肯定会受到局限。因为人的生命有限，不可能深入认识到历史自身的目标。兰克曾经这样写道：“我认为不可能彻底完成这项任务。只有上帝才了解全部世界历史。我们只是认识历史上所产生的各种矛盾、几多和解。正如一位印度诗人所言，‘为神所知，但不为人所晓’。我们作为人只能肤浅地、由远而近地认识了解历史。”（见《关于世界史观讲座》的导言，1831—1832, S. 83）



兰克对于世界的认识深受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的影响。马丁·路德认为上帝是隐蔽的，不引人瞩目。人们只能从上帝发挥的作用当中认识上帝。不过，这位上帝并不是在作用中油然而生，也不会像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lich Hegel，1770—1831）所说的那样在历史的规律性中显示。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理论对于19世纪上半叶的德国史学观念曾经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兰克与黑格尔的观点完全不同。兰克坚持在哲学权威面前维护历史学的独立性。另外，兰克还从根本上拒绝黑格尔的神﻿学论点。在黑格尔看来，历史是绝对精神来到世界的过程，作为有限精神的绝对精神在历史的进程中经历完善的各个阶段，以便最终在人类文化的各种历史形态中（即在普遍自由的实现中）重新回归自身。



兰克及其同时代的许多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都认同历史学家德罗伊森关于“历史的合理性”观点（Geschichte als Theodizee）。兰克在有关宗教和教会题材的著作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主张。他指出，可以证实的是一切正在发生和已经发生的事物都源于上帝的意愿。他这样写道：“可以清楚地看到，上帝居住和生活在各个历史时代。每个事件都来源于上帝。每时每刻，尤其是较长历史阶段之间的关联更是源自上帝。事情怎样发生，怎样进行，如何成功，这一切全都依靠上帝的意愿。我们只能尽己所能揭示神圣而隐蔽的上帝之存在！我们就是这样地在侍奉上帝，做着牧师和教师的工作。”（《给海因利希兄弟的一封信》，1820，S．18）从1750到1850年，这个世纪被称为“歌德时代”（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在这个时代里，神学和历史学之间的交替影响比德意志历史上的其他任何时代都要深远。“现代思维”在这个时代里深深扎下了根基。大约在1835、1836年间，神学家施特劳斯（David Friedlich Strauß，1808—1874）发表了两卷本《耶稣传》（Leben Jesu）。此书受到自然神论的启蒙宗教流派的启示，并开始将历史学引向历史人物的研究。这种研究工作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就这样，人们开始在神学领域运用历史学方法探究圣经中所描述的人物和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圣经的历史批判、与非圣经史料的比较等等）。人们将这种研究工作看成是历史学的任务，目的是要从历史事实中找到上帝存在以及上帝行动的证据。这种研究工作也称为“歌德时代的历史神学”（Geschichtstheologie der Goethezeit）。兰克在这个研究领域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不过，兰克的历史观并不局限于绝对的神学理论。兰克史观不像康德那样追求历史的终极目标，即实现大同社会；也不像黑格尔那样寻求世界精神的回归自身，更不像许多普鲁士-德意志历史学家那样企图实现建立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抱负。虽然兰克指出过历史上出现的“大趋势”（große Tendenzen）以及某些技术和文明方面的进步，但他着重强调的则是“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Jede Epoche ist unmittelbar zu Gott）以及“每个历史时代的价值根本不在于这个时代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历史时代的存在，在于这个历史时代本身”（《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兰克的历史观没有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历史哲学和历史理论的标志性特征，即认为历史是不断进步的，人类道德也是逐步提高的，人性在日臻完美。兰克认为，应该更加准确和恰当地表述关于历史发展的概念。他认为，不同的历史阶段，比如过去和现在，是相互关联着的。历史体现着一种持续发展。每个历史阶段都存在“大的趋势”即主导理念（leitende Ideen）。兰克写道：“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die Hauptideen）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besondere Tendenz）和自己的理想（eigenes Ideal）。”（《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兰克在反对启蒙教育派的历史进步论方面起了决定性作用。他关于“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的说法成了历史学中常被引用的名言。兰克这句话的实质在于强调对过去做历史评价的时候不能片面地套用现在即当代的价值体系，而是要依据过去人们自身的感知能力去认识他们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使现在人们的理解能力变得更加全面、更加综合、更加具有时代活力。有人可能认为，兰克如此强调以往历史时代自身的重要性只是有利﻿于从美学上接受过去人们所生存的世界，但却没有突出最终导致进入当今世界的时代活力。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兰克在同一篇文章中就强调指出，每个历史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人们不应该忽视“每个历史时代所产生的事物。历史学家当然也需要承认不同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便认识这些历史时代依次相连的内在必然性。这里存在某些进步是显而易见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并不是简单地否认启蒙教育历史学关于历史进步的概念，而是代之以另外一个更为全面、更为人性的概念。根据他的观念，现在人们的生活关系是人类精神文化综合发展的体现，而这种精神的全部内涵和活力又必须通过历史观察才能彻底发现。对于兰克来讲，历史学的意义就在于认识我们这个宇宙的各个历史时代的个性、差异性及其特殊的文化特点。他写道：“不同民族和不同个体在人性和文化观念相互接近的过程中肯定会有进步。”兰克的这种主导理念不但没有受到他所处的以欧洲为中心的时代局限，而且还适用于今天的历史思考。因为他主张从历史的角度深入理解文化的多样性。他认为，不应该为了自身文化的意义而相互争斗、甚至发生文明冲突，而应该在认识自身文化意义的同时学会认识自身文化与其他文化的差异并能够从历史的角度理解和承认其他文化。



显而易见，成年时代的兰克在思想上主要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影响。洪堡的观念与兰克相似。他在《历史学家的任务》（1821）一文中对“起始理念”（Urideen）和“历史理念”（historische Ideen）作了区别。他称“起始理念”或“永恒的主要理念”（ewige Hauptideen）为“主导观念”（leitende Vorstellungen），正是这种主导观念形成人类学中的恒量。“历史理念”或“主导理念”虽然高于历史，但却是在特定的历史时代以特定的方式表示出来的。举例来说，一个历史理念可以是国家理念或人性理念（财富理﻿念）：历史理念可以在各种历史文化中得到确认；但其形成则分别源于“各自的理想”（eigene Ideale）。所以说，历史的发展实际上是“人类精神在每个历史时代中所表现出的某种变化。这种变化有时突出这种、有时则突出另一种趋势并在这种趋势中显示出自身固有的特色。”（《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历史进步论的维护者认为新的历史时代总是要比老的历史时代进步，而且在质量上也更高一级。兰克对这种观点持保留态度。他认为，一个老的或已经过去了的历史时代并不是一个新历史时代的不完善的预备阶段，因为老的历史时代同样“直接与上帝相关联”（unmittelbar zu Gott），所以新、旧历史时代是等值的。



由此看来，兰克的历史观认为历史的发展是一种具有活力的变化，“主导理念”（leitende Ideen）是历史发展的持续不断的因素，而个性（Individualität）则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的交点。兰克对于具有历史性的个性的理解也与他同时代的许多人不同。我们知道，19世纪不仅是在德国而且在许多西方国家都流行撰写人物传记，这个世纪甚至被称为“传记时代”。传记记载的主要是对于历史起过决定性作用的“大人物”（große Männer），特别是国家领导人（Staatslenker）、政治家、军事家等等。传记中有关于这些人物生平事迹的描述和研究。兰克撰写过两本人物传记，一本是1869年出版的《华伦斯坦传》（Geschichte Wallensteins），另一本是1877年出版的三卷本《哈登贝格和普鲁士国家的历史（1793—1813）》（Hardenberg und die Geschichte des preuβischen Staates von 1793 bis 1813）。依据自己对历史的认识，兰克认为，集体性的各种个体（kollektive Individuen）要比个别的各种人物（einzelne Persönlichkeiten）更为重要。兰克还进一步将其关于历史性的个体的概念扩展和提高到“各个民族”（Völker）的概念。不同的民族组成了各自的国家。兰克早在1824年撰写的博士论文标题中就﻿清楚地表达了他这个概念，该论文题目是“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的历史（1494—1514）”（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14，即《拉丁与条顿民族史》）。这些民族分别以各自的方式体现着历史理念，所以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之间的区别清晰可辨。兰克将其主要关注点放在各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方面，他认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人们称兰克的史学著作是在维护“外交优先权”（Primat der Außenpolitik）。



由此可见，兰克是（古典）政治历史学的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一位政治历史编撰家。他与普鲁士国家官方关系密切，是普鲁士的官方历史编撰家。兰克政治态度形成的关键在于他青年时代所经历的拿破仑战争以及在他看来与此密不可分的法国革命。1830到1848年期间许多欧洲国家革命失败的情况深刻地影响了他的政治态度。他曾经这样写道：“我们所经历的各种事件都表明了革命力量的失败，这些革命力量打破了世界历史的有序发展。假如革命力量能够维护住地位的话，则将难以形成真正的历史力量，甚至谈不上能够产生公正的观念，也不可能有客观意义上的世界历史了。”（兰克1885年12月21日90岁生日讲话，全集第51/52卷，莱比锡，1888年，第597页）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兰克的历史观念与其政治态度密切相关。他不像德罗伊森、格维努斯（Gervinus）、达尔曼（Dahlmann）和聚贝尔（Sybel）等历史学家那样积极主张建立一个德意志民族国家，而是终身认定普鲁士是一个政治大国。这也许说明兰克和这些历史学家存在着代沟吧。如果说一个人15岁到20岁年龄段的政治意识对其一生最有影响的话，那么，兰克正是在这个年龄段经历了拿破仑战争期间的混乱，并且亲眼看到1814、1815年维也纳会议的解决方案是如何完全恢复了旧的欧洲国家制度和旧有的社会秩序。而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兰克的专﻿业同行大多比兰克年轻10岁到15岁。这些人的青年时代正好处在普鲁士复辟政策的高压之下，同时他们还普遍受到大学生社团等政治反对派的影响。（兰克从来没有参加过学生社团。）



兰克的学术观念和世界观都受到他的理想（Ideale）的支配，而他的理想则明显地和普鲁士的复辟努力、浪漫-反启蒙思想、歌德时代的美学以及唯心主义哲学相联系。兰克的思想观念终其一生几乎没有改变。顺便要提及的是，兰克几乎只是在其早期著作中对自己的思想观念进行过理论探讨。这一点在我们评论兰克的成就时应该予以考虑，因为兰克早期的历史著作具有创新和指导意义。到了晚年，他的科学客观性理念或他作为历史学家所持的政治态度都受到他同时代人的批判，他们认为兰克在学术方面已经过时。高寿的兰克本人实际上也亲眼看到自己的著作如何成为了学术史的一部分。



三　对于兰克著作的理解



到了兰克晚年，当时社会上的“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preußisch-kleindeutsche Schule，该学派主张在普鲁士领导之下、排除奥地利参与的德国统一。——译注）对历史学观念起着决定性作用。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从年龄上来看几乎都属于兰克的后辈。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在1848年都拥护建立一个单一民族国家。在革命失败之后，他们则认为强大的普鲁士应该成为统一德国的核心。他们把自己的历史著作看作是为实现德意志邦国统一的手段，这种统一在1871年终于实现。在追求历史真实的史学理想方面，“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主要是以多人共识和利益相近为基础（die Intersubjektivität und Interessenkonvergenz），而兰克则强调以客观性为基础。在当时的德国，“普鲁士-小德意志历﻿史学派”比兰克更受到重视，但他们在欧洲范围内的影响远不及兰克。



人们认为兰克的客观性理想（Objektivitätsideal）是实证主义的。这就是说，受到兰克客观性理想约束的历史学应该摆脱以往深刻影响历史思考的各种规范性因素，起码是在历史思考具有集体性的展示和教育等文化作用的时候更要回避规范性因素的影响。无疑，不应忽视的是，兰克时代德国历史学的领军人物和兰克的学生们实际上非常清楚，历史观念具有文化导向的作用（尤其是负有一种民族认同感的责任）。这种文化导向作用反过来又会给历史思考带来更多规范性因素（Normenbezug）。这些历史学家不认为规范性因素是一种损害，相反，甚至视其为对客观性原则（Objektivitätsanspruch）的必要补充。直到今天，历史学中规范性因素与客观性原则之间的内在联系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并且是引起激烈辩论的焦点。



兰克去世之后，有一批被称为“新兰克派”（Neorankeaner）的历史学家影响越来越大。他们坚决反对“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新兰克派”开创了一个历史学中的“兰克复兴”（Rankere-naissance）阶段。属于这个“新兰克派”的历史学家主要有马克斯·伦茨（Max Lenz，1850—1932）、埃里希·马尔克斯（Erich Marcks，1861—1938）和费利克斯·拉赫法尔（Felix Rachfahl，1867—1925），还有奥托·兴策（Otto Hintze，1861—1940）、埃里希·勃兰登堡（Erich Brandenburg，1868—1946）和弗里德里希·梅涅克（Friedrich Meinecke，1862—1945）。新兰克派比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的代表人物要年轻一代，比兰克年轻两代，但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亲眼见到过兰克。尽管新兰克派内部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存在种种分歧，但他们努力遵照兰克的理想（Ideale）创立了一种新的历史观念。新兰克派与其父辈历史学家不同的是，他们重新﻿将追求客观性放在了首位，同时他们还反对当时已经赢得了影响的社会民主主义历史学和社会主义历史学的具有党派偏见性的理想。新兰克派在越来越全球化的工业社会中不断发展，以至于引起了对一些政治规范性因素的重新定义。新兰克派不像普鲁士-小德意志学派那样将历史学的重心放在德国民族国家的组成方面（die Nationsbildung Deutschland），而是放在了外交优先权方面（Primat der Außenpolitik）。当然，他们优先研究的外交关系不再像兰克那样局限于欧洲，而是包括社会和经济等多方面的问题及发展前景。不过，“新兰克派”或称“兰克复兴派”的代表们完全理解兰克将国家和人民作为历史的主导个体的观念（die Staaten und Völker als leitende Individuen der Geschichte），并依据这种观念表述历史的发展变化。



到了20世纪初，史学界对兰克的评价重新有了提高。人们开始着手对产生于18世纪中叶并延续至当代的整个现代历史学进行整理和总结。特别是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梅涅克，他提出了一个“历史主义”（Historismus）的概念。他指出，在过去近200年的这个历史阶段里产生了欣欣向荣的历史科学，这种历史科学以“个性”（Individualität）和“发展”（Entwicklung）等作为主导理想（leitende Ideale）。梅涅克对德国历史学的决定性影响一直延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他始终坚持将兰克的史学原则作为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的根本特征，并视兰克为这个历史阶段的史学典范。



然而，后来由于纳粹势力在德国的抬头，兰克史观的典范作用渐渐减弱了。这是因为兰克是从文化角度解释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而纳粹则鼓吹以种族性为基础的国家概念并将学术研究纳入了党派范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的苏军占领区／民主德国，兰克虽然由于其建立历史学科的功绩而受到尊重，但他作为一﻿位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已不再被接受了。在西方，二战之前的历史学家在战后的头20年里再次受到重视。但是最迟至1960年代中期，以兰克为代表的历史观被社会历史学派所代替（sozialgeschichtliche Schule ）。这个学派以“社会”（Gesellschaft）代替“人民”（Volk）和“国家”（Staat）作为史学研究的规范性因素。



前面我们主要讲述的是学术界对兰克史观的评价。实际上，作为历史学家的兰克直到今天仍然受到人们的普遍敬重和爱戴。这是因为兰克一生著述极为丰富，他的大量的历史著作不仅在德语国家地区而且在其他欧洲国家都在继续不断地再版刊印。他的读者群体也早已超出了史学界的范围。兰克的学术著作因其鲜明的叙述文学特色和优美的语言艺术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不过，使兰克享有盛名的真正决定性因素，可能还是在于读者对于兰克所追求的“客观性理想”的共鸣，即读者的“求真愿望”（Wunsch nach Wirklichkeit）。而人们这种“求真愿望”恰恰由于在当代历史学中时而出现的对于历史的人为杜撰和虚构往往无法实现。因此，兰克提出的历史学的无条件客观性理想（Ideal vorbehaltloser Objektivität），即他的名言“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bloß zeigen will,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 ist），颇为符合人们的心愿。诚然，这句话同样是看上去简单，做起来困难。



兰克的名言“只是要表明过去究竟是怎样的”，即追求历史事实的理念，长期以来一直是史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近30年来，无论在德国还是在国际上所发表的有关兰克及其著作的文章又都在积极地探讨研究兰克的客观性概念（Objektivitätsbegriff）。有些学派如“激进的建构论”（radikaler Konstruktivismus）从根本上怀疑“众人皆能平等参与的事实”的存在。而另外一些学派则坚持认为，假如历史著作的撰写不能以“事实”为依据，则必定将无法与杜撰虚构性的历史叙述划清界限。在某些历史学家眼中，兰克是﻿一位不成功的“天真”（naiv）的客观性概念论者的化身；而另外一些历史学家则强调，兰克体现了一种科学客观性的理想，在今天的历史研究中仍然应该突出这种理想。



除此而外，近年来人们还深入研究了兰克在其丰富的历史著作中运用的分析方法和叙述艺术。重新评价了19世纪欧洲现代历史学的兴起与现代小说产生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将历史小说的产生与兰克的《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一书进行了对比。这类学术研究涉及此前没有引起足够注意的史学叙述所遵循的特定的修辞学模式，从而进一步扩展了对兰克及其同时代史学家的研究领域。



从今天历史学的眼光来看，兰克对于历史经验的把握过于狭窄：他集中精力主要研究的是决策者层面涉及的政治事件特别是外交政策。对与此紧密相关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层面则鲜有阐述，或只是在旁注中加以说明。诚然，兰克通过对深层结构变化的探究基本上揭示清楚了历史事件本身。兰克在描述历史事件的时候提出了“事务的大进程”（der große Gang der Dinge）以及“大趋势”（die große Tendenzen）等理念，并通过对典型事件发展过程的重点描述进一步阐明了这些理念。这就是说，兰克在卓越地叙述历史事件的同时，成功地进行着历史思考方面的理论探讨。当然，兰克的历史思考及其史学理念都脱离不开他基本的宗教观念。但从整体上看，兰克将透彻的理论阐述、不断丰富的史学研究经验以及生动优美的叙述文体融合在了一起，他所取得的成就对于历史学的发展具有开拓性的意义。



兰克关于将各个国家（Staaten）和人民（Völker）作为历史个体（als historische Individuen）的主张及其历史理念从来没有被普遍接受。在唯心论以及其他所有关于整个世界的论述终结（至少暂时终结）之后，兰克的历史理念和今天也不再具有衔接之处。但﻿兰克关于世界通史的概念今天仍然受到关注，尽管他的“世界史”（Weltgeschichte）实际上是概括了德国唯心主义关于人类精神、思想从东方国家（埃及、以色列）进入西方国家（欧洲、美国）的发展过程，排除了其他的国家和其他种种文化。兰克世界史的核心是欧洲史；他给予古代欧洲以积极的意义。兰克的历史理念是以各个国家之间的和平关系、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以及不同历史时代拥有同等价值为基础的。他关于“人民”（Volk）或“民族”（Nation）的概念则是以特定范围的“文化”（Kultur）为基础的。兰克关于“文化”的概念随着对文化传播（Kulturtransfer）的深入科学研究以及在国际社会中越来越重要的文化交流（Kulturaustausch）赢得了现实意义，——不过，在这方面兰克并不是一位时兴又适用的历史模式的提供者，而是寻求这种模式的推动者。即便兰克的历史著作显示出他狭窄的欧洲视野，但兰克史观的原则是关注人类（menschheitlich）。兰克在撰写世界通史的计划中排除了西方没有承袭的各种文化，这是他人类视野（menschheitlicher Horizont）局限性的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证明。但如果跨越这种局限进入真正世界性历史观的广阔视野，那么兰克有关个性（Individualität）和发展（Entwicklung）的理念以及他视不同文化之间的关系为世界历史发展动力的看法定将在今天重新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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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一　兰克主要著作年表




1824　《拉丁与条顿民族史（1494—1535）》



Geschichten der romanischen und germanischen Völker von ﻿1494 bis 1535



1834—1836　《16、17世纪的罗马教皇及其教会与国家》（即《教皇史》）



Die römischen Päpste, ihre Kirche und ihr Staat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3 Bde.



1839—1847　《宗教改革时期的德意志史》



Deutsche Geschichte im Zettalter der Reformation, 6 Bde.



1847/1848　《普鲁士史九书》



Neun Bücher preuβischer Geschichte, 3 Bde.



1852—1861　《16、17世纪法国史》



Französ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5 Bde.



1859—1868　《16、17世纪英国史》



Englische Geschichte, vornehmlich im 16. und 17. Jahrhundert, 7 Bde.



1867—1890　《兰克全集》



Sämmtliche Werke, 54 Bde.



1869　《华伦斯坦传》



Geschichte Wallensteins



1871　《德意志诸邦国和诸侯同盟：德意志史（1780—1790）》



Die deutschen Mächte und der Fürstenbund. Deutsche Geschichte von 1780 bis 1790



1872/1888　《论著与探索》



Abhandlungen und Versuche, 2 Bde.



1877　《首相哈登贝格侯爵回忆录》



Denkwürdigkeiten des Staatskanzlers Fürsten von Hardenberg, 5 Bde.



﻿1881—1888　《世界史》



Weltgeschichte, 16 Bde.



1887　《19世纪德国和法国的历史》（阿尔弗雷德·多佛编辑出版）



Zur Geschichte Deutschlands und Frankreichs im 19. Jahrhundert, hg. V A. Dove




二　兰克生平年表




1795　12月20日，（弗朗茨）利奥波德·兰克生于德国图林根，翁施特鲁特河畔的维厄。父亲戈特罗布·伊斯雷尔·兰克（Gottlob Israel Ranke, 1762—1836）是律师和法律顾问，母亲弗里德里克·兰克，她的父姓是勒米克（Friederike Ranke, geb. Lehmicke, 1776—1836）



1807—1814　先入多恩多夫的修道院学校，后进普福尔塔的贵族学校。



1814—1817　在莱比锡大学学习古典语文学和福音新教神学，导师是戈特弗里德·赫尔曼（Gottfried Herrmann, 1772—1838）、克里斯蒂安·丹尼尔·贝克（Christian Daniel Beck, 1754—1832）。以研究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1817　在柏林通过高级教师职位考试，成为奥德河畔法兰克福高级文科中学的古代语言和历史教师。



1824　被任命为柏林大学历史学副教授。



1827—1831　在维也纳和意大利游历并研读档案馆史料。



1831　主持《历史-政治杂志》工作（1836年停刊）。



1833　创立“柏林研讨班”（Berliner Seminar）。



1834　成为柏林大学历史学正教授。



﻿1841　被任命为普鲁士国家历史学家。



1858　根据兰克的倡议，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在慕尼黑巴伐利亚科学院设立历史委员会，兰克担任该委员会主席。



1865　获得普鲁士贵族身份。



1871　结束大学讲座生涯。



1886　5月23日，逝于柏林。安葬在柏林索菲教堂（Sophienkirche Berlin）墓地。




三　德国政治思想史大事记




1789　法国革命。



1792—1797　法国与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战争。



1797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登基。



1799　法国拿破仑政变。



1799—1802　法国与英国、俄罗斯、奥地利、葡萄牙、那不勒斯和土耳其的战争。



1803　德意志帝国特别代表团总决议，全部教会财产移为俗用。



1803　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德尔逝世。（赫德尔，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德国思想家和诗人，德国古典文学之父）



1804　伊马努埃尔·康德逝世。（康德，Immanuel Kant, 1724—1804，德国哲学家）



1805　弗里德里希·席勒逝世。（席勒，Friedrich Schiller, 1759—1805，德国诗人、剧作家）



1805　法国与英国、俄罗斯、奥地利和瑞典的战争。



1806　德意志民族神圣罗马帝国解体。



1814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逝世。（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 1762—1814，德国哲学家）



﻿1814/1815　维也纳会议。（Wiener Kongreß，拿破仑帝国崩溃之后欧洲俄罗斯、英国、普鲁士和奥地利等大国召开的国际会议，旨在恢复欧洲大陆封建统治，重新划分欧洲政治版图。）



1815　拿破仑在比利时滑铁卢最后失败；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订立“神圣同盟”。



1818—1820　诸多南德意志邦国（包括巴伐利亚）实施现代宪法。



1819　卡尔斯巴德会议（Karlsbader Konferenz），压制自由和民族运动。



1830　法国七月革命，动乱席卷诸多德意志邦国。



1831　黑格尔和尼布尔逝世。（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德国哲学家；尼布尔，Barthold Georg Niebuhr, 1776—1831，德国历史学家，曾任普鲁士驻罗马使节及柏林大学和波恩大学罗马史教授，主要著作为《罗马史》）



1832　司各特和歌德逝世。（瓦尔特· 司各特，Walter Scott, 1771—1832，苏格兰浪漫派诗人、英国历史小说的开创者；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1749—1832，德国诗人）



1835　威廉·冯·洪堡逝世。（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比较语言学创始人，建立了柏林大学，国务活动家，也是参加维也纳会议的代表）



1840　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Ⅳ.）登基。



1847　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伦敦成立。



1848　欧洲各国首都包括柏林爆发资产阶级革命。



1848　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登基。



1850　普鲁士爆发的革命失败，强制推行普鲁士宪法。



1854　谢林逝世。（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Schelling, ﻿1775—1854，德国哲学家）



1854/1856　英国和法国与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半岛之战。



1860　达尔曼逝世。（达尔曼，Friedrich Christoph Dahlmann, 1785—1860，德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



1861　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Wilhelm Ⅰ.）登基；施洛塞尔和萨维尼逝世。（施洛塞尔，Friedrich Christoph Schlosser, 1776—1861，德国历史学家；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 1779—1861，德国法学家，历史法学派的领军人物）



1864　奥地利和普鲁士与丹麦的战争。



1866　德意志-奥地利之战。



1867　北德意志同盟成立。



1870　德法战争。



1871　德意志帝国成立，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当选为德意志帝国皇帝；格维努斯（格维努斯，Georg Gottfried Gervinus, 1805—1871，德国历史学家）逝世。



1873　“三皇协定”，奥地利—匈牙利、俄罗斯和德意志帝国结盟。



1883　卡尔·马克思逝世。



1884　德罗伊森逝世。（德罗伊森，Johann Gustav Droysen, 1808—1884，德国历史学家）



1888　德意志帝国威廉一世皇帝去世；腓特烈三世（Friedrich Ⅲ.）登基，不久去世，之后威廉二世皇帝登基。







（注：括号内的人物简注为译者所加）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




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



二世所做的讲座



﻿［文本说明］



1854年9月25日至10月13日，兰克为巴伐利亚国王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 Joseph，简称König Max，马克斯国王）做了19次历史讲座。讲座在国王位于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的别墅及其附近的维姆巴赫（Wimbach）的猎人之家进行。《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一书即根据该讲座的速记资料整理而成。此书在兰克逝世之后先是由阿尔弗雷德·多弗（Alfred Dove）于1888年发表，后来收入“历史考证版”《兰克著作与遗著选》（Leopold vo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β），作为该文集的第2卷于1971年出版（Leopold von Ranke. Aus Werk und Nachlaβ, Bd. 2: Über die Epochen der neueren Geschichte. Historisch-kritische Ausgabe. hg. Theodor Schieder und Helmut Berding, München 1971）。



兰克的这些讲座之所以能够成为一本结构紧密的著作，也是速记员弗兰茨·塞拉夫·莱恩菲尔德（Franz Seraph Leinfelder, 1825—1891）的功劳。他是一位法学家，后来担任了巴伐利亚国家管理部门的领导职务。



兰克的讲座包括序言和八个篇章。兰克通过这些讲座概略地叙述了欧洲历史直至他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兰克的历史观中，他将欧洲历史与世界历史等量齐观。）他按照编年顺序记述了他对一系列历史性事件的看法：罗马帝国时期，东方与西方的联系﻿是基督教得以传播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先决条件；形成民族国家和教皇特权的中世纪；欧洲大国产生的18世纪；以及兰克本人所处的“革命时代”，即他所称的危机时代。引人注目的是，兰克在本书中将宗教改革阶段看作是一个拥有伟大发现的时期，而不像在他的其他著作中那样将其视为基督教的恢复时期。人们估计，这可能是兰克面对听他讲座的信仰天主教的巴伐利亚国王所做出的一种妥协。兰克的头两次讲座，即本书的序言部分，对于理解兰克的史学理念很有启发性。在序言里，兰克与德国唯心主义提出的进步概念（事物按照预定目标发展进步）保持了距离。他在最后一次讲座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人类虽然有可能在物质方面取得进步，但却完全不可能在道德方面日臻完美。








编　者






序言





［第一讲，1854年9月25日］







演讲之前有必要取得两点共识。其一是关于我的讲座的时间起点问题，其二是关于一些基本概念。

首先是关于讲座起点的问题。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到久远的年代和陌生的境遇之中，尽管那些境遇对于当代仍然会有影响抑或间接的影响，但我们却很有可能远远偏离目标。为了不使我们在历史中迷失自己，我们将以罗马时代为起点，因为这是一个汇聚着种种不同因素的时代。

其次是关于基本概念的问题。关于基本概念我们需要理解：一，普遍意义上的进步概念（Begriff des Fortschritts）；二，与进步概念有关的所谓主导理念（leitende Ideen）。


历史上的所谓进步


某些哲学家认为，整个人类历史是从一个特定的原始状态朝着一个积极的目标发展着的。这个观念衍生出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受到一种普遍的指导性的意志的推动；另一种看法认为人类拥有一辆精神列车，这辆列车将世间万物推向﻿特定的必然目标。我认为，这两种看法不仅在哲学上站不住脚，而且在历史上也无法得到证实。

哲学上之所以站不住脚、无法接受，首先是因为这些观点恰恰取消了人的自由并使人成为无意志的工具。其次是这些观点使人自己要么成了上帝，要么什么都不是。

历史上之所以无法得到证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按照他们的观点是不能看出处于原始状态的人类的进步的，当然也无从理解进步的概念了。罗马民族和日耳曼民族曾经记录过比较主要的历史性的发展因素以及一种呈阶段性发展的精神力量。毋庸置疑，在整个历史长河中人的精神力量是不应低估的。自远古以来精神力量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发展变化，而且只有这一种普遍的历史性的发展变化是人类共同参与的。但是，一般来讲，我们不能因此就将处于历史发展变化（historische Bewegung）中的各个民族看成是处于不断的进步之中。以亚洲为例，那儿曾经是文化产生之地并经历过多种文化阶段，然而正是在亚洲，这种变化从整体上看却呈现着一种倒退。亚洲文化在人类历史的最初阶段最为繁荣，但到了希腊和罗马文化占优势的人类历史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就不再那么辉煌了，随着野蛮的蒙古人的入侵，亚洲文化甚至完全结束了。面对这一事实人们企图求助于地理进展（geographisches Fortschreiten）之假说。比如彼得大帝就认为，文化绕地球而行，文化来自东方又重新返回东方。但我必须指出，这是彻头彻尾的空话。

有一种观点认为，人类自身及其能力等各个方面也将与数百年历史的发展变化同时进步。然而，历史告诉我们，这也是必须避免的一种错误看法。举例来说，15世纪和16世纪上半叶的文化最为繁荣，然而到了17世纪末和18世纪的前75年，文化就普遍走下坡路了。诗歌的发展正是如此。诗歌这种艺术只是在某些时期真正兴盛过，而并不是在数百年的历史长河中一直都持续朝着﻿更高水平发展。

如果我们排除所谓的地理进展规则而按照历史所告诫的那样看问题，就必须承认，世间的民族是会走向毁灭的，这些民族起初的发展并不能持续不断地涵盖一切。唯有如此，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人类真正持续变化之所在。这种持续变化基于控制人类的一些大的精神趋势（die großen geistigen Tendenzen）。这些趋势时而相互对立，时而相互关联。在这些精神趋势里总是会有某一种趋势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方向，其他趋势则在其作用之下后退。比如16世纪下半叶宗教因素占了绝对优势，以至于导致了文学的后退。又比如18世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从而导致了艺术和与艺术相近的所有活动都不得不让步。

由此看来，人类的每个阶段都显示着一种特定的大的趋势，而进步的基础则在于每个阶段人类精神的某种发展变化，而这种精神的变化则时而突出一种、时而突出另外一种趋势，并在其中充分得以彰显。

与此对立的观点认为，进步体现在每个时代人类的生活都向更高水平发展，因而每一代人都绝对优于其前一代人。前代人只是后代人的基础。前代人本身并无意义，其作用仅在于承启后代而与上帝没有直接的关联。如果这种观点正确的话，岂不意味着上帝的不公平？我要强调指出的是，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jede Epoche ist unmittelbar zu Gott.）。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只有从这个观念出发去观察研究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个体生命才有意义，也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如此做历史研究时我们还必须看到，每个时代或谓每个历史阶段都具有其特有的原则和效能，而且都有资格受到尊重。

所以，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die Hauptideen）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besondere Tendenz）和自己的理想（eigenes Ideal）。既然每个历史时代都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和价值，因此人们也不应忽视时代的产物。历史学家的第二项任务，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诚然，我们承认历史上存在着某种进步，但是，我认为，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我认为，万物的造主俯瞰着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并赋予各个历史时代同等的价值。启蒙历史观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上帝面前，各个时代的人是权利平等的。历史学家必须这样去观察事物。

在我们所能观察到的历史上，应该承认在物质需求领域确实存在着一种绝对的进步或者说非常明显的提高，而且只要不发生过于激烈的社会动荡，这种进步或提高几乎不会出现倒退。然而，在道德领域就难以观察到进步了。诚然，道德观念可以往前发展，在精神领域，你可以说今天比过去有更多的人能够欣赏到伟大的文学和艺术作品。但是，如果你要想成为比古希腊诗人荷马（Homer）更伟大的叙事文学作家，或是要想成为比古希腊的索福克勒斯（Sophokles）更伟大的悲剧作家的话，那就贻笑大方了。


历史上的主导理念


哲学家们特别是黑格尔学派提出过一些理念，根据这些理念，人类历史如同一个充满定律、矛盾、调和、积极事物和消极事物的合乎逻辑的发展过程。而经院哲学则认为生活在走下坡路。按照这些看法只有理念才具有独立的生命力，而人只是拥有理念的幻影或是幽灵。还有学说认为，占世界主导地位的理念为了达到目的会不惜通过欺骗手段并利用人的狂热。这种学说是对上帝和人﻿类最大的蔑视，同时也会导致泛神论，即认为人类通过其自在的精神过程能成为未来的上帝。

我所理解的主导理念（leitende Ideen）是指在每一个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趋势（herrschende Tendenzen）。这些趋势只能加以描述，而不能加以最终的评判。

历史学家应该区分各个时代中的大趋势并展示人类的伟大历史，因为历史正是这种种大趋势的总合。从上帝的立场出发，我只能说，人类自身蕴涵着无穷无尽的多种多样的发展变化，而这种发展变化是按照不为我们所知的、远比我们所能想象的更为神秘和伟大的法则而逐步显示出来的。



［谈话］




马克斯国王：您讲到了关于道德进步的不同看法。这种进步也包括个体内在的进步吗？



兰克：不，不包括。我们只是研究整个人类的进步问题，作为个体的人必须不断地向着更高的道德水准发展。



马克斯国王：倘若个体（das Individuum）是在朝着更高水准发展，而人类是由个体所组成的，那不意味着整个人类的进步吗？



兰克：作为个体的人是会死的，个体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而人类则是无限的存在。我承认有物质领域的进步，因为一种东西产生于另一种东西。这和道德关系不一样。某一代人在道德方面的真实高度与其他代人是一样的，就道德高度（moralische Größe）来讲不存在更高的潜力。比如说，我们根本就无法超越过去世界的道德高度。不仅无法超越而且在精神领域甚至还常常出现倒退的情况，比如集约的道德规范变成了粗放的道德规范。今天的文学与古典文学相比正是如此。



﻿马克斯国王：难道不能认为是天意给人类提出某种目标，人类随之被引向这种目标吗？当然人类不是受暴力所指引，而且也不妨碍个体自由地自主选择。



兰克：这是一种在历史上无法得到证实的世界主义的假说（kosmopolitische Hypothese）。虽然我们看到圣经上有一句话说，从前只有一个牧人和一群羊；但是迄今为止并没有证实这就是世界历史的主要进程。相反却有证据表明，亚洲的历史在经历了最为繁荣兴旺的时期之后重新落入了未开化期。



马克斯国王：难道现在不是有更多的个体在朝着比以往更高的道德水准发展吗？



兰克：我承认存在你所说的现象，但原则上不是如此。历史教导我们，某些民族根本不具备文化能力。常常是过去的历史阶段比后来的历史阶段更具道德。比如法国的道德和教养在17世纪中期要比18世纪末期高得多。如前所叙，道德理念可以得到推广，但只是在特定的范围之内。从普通人的立场出发也许我可以这样认为，人类之理念（die Idee der Menschheit）在历史上只是由一些大的民族所体现的，随着时间的推移才渐渐地涵盖到整个人类。这大概可以看成是一种内在道德的进步吧。历史学家不反对这种看法，然而并没有加以证实。不过，我们应该避免使这种观点成为历史的准则。



我们的任务仅仅是要依据客观事实。




［第二讲，1854年9月26日］



我们前面所探讨的有关进步的概念并不适用于所有事物，也﻿无法用这种概念来解释世纪之间的关系。我们不能说，这一个世纪是服从于另一个世纪的。另外，我们也无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天才们在艺术、诗歌和科学领域以及在国家事务方面的成就，因为所有这一切都与神的福音有着直接的关联。虽然这些成就产生于某个特定的时代，但与前一个时代和后续时代是没有关联的。举例来说，后人是无法超越开创了历史编撰学的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kydides）的。

同样，个体的道德和宗教状况的进步也很少见，因为这些也都是和上帝直接相关联的。我们只能说，过去关于道德的概念不完善；但是自从基督教亦即真正意义上的道德和宗教出现以来，在这方面就没有再出现进步。在希腊人当中曾经流行过的一些民族观念，比如，允许报复这个观念，后来通过基督教得到了澄清，这也是事实，但这并不能说，过去的不完善状况是对基督教精华所做的准备。实际上，基督教是上帝的一种突然显现（eine plötzliche göttliche Erscheinung），如同天才的伟大作品本身就是上帝的福音一样。柏拉图（Plato）之后不会再出现柏拉图；我尊重哲学家谢林（Schelling）在哲学方面取得的成就，但不认为他超过了柏拉图。柏拉图在语言和文体方面，尤其是在诗歌方面是不可超越的。至于内容方面，不可否认，谢林懂得使用前人提供的更为大量的资料和素材。

与此相反，在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方面是有进步的。古人对自然的认识无法和我们相比。这和我们前面提到的推广（Expansion）概念有关。道德和宗教理念以及人类的种种理念在推广方面有很大的进展。如果某一个地方成了文化中心，则那里的文化会向四面八方传播、扩散。但并不能因此就认为每个领域的进步都没有停滞的时候。——只是在物质领域、在各门精密科学的发展和应用方面以及在把不同民族和个体引向人类理念和文化理念﻿方面有着绝对的进步。

有人会问，在哲学和政治等具体的社会科学领域是否存在着事实上的进步。在哲学方面，坦白地说，最古老的哲学，比如我们所学到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哲学对我来讲已经足够了。从形式上来讲，从来没有人能超出他们的范畴，从实质上看，如今年轻的哲学家们又回到了亚里士多德那里。政治方面的情况也是如此：政治领域的一些普遍原则先人早就提出来了，后续时代只是在经验和政治试验方面进一步加以充实。我们现在所处的政治状态当然是有历史基础的。从我们的立场看，君主立宪有其合理性，但这种立宪制是建立在特定的基础之上的。没有人能够宣称在概念上各个等级和君主立宪都联系在一起了。后续时代只是比前人拥有更丰富的政治经验罢了。同样的道理，有关以民意或是以诸侯意志为基础的自主权力问题（Souveränität des Volkes oder des Fürsten）不能依靠科学去处理，而是要在历史的途径中通过党派来解决。——我对政治的看法也适用于历史学。任何人都不能傲慢地宣称，自己能成为比修昔底德还要伟大的历史学家。拿我自己来说，我只是在历史学方面做了一些与前人不一样的事情；今天的历史洪流比以往更为汹涌，今天我们试图将涉及各个民族全部生活的种种不同的力量纳入历史学的研究，一句话，我们试图更为全面地研究历史。

当我们确定了上述的几个主要概念和讲座的起点之后，下面要转入正题了。




第一章　罗马帝国的基础



我们研究罗马帝国的问题，有必要先回顾一下有关看待罗马帝国的立场。可以说，整个以往的历史都汇入了罗马史，如同汇入了一条奔腾入海的历史长河。整个近代史是以罗马史为起点的。我敢说，假如没有罗马人的存在，整个历史就都没有价值。

国王陛下，您提出的问题是古代历史是否已经消亡？古代历史引发的全部概念在罗马史上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必须看到，罗马帝国是建立在由亚历山大大帝及其继任者所创立的希腊-马其顿-东方帝国的基础之上的，该帝国采纳了东方哲学（der Orientalismus）中最有意义的元素。

如果我们简要地回顾一下远古历史，就会发现，在地中海以东地区（der Orient）曾经有过激烈的宗教矛盾。那里的犹太人一侧与埃及人、另一侧与亚述和巴比伦帝国相邻，亚述的宗教观念和埃及人的宗教观念明显相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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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基督教部落当中信仰一神教的犹太人不断遭到排挤和战争的威胁。他们被亚述人和巴比伦人作为俘虏带走。倘若不是出现了与犹太人相近的并有助于犹太人的波斯人的影响，则犹太民﻿族的一神教就濒临消亡了。波斯人的宗教观念比亚述人和闪米特人的神像崇拜更为纯粹、更为精练。他们把修复犹太人的宗教观念看作是自己的任务。但接着出现了亚历山大大帝，他本人就是热忱的神像崇拜者，他重新修复了全国的神像崇拜仪式。当古波斯国王冈比斯（Kambyses）杀死古埃及人敬拜的阿匹斯神牛（Apis）的时候，亚历山大宣称自己是主神阿蒙（Jupiter Ammon）的儿子并接受了东方神话。

这两种宗教因素，一种是以波斯人为代表的较为纯粹的宗教，但在犹太人那里以一神教出现；另一种是其他民族的各类神像崇拜教，这两种宗教都转入了罗马帝国。罗马帝国虽然占领了马其顿、叙利亚和埃及，但并没有改变那里的一切，而是保留原状。

罗马人像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一样坚决反对犹太人。然而世界宗教的观念最初却是在犹太人当中产生的。犹太人有着一种古老的理念，相信只有一个共同的上帝，不过，他们更多地把上帝仅仅看作是一个民族的上帝。重要的是出现了耶稣基督，耶稣在犹太教的基础上就普世的共同的上帝进行布道，劝诫人们放弃各个部族的利益及其所信奉的神。就这样从犹太教中产生了世界宗教，这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事情。与此同时，罗马人完成了对地中海以东国家的占领并接受了大量该地域的宗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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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地中海以东地域所进行的整个宗教斗争都转入了罗马帝国，基督教正是从罗马帝国传布到全世界去的。

由此我们看到，在宗教方面，罗马帝国曾经是从前各种宗教观念的集聚地。接下来，我们转入研究政治方面的矛盾。

东方即地中海以东地域的古老民族虽然在宗教方面陷入纷争，但在政治方面却是一致的，他们都反对希腊人。他们建立了强﻿大的君主政体。除了距离遥远的非洲北海岸的迦太基人之外，其他民族统统都处于君主政体这个庞然大物之下。但这时小小的希腊人群则愤而起来抵制了，他们敢于逆流而上。就这样，坚持不懈的独立斗争与高度集中的君主政体这两种因素陷入了冲突。在共和政体产生之前，这种冲突是难以解决的，波斯人和希腊人谁也战胜不了谁。实际上在这个历史阶段，有时一个民族仅仅出于妒忌就能够推翻有幸显示较大成就的另外一个民族。

波斯人直到希腊也出现了君主政体之后才被希腊征服。在这里我要指出，在希腊出现的是一种以东方的形式体现希腊实质的君主政体，也就是说，迄今为止纯东方的、野蛮的君主政体被希腊化了。可以说，假如君主政体没有被希腊化而一直是波斯人那种政体，那么，君主政体就永远不可能在西方得到普及。我们也许顶多能够看到出现一个类似萨珊王朝（die Herrschaft der Sassaniden）那样的奇怪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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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连亚历山大的继任者们也都把自己看成是法老和其他王朝的继承人，但他们实际上确实使东方的君主政体变得文明了。与此同时，他们甚至还以文化的代表人物出现。亚历山大城那所伟大的具有希腊精神的植物学校就是那个历史阶段的产物。

就这样，君主制元素在后来的罗马地域不仅保持了下来，而且是如此地生机勃勃，以至于使我想到，假如那位去了埃及并做了埃及女王克利奥帕特拉（Kleopatra）情夫的古罗马执政官马克·安东尼（Marcus Antonius）能够最终取胜的话，那么，他出于对东方的同情是会把东方君主制传入到西方的。

希腊的共和制精神（der griechisch-republikanische Geist）并没有受到上述情况的压制，相反，却更加生机勃勃并转而对当时只具﻿共和制形式而无多少实际内容的罗马产生影响。随着希腊共和制原则的越来越理论化以及上层罗马人接受完善的希腊教育，希腊共和制的影响更大了。

出乎人们的想象，奥古斯都（Augustus）建立了一个包容了一切共和政体形式的君主国。奥古斯都从来没有敢称自己为国王，他和安东尼（Antonius）的性格完全不同。

希腊人的卓越之处不仅表现在宗教和政治方面，而且还体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当文学在其他民族那里还只是个别人的努力的时候，希腊人已经逐步产生了一种真正能够称之为文学的作品。这些文学作品的倾向是告诉人们应该接受所有值得了解和值得尊重的知识。而这一切文学艺术及其所体现的观念也都传入了罗马帝国。可以说，假如罗马帝国不仿效希腊，不能兼容并蓄的话，那么，罗马就不会以这种方式发展了。由于共和制形式在罗马保持了优势，罗马和希腊两种民族精神之间的相互效仿才得以持续。就这样，整个东方世界即地中海以东地域的犹太-闪米特-希腊世界在各个精神领域所取得的成果都传入了罗马帝国并和罗马帝国保持着广泛的联系。

然而，到了公元1世纪，罗马则更多地增强了与西方欧洲国家的联系。通常遭到人们蔑视的这第一个百年实际上拥有多种多样的观念和生活。

讲到这里，我们有必要先回顾一下西方早期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基础是这样的，早期凯尔特人在高卢和西班牙占上风。在高卢的部分地区，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有联系。高卢人一直挺进到了罗马，占领了罗马和古希腊文化圣地德尔斐（Delphi）。他们在拜占庭即今日的伊斯坦布尔附近建立了一个小帝国。他们还越过叙利亚，有段时间还打算攻占埃及。简而言之，有一段时间，高卢人是最强大的民族。部分罗马历史研究的就是从意大利驱赶高卢﻿人的历史。

这时出现了罗马统帅恺撒（Cäsar），是他完成了对高卢的占领。这是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因为后来整个西方的形态都是以高卢为基础的。我在自己所撰写的法国历史中曾写道，这是伟大的占领，占领的同时也传播了文化。恺撒就是这样的占领者。他不仅夺取了高卢，而且还使高卢变得罗马化和文明化。

讲到这里，可能有人会发问，凯尔特人难道就没有可能自己走向文明吗？对此问题我很难给予肯定的回答。因为，他们虽然受到迦太基以及其他种种文明的影响，但他们总是作为强盗闯入意大利和亚洲，不断与文明对抗，直到他们被打败之后，文明世界才在意大利、希腊和地中海以东地域得到安宁，不再受这些未开化人的干扰。

恺撒还渡海入侵不列颠。在他之后的奥古斯都通过一系列的军事占领为西方做出了巨大贡献。他使西班牙完全屈服于罗马人，他还征服了高卢人，他的文化活动甚至传播到了莱茵河流域。概括起来说，恺撒在战争中的功绩是无人能够超越的，而奥古斯都的业绩则更为稳固。是他彻底完成了对高卢的罗马化，是他使凯尔特人不得不全都开始讲拉丁文。奥古斯都的重大事迹之一是他依靠德鲁苏斯（Drusus）和提比略（Tiberus）的帮助打开了阿尔卑斯山区与外界的联系。试想，倘若阿尔卑斯山谷未开化的人群如同一道横梁一样挡在文明世界与其他西方国家之间的话，那么，中欧文明的传播是无法想象的。自从阿尔卑斯山区开放之后，罗马人就开始从两侧推进，一侧由提比略率领人马向潘诺尼亚（Pannonien）挺进，另一侧则一直挺进到了德国的威斯特法伦地区。在这里他们虽然打了败仗，然而整个莱茵河流域以及多瑙河以南地区全都罗马化了。科隆和奥格斯堡成了罗马城市。

由恺撒开始、后来由被骂成是笨人的克劳狄乌斯（Claudius）﻿完成了对不列颠的占领。对其他国家的征服则一直持续到了公元2世纪。在这第二个百年之中古罗马皇帝图拉真（Trajan）占领了多瑙河与蒂萨河之间的土地达西亚（Dakiens）以及多瑙河下游的土地默西亚（Moesiens），并准备进一步攻打古罗马尼亚的瓦拉几亚人（Walachen）。罗马人的统治穿过黑海直抵亚洲的幼发拉底河，其西部边界直到大西洋。

简言之，公元1世纪的主要事件是罗马接纳了东方-希腊文化，使之与拉丁文化相统一并进而向西方传播，其结果使得在这个百年当中所有被罗马占领的地方都成了文明地域。德国有幸没有被完全占领。不过，倘若没有罗马人的占领，我们可能对于文化一无所知。应该承认，罗马占领地域的文化统一性是前所未有的、重大的世界性事件。这种统一性虽然后来又分裂成为希腊和拉丁两种文化，西方讲拉丁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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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讲希腊语，但尽管如此，从整体上来看，实现了文明开化，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统一的。



［第三讲，1854年9月27日］



现在的问题是罗马帝国建立之后在巨大的历史舞台上到底出现了什么变化。事物发展变化的关键在于其内部而不是外部。一个国家不可能一直不停地向外发展。罗马也有其边界，其征服力只局限于西方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一致的。有人会感到奇怪，罗马人为什么没有能够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一直挺进到阿拉伯和印度，而是集中全力于西班牙、高卢、日耳曼和多瑙河流域的文明开化呢？这种现象要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解释。应该看到，文明趋势在东方已经有所体现，所以，罗马在世界历史上的任务就只在于从其所占领的地域出发使西方走上文明。

罗马所取得的成果如下：一，创立了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二，使罗马法成为普遍的法律；三，制定君主制宪法和与此相关的管理制度；四，使基督教占统治地位。下面分别讲述这四种成果。


创立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


罗马帝国虽然分为东部的希腊语区和西部的拉丁语区，但两地的文学有着共同的趋势。这一点从历史上看是很明显的。罗马人在世界上取胜之后，希腊的波利比乌（Polybius）、迪奥努斯（Dionys）等历史学家对罗马帝国进行了分析和描述，但他们并没有提出自己更高的理念。这种趋势持续了有数百年之久，撰写罗马史的大作家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也是希腊人。作为罗马人的大历史学家塔西佗（Tacitus）对世界历史的道德层面颇为了解，他写出了古罗马帝国最高权力所产生的不当之处。不过，我们看到，历史书籍主要还是由希腊人而不是由罗马人撰写的。比如阿庇安（Appian）和普鲁塔克（Plutarch）都是希腊人。后者在其历史书中将罗马的著名人物与其他民族的英雄做比较，寻找这些人物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尊严。

由希腊语和拉丁语这两种语言所产生的双重文学虽然各有其特殊的倾向（besondere Tendenz），然而在思想理念上是完全一致的。讲到这里，会提出一个问题，即，这种文学的成就是什么？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先对古典希腊文学做个简要的回顾。这一时代的文学作品如同农产品一样是以其固有的形式在固有的土地上﻿产生的。作者们使用各自的方言写作。雅典古典文学产生的时代拥有最简洁、最鲜明的精神观念。这样的文学作品以后不会再出现了。后来各种方言渐渐逊色了，文化中心阿提卡（Attika）的方言也被一种普通的方言取代。到了这个时期，不可能再出现早期那样的大作家。从这时起，希腊作家只是传播普通的知识。罗马作家和这些希腊作家交上了朋友。由于不再有分歧出现，所以大演说家也自然而然地停止了争吵。人们互通信件，比如罗马作家普林尼（Pliniush）等人就和希腊作家有书信往来。

总之，一句话，一种普遍意义上的世界文学形成了，这种文学涵盖所有的知识领域并以两种语言出现，主要是希腊语，但拉丁语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法学的发展


应该看到，罗马人的科学守护神原本就具有法学的特性。与其他领域不同，民法（das bürgerliche Recht）真正是罗马人的原则。其他民族在法学方面虽然也有所成就，但不像罗马人那样从建国之初就牢牢抓住并不断修正法律概念。在这方面，罗马人让其他民族相形见绌。

法学一开始只是由教师或是通过论坛进行传播的。当罗马强盛之后，罗马法（das römische Recht）也取得了重要的进展。受到罗马帝国皇帝重视的一些大的法学家的言论甚至具有法律上的效力。法学理论和实践以及相应的法学机构空前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在这个历史阶段法学获得了比文学等其他领域都要大的发展，同时也产生了一大批有名的法学家，比如盖乌斯（Cajus）、乌尔皮安（Ulpian）和帕皮尼安（Papinian）等人。公元6世纪，东罗马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汇编法学家的学说，摘录为《学说汇﻿纂》，这部书成了法学的基础。

罗马法的产生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天才的法学家们提出有关罗马法学的思想；第二阶段是定期传授这些法学思想并在皇帝的支持下获得法律上的效力，从而形成一部科学的国家法即罗马法；第三阶段则是对这部罗马法在实施过程中不断加以增减、修正和完善，使之形成一部真正法学意义上的罗马法，从而具有重要的普遍意义。尊敬的国王陛下，您看，一部按照正确轨道发展而来的国家法必然会影响到其他国家。罗马法正是这样的一部法律。可以说，罗马法是罗马帝国最伟大的成就。它的实施具有普遍意义。


君主制宪法的产生


奥古斯都和古罗马执政官安东尼之间的斗争也许可以看作是西方原则和东方原则之间的一场斗争。斗争的结果奥古斯都胜了，他成为一位享有最重要的共和地位的人物。不过他从来没有自称为国王，而是发明了“奥古斯都”这个意为“神圣庄严”的荣誉称号。实际上，这表明当时出现了王侯个人与共和立宪愿望之间的分歧。在这种情况下，不少皇帝除了自身不光彩的个性之外，他们所处的地位也相当尴尬，所起的作用也颇为奇怪。这是因为，即使他们拥有无限的权力，但在元老院成员的眼里，他们只不过是在战争中占了上风的大头目而已。第一个在古罗马帝国中改变了这种状况的是来自弗拉维（Flavier）家族的罗马皇帝韦斯巴芗（Vespasian）。当他取得胜利之后，他让元老院在著名的法律上规定，他个人有权力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命令而用不着元老院共同商讨。不过，尽管有了这一规定，后来还是出现了摩擦和暴力。结果元老院重新掌握了实权并任命涅尔瓦（Nerva）为皇帝。涅尔瓦﻿之后的皇帝安东尼（Antonine）也是得到元老院同意的。然而到了公元3世纪，可怕的混乱席卷了整个罗马帝国。人们称这个阶段为三十暴君时代。在这个阶段，拥有实力的野蛮人向着罗马帝国渗透。罗马皇帝陷入了困境。一方面帝国边境需要强有力的保护，另一方面又要对付觊觎皇位的军队统帅。罗马皇帝戴克里先（Diokletian）终于找到了一个既能抵制军队又能满足国防需要的出路。他的办法是让几位强有力的领军人物与他一起共同代表最高权威，共同执政，条件是这些人物必须集中在他这个皇帝的周围。

到了公元4世纪，君士坦丁（Konstantin）却在戴克里先联合体制的基础上重新走上了专制道路。他之所以能够实现其他军人难以成功的完全独裁的原因，是他牢牢掌握了改良宪法的主动权并且及时与基督教联系在一起，尤其是他彻底消除了军队的优势并使贵族的活动有了明确目标，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君士坦丁实现了民事权和军事权的分离。在他之前，这两种权力一直是集中在一起的，导致行省官员拥有无限权力。由于君士坦丁采取了上述措施，使得城市里的居民都安静下来了，贵族们只能局限在地方活动，这样便减少了产生派别的危险。另外，君士坦丁还把整个帝国分为多个主教管区，下面再设行省。除此之外，他还推出了一套具有不同头衔及荣誉的严格的等级制度，其中有些头衔保留至今。比如西班牙的总督头衔就来源于此。君士坦丁推行的是一种无条件的绝对的统治制度。他所建立的地方行省防卫机构在历史上沿袭了下来。除了这一系列的集权努力之外，他也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例如，他使古罗马在意大利之外的占领地区及行省居民也都享有罗马公民权。

通过以上种种措施，罗马帝国达到了空前的统一。这种统一与早期产生的其他国家的独立相比意义更为重大。如同在文学和﻿法学方面一样，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现象，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是从个别具体事物发展变化而来的。统一的关键在于原则，而原则的承继不能看成是习惯成自然的事情。

在观察上述历史过程中，有人会问，东方是否对君主政体的形成发生过影响。对此不能予以否认。有关君主政体的某些象征和标志，比如王冠就来源于东方。不过，君主政体的核心内容则源于力量对比和国家的需要。


世界宗教的建立


公元1世纪，罗马完成了占领；2世纪，世界文学得到了发展；3世纪，形成了罗马法；3世纪末到4世纪，建立了具有稳定形式的君主政体，在这一切之后出现了世界宗教，这是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成果。

君士坦丁地位和尊严的基础在于：一，他的军队和胜利；二，他进行了管理改革；三，建立世界宗教。为什么罗马帝国能够建立起世界宗教——基督教呢？从罗马帝国的本质看，罗马对基督教的建立有什么贡献？

首先，罗马帝国对基督教观念进行了世俗性的表述并大力促进了基督教观念的传播。世界宗教的观念必须要在一个取得了某种程度统一的大的人群中才能开辟道路。如果一个群体是以拥有不同宗教信仰的个体存在，那么他们只可能信仰本部族的神。我的教会理念和国家理念是，首先要有国家的存在，之后才会出现教会。只有国家才能使教会成为可能。教会在罗马帝国就是这样出现的。假如没有罗马帝国的话，基督教是难以在世界上推行的。

再说，当时东方世界已经希腊化了，否则基督教的推行将会遭遇巨大的困难。另外，如果当时没有产生普遍意义上的即共﻿同的语言和文学，宗教也是不会发生普遍作用的。试想，如果基督教只是以某种方言如叙利亚方言形式出现，那么，必将会使人以为基督教只是一种个别部族的特殊的宗教。然而，基督教是以世界性语言传播的，所以基督教就能像世界语言和世界文学一样成为世界性宗教了。

除了上述统一的政治和文学因素之外，罗马帝国还具有另外一些能够不断促进世界宗教传播的因素。比如，罗马人把他们所了解到的其他民族所崇拜的神像都运到了罗马并给以尊重。然而这些神像在罗马却很快失去了基础。埃及女神伊西斯（Isis）的神像只是在埃及才受到崇拜，到了罗马则毫无意义。罗马这种接受外国神明的做法反而使外国神明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和作用，从而更容易打破不同国家的不同神像崇拜。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罗马人从一开始就在宗教方面和道德方面拥有自己固有的特定观念，有着比其他任何一个民族都更为丰富而严格的道德观念。比如，罗马人有着严格的婚姻观念。直到数百年之后他们才出现了第一起离婚事件。又比如，罗马人对家庭生活和父权等也都有一套固定观念。所有这些严格的道德倾向和观念甚至在后来的道德堕落时代也还继续发生过作用。

另外，罗马人和闪米特人在宗教方面存在矛盾，闪米特人崇拜偶像（der semitische Götzendienst）。罗马人反对迦太基人的人祭。罗马人从来都反对用人做祭品，就连声名狼藉的克劳狄乌斯皇帝也明确禁止献给神的人祭。所有这些事情表明，罗马人与其他民族相比拥有较强的人的价值观念（höhere Begriffe vom Werte des Menschen）。所以，尽管罗马人的观念也还存在缺陷，但与基督教的教义较为吻合。这是世界宗教得以在罗马帝国广为传播的决定性因素。

现在要问，基督教最初的传播具有什么意义？为什么基督教﻿比其他宗教更为强盛？

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初数百年当中，东方国家的偶像崇拜和宗教信仰曾经企图向基督教渗透。在此我联想到了摩尼教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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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的教义曾经传播到了非洲和印度。假如这种教派取得了优势，那就有可能使基督教东方化，使基督教变成东方宗教之一。但基督教找到了有效抵制东方宗教影响的出路，这就是基督教与罗马和希腊哲学的联系。世上的智者、哲学家以及许多罗马和希腊的诗人向来都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偶像崇拜。因此，对于基督教来说，依靠这些哲学家并不困难。事实上，许多基督教殉教者和皈依基督教者就是以哲学家的身份出现的。

对于基督教最为有利的因素则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具有的科学和辩证本性。偶像崇拜或多或少会转变成冒险和虚幻荒唐的行为。而基督教所拥有的科学的宗教概念，除去无法解释的奥妙之外，则允许人们从多方面深入探讨。通过探讨，人们很快就能认识到，基督教是人类最伟大的精神成果。而这种认识正是基督教得以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关键因素。基督教与古代文化相结合，与其他宗教既相互对立又不断相互联系，最终使基督教具有世界意义。

罗马帝国的世界地位、罗马在宗教和道德方面特有的精神取向以及罗马统一的宪法与普通文学的结合，在所有这一切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才使得基督教取得了高于其他各种宗教的优势。这和君士坦丁等权贵的争权夺利无关。



［第4讲，1854年9月28日］



在讲述了宗教的传播之后，需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基督教教会﻿是以什么方式建立的？应该说，有些情况与犹太教类似。比如，神职人员和世俗人员的差别。如同犹太人里有专门负责礼拜仪式的利未人那样，基督教中也有被看作是上帝挑选的神职人员。尽管和犹太教有着不可否认的类似之处，但基督教还是具有与犹太教不同的形式。其中最具特色的是基督教的教会会议。早在教会成立之初，教徒就聚集在一起组成教团。他们相互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并熟悉教会本身的事务。这些教徒的首领即主教们在一起开会，对有争议的教义做出最高决断，并断言这种决断来自与圣灵的联系。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教会会议首先是在实施了具有旧的联邦思想的真正共和制的地区举行的。比如在希腊的阿黑亚（Achaia）。最初教会会议只是在个别地区举行，后来普及到各地。教会会议提出的有些基督教的基本教义甚至适用至今。作为最高机构的教会会议使基督教教义得到了最大的体现。当国家宪法拥有绝对意义之际，在教会里则出现了另一种现象，这就是自下而上的自治和自决。而这也就等于在庞大的国家机器旁又自成了一个系统。

当君士坦丁大帝于4世纪中叶出于兴趣或其他不为人所知的原因决定接受基督教的时候，其实基督教已经在交替受到迫害和宽容的情况下得到了相当广泛的传播。君士坦丁先是当上了古罗马军队的大将军，后来又成为他所建立的最高统治的君主。接着他又采取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让自己当上了教会组织的最高首领，即所谓的最高教会外主教。他很懂得这一步骤的意义。从此，罗马帝国的统一才算是真正完整地实现了。与此同时，教会也从分散的组织上升为一个庞大的合作团体。当时的罗马主教还远远没有把自己看成是教会的最高首领，而且他们还都把自己置身于皇帝之下，尽管他们在宗教事务方面并不过多地听取皇帝的意见。

﻿在这种情况下又产生了一个问题，基督教难道应该继续限制在这个毕竟是窄小的罗马帝国的范围之内吗？

应该看到，罗马帝国也藏匿着许多弊病，特别是腐败的、暴力的干预性管理。另外，罗马帝国的人口不能正常增长。由灾难性内战而逐渐产生的对于婚姻的厌恶以及其他种种原因导致人口数量不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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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督教对于人口的增长并没有做出任何贡献，因为不久之后基督教就显示出了修道士的倾向。

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奇怪的事实，罗马帝国给世界带来了大量有益的成果之后，自身却逐渐萎缩了。所以，关键还在于占主导地位的世界理念（die Weltideen）的扩张能力。这种扩张能力通常以两种方式体现。其一是通过主导观念向其他民族的传播。比如，基督教远远超出罗马城墙的范围传到了不列颠。不过，这里更多地是以教派形式传布的。而教派这种形式是难以满足基督教传布任务之需的。其二是通过战争使基督教观念得到推广。战争使不少民族特别是日耳曼人不断与罗马人相接触，并进而导致了文化的传播。

然而，上述两种人为方式也并不可能使其他国家接受某个国家的一切。当然我们也看到，在罗马帝国发展起来的世界历史理念和文化的传播更多地是通过罗马对其他民族的征服而不是通过罗马人的被征服而完成的。试想，如果罗马人能够战胜其他民族的话，那么他们不仅能够将其观念与文化而且也将会把他们的语言以及国家的一切事务统统带去了，世界其他地方也就会像东方和部分西方国家那样被罗马化和希腊化了。然而，看来好像还是不应该发展到那样的地步。因为倘若真发展到那样地步的话，世﻿界上其他民族本身固有的一切岂不丧失殆尽了？！何况，当时的罗马人也没有强大到那种地步。后来这项任务落到了日耳曼人头上。日耳曼人从各个侧面突破了罗马帝国的界墙。事实上，直到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基督教才真正成为世界性的宗教。

需要指出的是，阿拉伯人采取了引人注目的另外一种做法。他们没有接受世界宗教——基督教，但却接受了罗马文化。由此形成了一个奇妙的世界链条。这链条的一边是西方的日耳曼人，另一边是东方的阿拉伯人。他们共同将罗马人的传统观念继续培植和流传下去。



注　释






【1】

 　最近在亚述发现的文物证实埃及人和亚述人在神像崇拜活动方面有着明显的一致性。





【2】

 　后期皇权时代保留着与犹太教和基督教相混合的东方国家的神像崇拜活动。





【3】

 　萨珊王朝是公元224—651年的波斯重要王朝。





【4】

 　拉丁方言传向了高卢和西班牙。同时高卢人还努力学习掌握幽默叙述的技巧。到了3世纪和4世纪人们甚至转而到高卢人那里练习罗马口才。





【5】

 　摩尼教是由波斯人摩尼在公元3世纪建立的宗教。——译注





【6】

 　日耳曼人和罗马人的生育能力有着根本的区别。比如，法国1815年拥有3000万人口，普鲁士拥有1000万人口。而现在法国拥有3500万人口，普鲁士则拥有1700万人口。普鲁士拥有的人口数量几乎超过法国的一半。





第二章　日耳曼移民和对阿拉伯人的征服导致罗马帝国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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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日耳曼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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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按下述方式在罗马世界安营驻扎的：

在法国北部和荷兰沿海地区生活着佛里斯兰人（die Friesen）和萨克森（die Sachsen）人。罗马人在公元3世纪中叶之后往这些地区派去了一位司令，以对付在沿海地区进行骚扰的海盗。这位司令名叫加劳西乌斯（Carausius）。他颇具叛逆倾向，他同德国的萨克森沿海居民联合起来，教给他们在海上强盛起来的办法，这些办法后来曾被萨克森人用于入侵海对面的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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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中叶在莱茵河下游的罗马帝国边境出现了法兰克人，具体来说，在莱茵河三角洲出现的是撒利安-法兰克人，而在莱茵河上游出现的是里普阿-法兰克人。所以，在欧洲北部作为罗马人近邻的一侧是萨克森人，另一侧是法兰克人。

在莱茵河与多瑙河之间的古罗马帝国的界墙旁驻扎着许多日﻿耳曼部族，其中最主要的是阿雷曼人。德意志人分布在整个多瑙河流域，在这些地区的哥特人（Go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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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对汪达尔人和杰皮登人（Gepiden）以及其他一些部族的霸权地位。

作为日耳曼人的历史学家，塔西佗对世界历史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对于帝国早期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对立有过引人注目的描述。所以，我现在对日耳曼人与罗马人之间的区别只想强调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要强调指出的是罗马人的腐败与日耳曼人的节俭形成鲜明的对立；其次是日耳曼人特有的战争原则。罗马人的军队以严格的军事服从为基础，而日耳曼人的战争原则是依据个人的和世袭的忠诚。日耳曼人认为，王权具有宗教性的威严。日耳曼人的服从是一种机制，依据这种机制，战争中大批人都聚集在那些威望很高的日耳曼首领周围，他们认为自己有义务保护自己的首领，而首领则应该十分可靠并有责任体恤下属。这是日耳曼人区别于罗马人的奥妙之处。在罗马人那里一切都是国家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淡漠。而日耳曼人在罗马人面前却是非常团结。这种状况对于整个世界历史都具有重要意义，因为罗马人虽然拥有了宪法，但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从来没有使宪法真正变为现实。新上任的统治者总是赶走前一个统治者。与此相反，日耳曼人在他们古老的王权制度下，通过独特的军事制度特别是通过“忠诚”这一渗透一切的黏合剂，给整个近代史打上了印记。

当罗马帝国的人口越来越少，不再有能力固守边界的时候，日耳曼人所起的作用反而越来越大了。早在民族大迁移之前，罗马帝国的边界地区就经历了一个缓慢而长期的日耳曼化过程。民族大迁移只发生过一次，因而不能视为欧洲的普遍活动，可以看作是在边境发生的一场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日耳曼人向前推进，而罗﻿马人则向后退缩。假如没有民族大迁移，欧洲就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现在看来，这种改变仿佛是历史的必然。

民族大迁移最初是由哥特人发起的。哥特人在黑海地区陷入了与匈奴人的冲突。匈奴人和朱登人（Tschuden）及芬兰人同属一个部族。匈奴人4世纪推翻了东哥特人，然后逼近西哥特人。这些哥特人不得不在罗马帝国寻求避难之处。由于没有遭到罗马人的拒绝，所以大批哥特人坐着小船渡过多瑙河进入罗马帝国。但哥特人与罗马行省的指挥官发生了冲突。这些指挥官夺走了他们的孩子和牲畜用以抵消所提供的食物。公元378年在阿德里安堡（Adrianopol）发生了一场大战。在这场战斗中瓦伦斯（Valens）皇帝被打死。哥特人成了胜利者。他们在默西亚定居了下来并在那里发挥大的作用。

罗马帝国由于不停地打仗而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与此同时，几乎所有的日耳曼部族都在行动。进入了东罗马帝国的西哥特人于5世纪初出现了阿拉里克（Alarich）国王，西哥特人把罗马的司令官折腾得精疲力竭。后来，阿尔卡狄乌斯（Arcadius）皇帝为了摆脱困境，煽动西哥特人去反对西罗马帝国。西哥特人果真在阿拉里克国王的统率下向意大利推进了。

同时涌入西部的还有其他部族。如汪达尔人（Vandalen）、阿兰人（Alanen）和苏维汇人（Sueven）。这三个部族先是越过莱茵河，迁往高卢，然后从高卢进入西班牙。汪达尔人后来到了非洲，5世纪初他们在非洲迦太基（Karthago）的废墟上建立了一个很大的帝国。

对于这些日耳曼部族也必须加以区别。比如，阿拉里克国王率领的是一支部族军队。他们既是一个部族，同时又是一支军队。他们带着妻子、孩子和生活必需品一起上路、行动，不断地准备打仗。他们之所以进入罗马帝国是为了得到钱和食物。可是这两个﻿目的都没有达到。于是他们在其军事首领同时又是国王的统率下在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定居了下来。当地行省的主持们让给了他们一部分土地。哥特人就属于这样的一支日耳曼部族。

后来，一部分哥特人即西哥特人占领了罗马，之后转入高卢（主要驻地是图卢兹），又从高卢向西班牙扩张。东日耳曼民族中的勃艮第人（Burgunder）在莱茵河流域及罗纳河流域的罗马行省安了家。属于日耳曼部族的还有与勃艮第人结盟的苏维汇人以及不完全是日耳曼属性的阿兰人和汪达尔人。

另一部分日耳曼人则是从故乡出发慢慢越过边界而移民。当前面所述各个部族终于处于平静的时候，实际上他们只占领了罗马土地的一部分并留在了那里。但这部分从故乡出发的移民挺进的结果就使罗马帝国的土地所剩无多了。属于这部分移民的有阿雷曼人（Alemannen）、萨克森人和法兰克人。

这就出现了另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大迁移开始的时候移民中大部分人是匈奴人。他们在多瑙河畔建立了强大的帝国，统治着那里的大批日耳曼部族（包括东哥特人和杰皮登人［Gepiden］）。匈奴国王阿提拉（Attila）企图统治整个西罗马帝国。但这些匈奴人完全是野蛮人，他们几乎不懂文化。如果匈奴人成了罗马帝国的主人，那么，在欧洲占上风的就将是野蛮人了。当然不应该是这样的。（公元451年）匈奴国王阿提拉在高卢的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役中被打败了。这场战役之所以值得注意是因为在这个地方曾经对峙着的双方分别是与罗马人结盟的部分日耳曼人即西哥特人以及与阿提拉结盟的另一部分日耳曼人。公元476年日耳曼各个部族的军队在鄂多亚克（Odoaker）的统率下结束了西罗马帝国的统治。但东罗马人宣称意大利是属于他们的。他们唆使东哥特人进军意大利。东哥特人在狄奥多里克（Theoderich）的统率下打败了鄂多亚克，建立了东哥特帝国，这个帝国更多地沿袭﻿了部族军队的制度。

主要是被哥特人解放的东罗马帝国从此重新获得了较大实力。到了公元6世纪初东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终于能够在他卓越的军队统帅贝利萨留（Belisar）帮助下实现重建罗马帝国的主张。查士丁尼先是摧毁了汪达尔人的王国，接着对东哥特人开战。为了彻底打败东哥特人，拥有最高指挥权的继承人纳尔瑟斯（Narses）甚至要求居住在多瑙河中游的伦巴德族人（Langoba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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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帮助。然而伦巴德人很快调动全部力量从拜占庭人（Byzantiner）手里将还没有完全被占领的意大利夺归己有。希腊人只拥有大部分沿海地区，如拉文纳（Ravenna）、威尼斯、那不勒斯以及南部山区。

由上可见，罗马帝国的各个地区是以怎样一种奇特方式发展变化着的。

意大利难以达到统一，这是因为有三种力量在不断地对抗着：其一，在混乱中变得强大的教皇势力；其二，希腊因素，本来历史上连罗马也归属希腊；其三，伦巴德人。伦巴德人几乎占领着整个意大利北部、托斯卡纳以及意大利南部的贝内文托。当时的意大利就是这样被分化成不同的风景。至今意大利也存在着这种不同的景观特色。

汪达尔人在非洲所建立的王国被毁灭之后，汪达尔人就从历史上消失了。与此相反，西哥特王国在西班牙形成了最为独特的政体。西哥特人从阿里乌教（der Arianism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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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皈依了等级森严的天主教僧侣制度。这种僧侣制度在西班牙获得巨大影响，连被选出的国王也服从这一制度。可以说，整个西班牙宪法都拥有僧侣﻿等级制度的特点。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是发生在高卢的情况。公元5世纪末，法兰克人进入高卢。法兰克国王克洛维（Chlodwig）先是战胜了罗马人（这些罗马人曾在斯亚格留斯［Syagrius］的统率下建立了王国），然后又打败了东日耳曼部族的勃艮第人和部分没有进入西班牙的西哥特人。他与那些虽然打了败仗但没有被肉体消灭的罗马人达成了协议。根据这一协议，这些罗马人都归属了他。由于克洛维皈依了天主教并战胜了阿里乌教（勃艮第人和西哥特人属于此教派）而赢得了宗教界的有力支持，从而使他有能力在国内压迫反对者，同时将其统治扩展到德国腹地。

与此不同的是在不列颠的罗马势力却遭到了野蛮人的摧毁。一切与教会有关的东西都撤回了非罗马的凯尔特人地区，尤其是爱尔兰地区。直到后来不列颠被日耳曼化了，才重新推行了基督教。

在罗马的其余行省中，尽管遭到了摧毁，但教会仍然稳定。当国家被摧毁之际，整个抵抗力量都集中到了主教管区。在这种情况下连国王也感到有必要支持和发展教会。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发生了猛烈的进攻和占领，世界却完成了两种变化。罗马帝国的西部虽然被摧毁，但各个行省的人与占领者取得某种联系并由此而产生了新的民族。同时，西方国家包括意大利、西班牙、高卢、不列颠和日耳曼完全与东方国家分离了。自从那时起，日耳曼因素和罗马因素相互交融而自成一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才有了延续至今的发展变化。



［第6讲，1854年10月1日］



在上述主要因素形成的世界里，我们遇到了从罗马方面沿袭﻿而来的行省贵族统治制度。贵族与入侵部族的国王和贵族出身的首领签订和约，和平共处。人们会问，他们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达成一致的呢？这里的关键是法律的制定。

正当发生这一切变化的时候，查士丁尼皇帝于公元527年在君士坦丁堡登基，是他最终完成了罗马帝国法律的制定。业已历经数百年的罗马法在未开化人涌入之际停止了修订，但查士丁尼皇帝却在罗马帝国遭受摧毁之际授意将这部罗马法汇编成了两部大法典。从此，作为罗马精神结晶的罗马法终于以固定形式流传了下来。

在这里，我们也可以观察到历史上常见的一种现象：当人们积极研究和探讨着某种精神理念的时候，往往想不到去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编纂工作。等到一个缺乏精神理念的时期出现了，反倒有人去忙着收集整理资料。查士丁尼皇帝时代的人正是在收集了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择取精华之处汇编成册，然后由查士丁尼皇帝宣布成为唯一有效的罗马帝国的法律。

人们可能难以想象，当时的日耳曼人也会有兴趣和能力在这些法律下生活。西哥特国王阿陶尔夫（Athaulf）即阿拉里克（Alarich）的继任者从意大利进入高卢。他曾公开宣称，如果他的哥特人也打算像罗马人那样在法律约束下生活的话，那么他就将有能力把罗马帝国变成哥特帝国。事实上从这时起，设立了一些不可缺少的合法机构并推行了一种特别的法律，目的在于使日耳曼人和罗马人这两个并存的民族通过独特的协作联系起来。勃艮第人和法兰克人的法律或公法也有此意向。日耳曼人法律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被害赔偿金。根据这项法律，杀人犯应该直接向被害者亲属而不是像罗马人的法律那样向国家支付赔偿金。由此看来，日耳曼人的法律不失为是法律观念传播的成果和进步，而这种进步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讲是最为重要的事情。

﻿另外一个问题是，这些国家为什么能被日耳曼人统治又是如何被统治的呢？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日耳曼的国王接受并利用了许多古罗马帝国的管理方法，而且这些管理方法尤其是财政管理机制对于日耳曼国王来讲是十分有利的，比如，需要缴纳赋税的不是日耳曼人而是外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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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耳曼国王不仅接受了罗马的管理概念，而且还以能被东罗马皇帝承认为荣。日耳曼的君主政体正是以重建罗马皇权的思想为基础的。从后来的发展看，日耳曼王权中除了罗马因素外，也有一项日耳曼自己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日耳曼人的统治权力拥有世袭权，但在罗马人那里则没有这项权力规定。

我们谈论了政治之后，该关注宗教和文化了，以便在这两个领域也能够发现近代社会的萌芽。

正如前面所述，罗马世界存留下来的最重要的事物当属教会。教会通过与哲学和文学的联系拥有很多文明内容。当时连日耳曼人也进教堂了。罗马人则被迫到日耳曼人那里做宫廷服务和服兵役。日耳曼人开始了宗教活动。比如，在西哥特王国和法兰克王国都有不少日耳曼人当上了主教。有一段时间，国王拥有对于主教的最高权威，因为实际上这些主教都是由国王任命的。后来由于法兰克墨洛温（Merovinger）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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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国王权力的削弱，主教的权威才随之上升。另外要指出的是，当时这些主教并不依赖罗马。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如何向未开化的人传授宗教的教义和礼拜仪式呢？这些未开化的人又如何有能力接受具有深奥推理的教义？另外，纯宗教的文化如何能够与在战争中变得粗野的日耳曼人融合起来？

﻿实际传授给日耳曼人的教义纯粹是一种形式，根本没有涉及内容。在罗马教会的礼拜仪式中以特殊方式混合进去了一种非基督教的神像崇拜。不过，尽管人们只是从形式上去了解教义，但形式本身也是一种真实。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对于神秘的宗教仪式会发生兴趣，对宗教渐渐产生感情。事实上，举行宗教仪式是使基督教得以传授给未开化民族的唯一途径。

在文化和文学方面也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因素。后期的罗马文化和文学非常简明扼要。在学校里通常把罗马人的学问作为战利品向人们传授。但没有任何机构对此进行详尽的研究。与此同时，日耳曼人自己的诗歌与传说与当时陷入停滞状态的罗马文学发生了联系。这一点在历史学家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历史学家约尔丹纳斯（Jordanes）写的哥特人历史、图尔的格里高利（Gregor von Tours）撰写的法兰克人的历史以及后来的保鲁斯·迪阿科努斯（Paulus Diaconus）撰写的伦巴德族历史等等，这些著作虽不完美，却体现了当时在精神方面与罗马文化的接触和融合。正是从这种融合和接触中才产生了后来的第三种充满生机的元素。

教会、王权、宪法、管理、法律、文学，所有这一切从这时起都渐渐发展成为罗马-日耳曼式的了。





已有的元素和新产生的元素之间的斗争在东方完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罗马帝国的周围有许多部族。他们对被迫服兵役的处境极为不满，于是竭力想占领罗马帝国。东方最重要的变化来自于宗教。东方民族在宗教方面相当活跃。在宗教信仰方面存在的主要矛盾如下：

一，犹太人及其古老的一神教于公元4世纪和5世纪在阿拉伯人中间取得很大进展甚至导致了其中一个阿拉伯部族完全转向了犹太教；

﻿二，阿拉伯人的偶像崇拜主要是对日、月和星辰的崇拜；

三，存在着得到革新的拜火教（der Parsismus）以及一系列与其有亲缘关系的双重教义；

四，与婆罗门教（die brahmanische Religion）对立的佛教在不断的变化中反过来对西方产生影响。

此外，受宗教会议决议影响而遭到罗马帝国排挤的一些教派如景教（der Nestorianismus）也渗入了东方。教派争论的焦点围绕着对于上帝之子的看法。公元6世纪末，穆罕默德（Mohammed）进入了世界宗教的中心。还是一名商人的穆罕默德在经商旅途中接触到了所有的宗教派别。但是他既不想接受犹太教，也不想接受他那个部族的星象崇拜（Sabazismus），更不愿意接受基督教，而是创立了自己的宗教——伊斯兰教。伊斯兰教融合了各种不同的元素，其宗旨是服从天命。历经许多严重迫害之后，穆罕默德终于成功地将一大群信徒聚集在自己周围。不久，这些信徒的狂热就战胜了一切。

伊斯兰教是正当波斯人与东罗马人进行激烈战争的时候产生的。穆罕默德要求波斯和东罗马两个国家都听命于他。当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之后，穆罕默德的信徒们在民族和宗教的双重狂热之下对东罗马人和波斯人发动进攻。他们触目惊心的攻占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攻占了叙利亚、耶路撒冷、埃及和波斯，并一直侵入到印度边界；第二阶段，即7世纪中叶，倭马亚家族（Omajjaden）向西方发动猛烈进攻，占领了非洲海岸，再从那里渡海到西班牙。在西班牙边界的克塞列斯（Xerez de la Frontera）发生的一场著名战役中，他们彻底击败了西哥特人，接着又越过比利牛斯山脉，在一段时间里占领了部分高卢地区。就这样，穆罕默德及其信徒们建立起了一个庞大的帝国，首都设在大马士革，后来是在巴格达。

这是罗马世界受外来势力的干预而发生的第二次巨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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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观察今天世界的主要矛盾，就会发现这些矛盾的萌芽实际上早在当年就已经产生了。一方面，我们看到一个以国家理念为主导的中央集权的罗马帝国，它的官员等级制度虽然显示了辉煌但仍屈服于皇帝的意志。它的教士们拥有的权力主要是具有宗教性质，在世俗关系中也同样听命于皇帝。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是日耳曼王权及其世袭原则。这种王权受到许多相互对立的个人权利的限制。日耳曼人的服从制度与罗马有明显不同。罗马行省的人需要履行严格的仆从义务，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成了被管理的对象。另外，我们还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贵族统治的因素，这一因素在世俗人及教士当中起着越来越大的影响。所有以上这些矛盾直至今天仍然发挥着作用。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趋势是取消日耳曼人的个人原则，重建一种具有活力的绝对的国家。在这种国家里，一方面要有一些与罗马国家相类似的因素以及日耳曼人的抗拒精神，另一方面又要具有共和政体的萌芽，因为共和政体的元素也倾向于从国家里面取消个人原则。应该说，日耳曼王权处于罗马宪法及其管理理念与日耳曼个人原则这两个对立元素之间，但同时又与这两个对立元素相关联。

在大的矛盾斗争中，诸侯贵族们更有兴趣代表日耳曼原则，而现代王权则高居于上述两个对立因素之上，同时在行动中交替考虑这两种因素。假如这种新的国家理念在德国完全占据了优势，则个人权利就将消失殆尽了，其结果会进一步走向共和甚至将来走向共产主义。不过，倘若日耳曼的国家理念走得太远的话，又可能导致个人权利至上，公共利益变成私人财富，甚至使国家事物都﻿有可能变成私人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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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般人的观点来看可以分为三种，一种人站在国家一边，另一种人站在教会一边，第三种人则主张个人权利（persönliche Berechtigungen）。而我偏离这三种通常的看法。我认为，所有这一切元素都是必要的。整个欧洲历史正是建立在特殊的和普遍的对立基础之上的。教会是处于个人权利和国家的普遍趋势之间的第三方，教会自身也在不断发展变化着。

人们会问，教会更偏向于哪一方呢？答案是，尽管教皇代表着一种普遍理念，但教会在早期却是更偏向于个人权利的。当前，教会又变得倾向于国家理念了。从教会的本质看，教会并不能和国家理念完全重合，因为教会的教义有其自身的特殊性。我认为，在国家和教会之间存在着一种天然的对立。如果国家取得全部统治权的话，国家就将完成在其范围内的一切事务，其结果势必会产生一种国家教会。不过，国家和教会之间的天然对立也没有必要完全加以排除。相反，代表着国家普遍意义的诸侯贵族们应该利用教会，而不是引起与教会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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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势力的扩张基于两个因素。首先，这种势力的扩张是发生在穆罕默德的继任者时期，这些继任者除了担任哈里发（der Kalif）即伊斯兰教教主之外，没有别的权利。但哈里发这一职位难以继续维持。因为穆罕默德的统治不仅仅是一种宗教统治，而且还以部族权利为基础。所以，7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兴起了更具政治性质的贝尼·倭马亚（Beni Omajja）王朝。这个王朝完成﻿了对西方大范围的占领。但是，新的冲突仍然不断发生。主要原因是在于部族之间的对立。倭马亚王朝之后是阿拔斯（Abassiden）王朝，定都巴格达。第三代王朝的哈里发们一直寻求在阿拉伯人当中传播文化。比如，他们组织了一所翻译学校，着重翻译哲学、医药和地理知识类的希腊书籍。在这期间，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统治在西方受到了限制。有一支倭马亚的部族为了逃避血腥屠杀而逃到了非洲，又从非洲转入了西班牙。在西班牙，他们建立了哈里发统治区科尔多瓦（Cordova）。这个哈里发也以保护文化为己任。因此，可以说，阿拉伯人对于西班牙的统治要比哥特人对西班牙的统治有意义的多。

其次，我们来关注一下政治元素。穆罕默德的统治是以政治元素为基础的。这种政治元素直到今天仍起作用。我们看到，东方以宗教和信仰为原则的势力扩张到了整个拥有古老文化的地区（亚述、巴比伦、埃及等）。谁要是不信奉伊斯兰教，那他既得不到土地也得不到武器。在诸侯贵族那里，宗教和政治原则完全集中在一起了。被征服臣民的处境虽然尚可忍受，然而他们完全被排除在国家和教会事务之外，他们生活在伊斯兰社会的底层。今天的土耳其就是这种状况。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东方和西方在政治层面的一个区别。这就是，东方国家永远不会完全实现全民化，因为国家和教会都没有深入到基层的民众，处于基层的民众总是被国家和教会排除在外。而西方的普遍原则主张教会和国家的全民化。

这一点正是西方面对东方时其实力之所在。东方虽然拥有辉煌的崛起，但西方拥有更为扎实可靠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基督教的活动深入到了所有地方的各种人群。每个西方国家都由各自的民族组成，有着本民族的任务。从下层上来的人越多，越能使基督教教义得到落实；即使贵族阶层通过个人原则获得更多的统治权﻿力，但从其本性出发仍然需要与下层保持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自己的权力，完成基督教规定的职责。文化越是深入，并与道德和宗教协调一致，则贵族力量越会随之强大。

在我们做了上述的观察和分析之后，让我们重新回到一般历史进程中来。我们将进入第三个历史时期。



注　释






【1】

 　按照史学家塔西佗的说法，日耳曼人最初不是德意志部族而是尼德兰地区一些凯尔特部族的称谓。





【2】

 　在不列颠，罗马人在还没有被占领的爱尔兰以及远离古罗马界墙的部分苏格兰地区是与未开化的凯尔特人为邻的。





【3】

 　巴伐利亚人大概也属于哥特部族。





【4】

 　伦巴德族人是6世纪征服意大利建立伦巴德王国的日耳曼民族之一。——译注





【5】

 　公元4世纪埃及亚历山大城法老阿里乌斯创建的基督教教派，被尼西亚宗教会议斥为异端。——译注





【6】

 　比如，法国的贵族直到法国大革命之前一直都是免税的。





【7】

 　墨洛温（Merowinger）是最古老的法兰克王族。在克洛维一世（Chlodwig Ⅰ.）率领下取得皇权。751年被加洛林王族推翻。——译注





【8】

 　英国的实力是建立在这两个对立因素之上的。在英国虽然王权力量薄弱，但贵族统治比世界任何地方都强大。英国王权保持着对众议院和新闻界在普遍原则基础上的平衡。





第三章　加洛林王朝时代和德意志皇权



首先，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倭马亚王朝的情况。倭马亚人一手拿古兰经，一手持剑，强占了埃及、非洲北部沿海地区和西班牙。但是他们一侧受到梵蒂冈、另一侧受到君士坦丁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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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威胁。让我们再看看与倭马亚对峙的日耳曼西方国家的情况。当时的罗马教皇虽然在西方很受尊重，但其实力不强。这是由于他不断受到伦巴德族人困扰的缘故。当时唯一强大的帝国是法兰克帝国。法兰克帝国在墨洛温王朝后期主要由三部分地区构成，即以巴黎为中心的诺伊斯特里恩（Neustrien）、勃艮第和奥斯特拉西恩（Austrasien），首府在梅斯（Metz）。除此之外，属于这个帝国的还有日耳曼的巴伐利亚、阿雷曼和图林根地区。但是上述三个主要地区的贵族和教会都对国王持反对态度，他们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国王，以至于使得墨洛温王朝的实权曾一度落在了宫廷大臣的手里。

在这些宫廷大臣中尤其要提及的是梅斯的阿尔努尔夫（Arnulf von Metz）。此人曾经结过婚，还当过主教。7世纪末8世纪初，他的儿子赫尔斯塔尔的丕平（Pippin von Heristal）开始发迹。﻿丕平早就企图夺取王权，只是由于当时合法的王权还相当强大而没有成功。丕平死后，留下了一个他与第二个妻子生的儿子。这个儿子曾经受到丕平夫人的拘禁。他就是著名的宫廷大臣查理·马特（Karl Martell）。他趁国内混乱之际挣脱了拘禁，在家族追随者的帮助下，打败了诺伊斯特里恩的宫廷大臣并向该地挺进。在这一事件之后，萨拉逊人（Sarazenen）


 

【2】





 辗转反攻法兰克帝国。假如萨拉逊人在公元732年没有在普瓦提埃（Poitiers）郊外著名的战役中被查理·马特打败的话，那么萨拉逊人肯定会征服整个高卢。查理·马特不仅和萨拉逊人作战，而且还通过强有力的军事方式把整个法兰克帝国组织起来。后来，他让他的儿子矮子丕平（Pippin der Kleine，小丕平）当了他的继承人。就这样，在西方国家出现了一种进步的对抗力量，这种力量不是来源于衰败了的王权，而是来源于跟随查理·马特的强有力的人物。当这些人合理不合理地把整个法兰克王国都夺到手里之后就准备全方位对外进攻了。

现在我们要讲讲罗马教皇的地位。罗马教皇本来一直属于东罗马帝国。在查理·马特时代，他脱离了东罗马帝国。教皇的这一行为对他日后的地位极为重要。教皇脱离东罗马的具体情况如下：东罗马帝国皇帝列奥（Leo der Isaurier）很想结交伊斯兰教，后来他被称为萨拉奥弗隆（Sarakenophron），意为具有萨拉逊人观念的人。这位皇帝还发布命令禁止搞神像崇拜并摧毁了大部分神像，以避免穆罕默德的信徒们斥责基督徒是神像崇拜者。他这样做的结果自然和罗马教皇发生了冲突。教皇本来就出于种种原因不想再属于东罗马帝国。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拜占庭人在教皇和﻿伦巴德人的斗争中支持了教皇。另外，不少意大利城市也不满意接受君士坦丁堡。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教皇的目光转向了西方国家并对于自己在那里所受到的尊重十分满意。不过，决定性的因素还是由于教皇受到伦巴德国王越来越严重的困扰，这才迫使教皇最终脱离东罗马帝国而转向了法兰克的宫廷大臣。

当时东法兰克王国的状况已经变得很不正常：老国王住在他的别墅里，对国家事务不再有影响。全部王权旁落在他的宫廷大臣手里。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是让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还是由掌握了实权的宫廷大臣当国王？具有极高威望的丕平向匝加利亚（Zacharias）教皇提出了这个问题。教皇表示，在他看来，让手中有权的人当上皇帝比较好。教皇还补充了一句关键的话：（加冕）秩序不要受到干扰（ne conturbaretur ordo）。教皇话音刚落，法兰克帝国的要人们立即聚集起来拥戴丕平为领袖并承认他为国王。由于教皇仍然面临着伦巴德人的对抗，所以丕平不得不穿越阿尔卑斯山去帮助教皇。丕平攻占了已被伦巴德人占领的埃克萨尔哈特（Exarchat），并把这块地方送给了教皇，理由是“为了上帝和圣徒佩特鲁斯的爱”（pro amore Dei et sankcti petri）。紧接着，教皇亲自到法兰克为国王丕平涂抹圣油。

从这时起，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罗马教皇权力与国王权力之间的紧密联合。教皇权力受到国王权力的拯救，而国王权力则依靠教皇权力的帮助享有了最高权威。最引人注目的现象是教皇的宗教权威替代了传统的合法威望。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西方多民族的混合才上升成为一个大统一体。这个统一体中的一方是强大的罗马教皇。他是主教们的首领，受到主教们的敬重。另一方则是拥有极大世俗权力的日耳曼人的首领。他通过接受加冕等宗教仪式也接触到了一些宗教教义。这样，在西方就产生了一个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一切事物都在罗马教皇﻿和日耳曼国王的双重领导即宗教的和世俗的双重领导之下统一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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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教皇和国王的联合当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势力的起源完全不同。当时掌握了法兰克帝国最高权力的宫廷大臣缺少宗教威望。而在此之前的日耳曼王权却是具有宗教威望的。宫廷大臣只不过是世俗权力的代表。与此相反，教皇绝对是宗教贵族，完全没有世俗权力，所以教皇的服从性是个不确定的因素。

这就是查理·马特和矮子丕平时代为加洛林帝国打下的基础。公元774年，矮子丕平的儿子查理大帝（Karl der Große）一举征服了伦巴德人。一方面，这个胜利对他自己来讲十分重要，因为从此法兰克人在意大利站稳了脚跟。另一方面，对教皇也极为有利，因为教皇终于从他的死敌伦巴德人手中得到了解放，所以当查理大帝进入罗马的时候，他受到教皇隆重的欢迎。

伦巴德人只剩下了贝内文（Beneven）公爵的领地。这位公爵与巴伐利亚公爵塔希洛（Tassilo）有联系，而塔希洛敌视查理大帝，与占据着潘诺尼恩（Pannonien）的游牧民族阿瓦伦人（Ava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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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成了联盟。尽管如此，查理大帝的实力仍足以对付与他为敌的人。伦巴德人被征服的命运同样也落到了巴伐利亚和贝内文公爵们的头上。此后，法兰克国王继续武力征服，从巴伐利亚和意大利出发进攻非基督教的阿瓦伦，在战胜了他们之后把一部分战利品作为礼物送给了教皇。就这样，基督教夺取了潘诺尼恩地区。在阿瓦﻿伦统治的地区生活着斯拉夫民族。这个民族比较团结，当阿瓦伦被打败之后，斯拉夫民族获得了一定的自由。他们开始组织起来，受查理大帝影响他们称呼贵族为克拉勒（Krale）。与查理大帝的德文名字卡尔（Karl）谐音。至今单词克拉勒在斯拉夫语汇里就是国王的意思。此外，查理大帝战胜了阿瓦伦之后，把拉丁教会也扩展到了那里。这就使得教皇与国王之间的联系变得不可缺少。不过，我们可以预料的是，教皇不会容忍过去曾与东罗马国王结盟的阿瓦伦和贝内文重新发挥作用。

这里还要提及的是查理大帝与萨克森人的战争。萨克森人多为异教徒。查理大帝企图使他们皈依基督教，所以他与萨克森人的战争性质是宗教战争。查理大帝在其占领地区建立主教管区。他给新占领区的臣民加上了什一税，以利于新建的宗教机构。由于什一税在旧约中有所提及，所以具有一定的宗教性质。主教们同时都是世俗官员，以便促使他们服从国王。主教管区的广泛建立（如在明斯特、不来梅、希尔德斯海姆、哈尔博斯达特等地）对于宗教统治和世俗统治都是十分重要的因素。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措施基督教和国王的统治才逐渐扩展到了北海沿岸地区以及易北河沿岸地区。

查理大帝的目光还波及萨拉逊人和伊斯兰信徒。这些人是西方基督教眼里最主要的敌人。查理大帝联合意大利、法国和德国的军队反对伊斯兰教徒，打了不少仗。矮子丕平曾经把萨拉逊人从法国西部赶走。查理大帝则一直打到了西班牙，因为当时那里的形势对他非常有利。被分裂出来的倭马亚的哈里发统治区与阿拔斯一直不和，纷争不断。帕德博恩（Paderborn）地区的几位西班牙王公贵族埃米尔（Emiren）甚至要求查理大帝到西班牙去。查理大帝虽然在比利牛斯山区打了个败仗，不得不先在法国南部和西部积蓄力量，但不久他又第二次穿越比利牛斯山脉并成功地在﻿巴塞罗那周围建立了西班牙边区（Mark）。后来在这个边区产生了加泰罗尼亚（Catalonien）、瓦伦西亚（Valencia）和穆尔西亚（Murcia）王国。

查理大帝的所作所为确实非凡。想想吧，他统治着意大利、法国和日耳曼地区。他时刻准备着对付边境的侵扰，同时他还不忘其要当文化首领的大目标。这里有两个因素尤为引人注目：第一，上述三个国家在此之前并没有十分明确的民族概念。他们应该感谢查理大帝。正像我们所了解到的，在意大利的希腊人、教皇和伦巴德人一直争斗不息，直到查理大帝来了之后，他们之间的斗争才完全停止：希腊人被赶出了意大利，伦巴德人卑躬屈膝了，教皇与法兰克人联合了。在查理大帝之前，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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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不存在。那里的各个古老部族并没有把自己看作是相互关联的。直到查理大帝把这些部族都纳入了他的统治之下，他们才学会认识到他们是统一的整体。同样，法国也是这种情况。如果没有加斯科涅（Gascogne）和吉耶纳地区（Guienne）与法国的牢固联合，也难以想象会有一个法兰西民族。第二，上述三个国家不仅形成了各自的民族，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三个民族之间建立起了联系。这种联系持续发挥着作用，成为今天欧洲世界的基础。

人们可能会问，当时哪种势力占主导地位呢，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势力？我认为可以肯定地回答，是世俗势力占优势。教皇并没有足够的力量自动发挥影响，更多地是在促进和支持皇帝的主张。再说，当时教皇在罗马正处于各派熙攘纷乱的包围之中，几乎难以存在。比如教皇列奥三世（Leo Ⅲ.）曾经在大街上遭到袭击，被人推倒在地，甚至被割掉了一块舌头。在这种困境之下，公元800年教皇不得不向查理大帝求援。查理大帝随即到达罗马整顿﻿秩序并辅助教皇重新就职。在当时的紧张形势下，列奥三世好不容易整理清楚自己的思绪，结结巴巴地宣布将西罗马帝国的皇位转给法兰克国王——查理大帝。应该说，事实上有多种理由促使教皇做出这一决定：一，教皇打算最终摆脱东罗马皇帝；二，教皇要继续得到法兰克国王的保护。在他看来，皇位要比查理大帝已拥有的贵族地位重要；三，当时查理大帝实际上已经掌握了西罗马的部分皇权。皇位的转让是世界大事之一。因为从这时起，日耳曼的法兰克国王同时也作为罗马皇帝出现了。这是西方国家的一次大统一。在此之后，特别是在日耳曼王权吸收了罗马国家的权力观念之后，查理大帝就能够宣称，他应该得到此前罗马皇帝所拥有的全部特许权。

从此，教皇和教会之间、宗教势力和世俗势力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不过，这时教皇也为自己规定了拥有加冕皇帝的权力。就这点来看，关系似乎颠倒了。因为他们虽然给了皇帝地位，但并不能给予皇帝权力。加洛林王朝正是建立在这种教皇地位与国王地位紧密联系的基础之上。这种联系渗透到了所有居民阶层直至最底层的管理层。整个帝国分成为伯爵领地和主教管区。每个伯爵身旁都有一位主教，两者相互支持并相互克制。双方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如果伯爵要对某人实施世俗惩罚的话，主教就会开除此人的教籍。反之也一样。但尽管如此，人们也不能认为，在加洛林王朝时代主教拥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主教只是宗教势力的代表。他们有义务在世俗事务方面服从国王，由此才能得到国王的容忍和支持。国王有权任命和调动主教并举行宗教会议。

在上述政治性和宗教性措施实施的同时，古代文化也得到了恢复。查理大帝促成统一之后，立即开始恢复在数百年战争中遭到破坏的学校。他从各地召集教师，比如，从意大利请来了伦巴德历史学家保鲁斯·迪阿科努斯；从英国请来了阿尔琴（Alcuin）等﻿学者，顺便提及的是，查理大帝在英国很有影响。查理大帝建立了附设在修道院的学校。这种学校是大学出现之前最重要的培训机构。他还亲自到这些学校去表扬勤奋的学生，指责不用功的学生。紧挨着查理大帝的宫殿就有一所研究院。他自己也是研究院成员。查理大帝不仅建学校，同时还重视其他文化元素。比如他创新教堂音乐，使教堂音乐成了所有音乐的源头。他更新建筑艺术和绘画艺术。总之，查理大帝是一位事无巨细都能给以关注的伟人。

查理大帝时代的指导思想可以简要归结如下：一，教会和国家的统一；二，组建民族国家；三，整个欧洲之间的联系；四，在欧洲联系的基础上创建文化，这种文化一方面包括古代的艺术和文化，同时又公正地对待现代文化元素。查理大帝自认为是个卓越的德国人。他在坚持一种文化元素的同时也不忘记另一种文化元素。

只有像查理大帝这样的杰出人物才能成功地将相互对立的元素，即以皇权和不同民族为一方、以教会和世俗势力为另一方的两者团结起来，并及时排除有可能导致未来分裂的萌芽。查理大帝的继承人都不具备这种能力。查理大帝的儿子——虔诚者路易（Ludwig der Fromme，又译虔诚者路德维希）死了之后，他的三个儿子即查理大帝的三个孙子各不相让，要划分帝国的地盘。他们是长孙罗塔尔（Lothar）、次孙德意志的路易（Ludwig der Deutsche，又译德意志的路德维希）和最小的孙子秃头查理（Karl der Kahle）。公元817年制定了划分草案，草案强调无论如何要保留皇权。这一草案有利于罗塔尔称帝。法兰克招募的军队长期以来都把国家看作是一个整体，不想偏袒三兄弟中的任何一方。公元841年，三兄弟在丰台涅（Fontenay）会晤，长兄罗塔尔遭到打击。843年，三兄弟终于缔结了著名的凡尔登和约，三分帝国。秃头查理分得了直至马斯河（Maas）的土地；德意志的路易得到了直抵莱茵河地区﻿的土地；罗塔尔拥有莱茵河地区，一侧直至海滨，另一侧到洛林（Rhone）地区，与意大利接壤。引人注目的是，根据凡尔登和约，三兄弟只是把他们祖父的帝国疆土分成了三个部分，但并没有因此而产生三个帝国。在三兄弟中，大哥罗塔尔威望最高。

罗塔尔的儿子罗塔尔二世死后没有留下继承人，德意志的路易二世同样也没有继承人。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们的继承人是否将落到东加洛林或西加洛林那里。果真，秃头查理很快就提出了权力要求。他迅速赶到了意大利并得到了教皇的支持。但德意志的路易这一支脉坚持要维护皇权并把秃头查理赶出了意大利。879年，秃头查理的孙子放弃了对莱茵河地区以及意大利的加洛林家族继承权并与德意志统一了。从此以后的德意志国王全都保住了皇帝的地位。假如秃头查理的主张实现的话，那么，就该由法兰西国王当皇帝了。由于德意志的路易这一支脉占有优势，这一优势不仅来源于军事力量而且还有来自条约的保障，所以皇帝的地位才能一直保留在德意志。

加洛林家族成员之间的斗争使得强者越来越强。三兄弟受拥护的程度完全取决于他们的实力。加洛林王朝早期就有权位承袭的迹象。虽然无法进行精确的考察，但我们从秃头查理时代就已经看到了国王权力和财富的减弱。在查理大帝时代，一切权力都集中在他一个人的手里，但到了他的儿子以及随后的继承人那里，公爵等贵族的势力则越来越强大。

与此同时，宗教势力也在企图减弱世俗最高权力即国王的权力以提高他们自己的权势。宗教势力之所以能够得逞，依靠的是人性的狡诈。他们居然伪造法令，使教皇获得原本毫无根据的各项权利。又由于各地对这些法令不明真相，结果就信以为真，导致这些法令竟然成为9世纪之后教皇们越来越高的权利诉求的基础。

﻿最终，查理大帝促成的强大的统一事业再度受到挫折。总结起来，有三个主要原因：一，继承人之间的内部争斗；二，内部争斗导致贵族势力的增长；三，教皇势力的增长，教皇拥有了人们过去难以想象的权力。但是，即便如此，帝国的统一仍然维持着。文化更是欣欣向荣并向各地传播。这一切都是前所未有的。



［第10讲，1854年10月5日］



当西方形成一个强大的文化中心之后，突然又出现了一些民族，他们威胁要摧毁这个历尽艰辛创建起来的文化中心。他们是从陆地来的匈牙利人（Ungarn）以及从海上过来的诺曼人（Normannen）。

匈牙利人和乌戈尔-芬兰部族（der ugrisch-finnische Stamm）一直有联系。古匈奴人就源于这一部族。所以，匈牙利人认为有权利提出对阿提拉曾经拥有的匈牙利的土地要求。当德意志国王阿尔努尔夫（Arnulf）和大梅尔帝国（das großmährische Reich）打仗时，匈牙利人夺取了后者。他们接着进攻巴伐利亚边境，穿过图林根和法兰克边区直抵洛林地区（Lothringen）。在这种困境之下，德意志的贵族们认识到了大统一的必要性。

萨克森家族的亨利（Heinrich der Finkler，即捕雀者亨利）的选择就源于这种认识。他的任务十分艰巨。因为他既要与匈牙利人和斯拉夫人作战，又要与诺曼人和丹麦人作战。不过，他很幸运，成功地完成了任务。他不愧是那个时代伟大的诸侯之一。德意志帝国在他手下再一次得到振兴。但是，国王不再是加洛林王朝的皇帝了。捕雀者亨利与西法兰克的加洛林王族签订了一个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他毫无争议地继续保留东法兰克王国的王权地位，即亨利一世。

﻿承继他王位的是奥托一世（Otto Ⅰ．即奥托大帝［Otto der Große］）。此人同样也是一位杰出的侯爵。他把德意志王权与皇权统一起来了。不管教皇愿意不愿意，他径直到了罗马，终于成功地在罗马接受加冕为皇帝。这是德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之一。

讲到这里，人们又要提出问题了，德意志侯爵们对意大利拥有什么样的权利呢？如果让意大利也垮台，是否更好些呢？答案是，德意志的诸侯们如同加洛林王族一样拥有对意大利的权利。对此，人们无法加以指责。另外，德国人控制住了教皇这一事实对于德国因素特别是对于德国宪法的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德国与意大利的联系有益于整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德国赢得并保留皇权意义十分重大。当时德国的诸侯有权选举皇帝，无可置疑地拥有比其他国家贵族更高的地位和尊严。

公元955年，奥托大帝成功地在莱希菲尔德（Lechfeld）终结了匈牙利人的入侵。匈牙利人退回到了他们自己的国家。同时，他们开始接受德意志的习俗，并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德国皇帝的奴仆。奥托大帝还迫使丹麦人承认了德意志帝国的统治权。

上面我们叙述了在亨利一世统率下战胜匈牙利，赢得德国的统一，然后在奥托一世的统率下建立皇权的过程。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诺曼人的情况。

诺曼人由于所处的复杂环境和拥有的特殊能力而在世界历史上发生影响。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因素如下：

一，在德国各地遭到打击并被暴力清除的异教徒撤退到了欧洲最北部。在那里，他们聚集在诺曼人的周围继续反对基督教。

二，另一个重要因素是，此时的诺曼人掌握了最好的航海技术，因而有能力轻而易举地骚扰遥远沿海地区的安宁。他们在易﻿北河、斯凯尔特河（Schelde）以及法国河流的入海口等地搞海盗行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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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元880年，他们在易北河打了败仗。从这时起，他们无法再在德国定居。于是诺曼人加紧进攻法国和英国，甚至占领了整个英国。但后来他们被阿尔弗雷德（Alfred）打败，在暴力逼迫下皈依了基督教。与诺曼人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这一斗争之所以具有重大意义，是在于诺曼人太强大了，必须把他们纳入欧洲各民族的大家庭里来。由此看来，亨利一世和奥托一世当年有幸打败诺曼人和丹麦人确实意义重大。因为通过这些胜利有助于邻国承认德意志帝国的宗主权。

让我们再来看看法国的情况。那里本来就已衰弱的加洛林王朝曾经遭到诺曼底人的强攻威逼。公元911年，胖子查理（Karl der Einfältige）被迫将法国北部沿海的一个省即诺曼底（die Normandie）割让给诺曼底公爵罗洛（Rollo）。在战斗中，一些贵族特别是罗伯特（Robert）伯爵强盛起来并成为卡佩（Kapetinger）王族的奠基人。罗伯特的继承人厄德（Odo）早在9世纪就当上了国王。但他的家族还很难维护王位。从这时起，加洛林王族与这个新起的卡佩王族之间的关系有些类似于现在拿破仑王族与波旁王族之间的关系。

德意志皇帝奥托一世当时在法国拥有很高威望。当时的德意志帝国也无疑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德意志帝国的影响除了深入到意大利，还扩展到丹麦、波兰、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德意志帝国不仅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还融合了各种不同文化并加以发展。

如果要问德意志帝国后来为什么不能继续保持这种高度发展的势头呢？原因归结如下：一，公元983年奥托二世盛年早逝，留下的儿子还是个稚童；二，其他帝国的势力逐渐强大并与德国形成﻿某种对立，特别是法国的卡佩王朝在于格·卡佩（Hugo Capet）领导下逐渐强盛。英国征服者威廉（Wilhelm der Eroberer）则建立了对诺曼人的统治；三，德国皇帝陷入了与教皇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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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此为止，我们已经看到了世界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一，罗马阶段——公元1世纪到4世纪；二，民族大迁移、日耳曼移民和伊斯兰教徒攻占罗马帝国——公元4世纪到8世纪；三，加洛林王朝和德意志帝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德意志皇权是加洛林王朝的单方面的继续；对于重要事务的处理，历代德国皇权一直有着相同的主张和行动。从国内来看，德意志皇权在历代奥托皇帝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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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治下不如在查理大帝统治下那么强盛，因为在这个时期各个国家都更加独立了。不过，在对待防御和文明的态度方面加洛林王朝时代和以前时代是一脉相承的；由于奥托二世和一位希腊公主的结合，德意志皇权还接纳了一些拜占庭帝国的元素。同样，与教皇的关系也是如此：继续保留着教会和国家的联盟；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继续保留着必不可少的教会元素，但教皇并不统治帝国，确切地说是受帝国的统治。

从下面事实至少可以显示出教会权力对于皇权的某种从属关系：一，奥托一世曾经免去了教皇的职务并选出了另外一位教皇；二，奥托三世让自己的老师格贝尔特（Gerberd）当上了教皇；三，亨利三世皇帝1046年一下子罢免了三位教皇而让一位德国人取而代之。亨利三世是最有威权的德国皇帝之一，他懂得压制所有反﻿对派。1050年前后他战胜了匈牙利，迫使匈牙利人皈依基督教并接受德国宪法（Verfassung）。亨利三世皇帝还迫使波兰和丹麦从属于德意志帝国。

尽管德意志帝国在萨利安（Salier）王朝时代不再像在奥托王朝时代那样强盛，但法国卡佩王朝的力量仍然过于软弱，不足以对抗德意志的皇权地位。到了公元11世纪中叶开始了一个新的即第四个历史阶段，我称这个历史阶段为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制度时代。



注　释






【1】

 　今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Istanbul）。——译注





【2】

 　萨拉逊人（Sarazenen）是欧洲中世纪对阿拉伯人的称呼，后来泛指伊斯兰教教徒。——译注





【3】

 　阿瓦伦人是公元450年在黑海附近出现的一个游牧民族，后来占领了欧洲和亚洲大片土地。公元8世纪被查理大帝打败。——译注





【4】

 　直到公元9世纪查理大帝时代才出现了“德意志”（deutsch）这个共同称呼。





【5】

 　诺曼人10世纪发现了美洲，称美洲为温兰德（Vinland），即魏恩兰德（Weinland）。





【6】

 　指奥托一世、奥托二世和奥托三世。——译注





第四章　等级森严的僧侣统治制度时代（11—13世纪）



如果认为教皇统治时期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是宗教思想发展的结果，那就错了。教皇的统治地位不是依靠推广教义而是通过战争和争斗获得的。这种僧侣等级制度的历史一直持续到宗教改革时期。在这里，我想探讨以下问题：一，教皇权力不再受到皇权的束缚；二，教皇权力的对外军事行动——十字军东征；三，教皇权力战胜世俗权力。


教皇权力不再受到皇权的束缚


公元10世纪和11世纪的欧洲人几乎全部信仰基督教，但并没有全部转入罗马教会。正是在这个时期，弗拉基米尔（Wladimir）的莫斯科与君士坦丁堡取得了联系，俄罗斯人皈依了东正教。由此产生了俄国和波兰之间的主要矛盾。俄国的历史进程比较独特。东正教在俄国得到发展，皇帝拥有对教会的优势。与此同时，西方的观念随着教会和国家的贵族统治也有发展。俄罗斯教会与西方的脱离显然对西方国家的发展是一种扼制。但我认为，这对于西方也没有什么损失。因为这样正可以使强大的日耳曼元素避免遭受斯拉夫元素的排挤。

﻿看来我们的观察一直局限于受到加洛林王朝和皇权影响的文明民族。这些民族公布在西班牙、法国、英国、德国和部分北欧国家，以及波兰和匈牙利。到了11世纪中叶，在教会和国家之间、皇权和教皇之间又产生了很大分裂。不过，人们不应该把这种分歧和斗争看成是一种不幸，因为分歧和斗争都是事物发展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正是在这种对立和斗争中间欧洲精神才能逐渐成熟。我们并不想控诉教皇，因为教皇在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同样我们也用不着去赞美教皇。

重要的是要搞清楚一个问题，即，教皇权力在什么基础上取得了优势？教皇的信徒们错误地认为这种优势是正常的和必要的。我认为教皇权力的优势来源于以下三种因素：

一，正如我们前面所说到的，教会早在加洛林王朝时期就伪造过法令，这些法令虽然没有得到完全实施，但教会利用法令说明了他们的要求。

二，德国皇帝们非常信仰宗教并盼望自己能够建立一种有序的教皇制度。他们还通过向罗马教会派别施加影响而使这种制度得以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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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皇帝的宗教意识有利于教皇地位的提高。

三，罗马教会渐渐地把事物的最后决定权授予了自己，而过去这一权力是属于宗教会议的。就这样宗教会议逐渐失去了从前的作用，这种作用转到罗马僧侣制度中去了。比如，罗马僧侣等级制度确定了有关“使化体”的教义（天主教中指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血和肉）（die Lehre von der Transsubstantiation des Brotes und Weines）。

这时，希尔德布兰特（Hildebrand）作为格里高利七世（Gregor ﻿Ⅶ.）成为宗教事务的最高负责人。此人天生充满活力。他认为，依靠他在罗马教皇宫殿拉特兰宫（Lateran）举行的宗教会议，就能够对于教会的每件事情做出最后的决断。他还认为，教会本来就该领导世界。因为是上帝直接缔造了教会，反对教会就是反对上帝。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教皇格里高利七世梦想自己成为所有诸侯贵族的最高领主，并要求匈牙利、西班牙、英国和苏格兰都从属罗马教皇。人们不能否认这位教皇关于教会改革的一些主张是正确的，但他所坚持的观念和行动太极端了。

这里也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仅仅依靠教皇制度本身能否实施教皇的这些主张。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可以坚定地回答：不行。必须寻找同盟军，但是，除了在年轻的亨利四世的反对者当中还能在哪儿寻找到同盟军呢？

皇权和教皇之间的争论主要在以下三个问题上：一，皇帝在选择教皇的过程中应该起决定作用吗？二，应该不应该由皇帝任命主教？主教从属于皇帝吗？三，教皇应该有权对皇帝下断语吗？

早在查士丁尼时代，通常的做法都是在罗马教皇被选出之后报告皇帝。皇帝派出使者并在皇帝的影响下选出主教。当时的主教选举应该说是在皇帝和百姓的共同参与之下进行的。后来则由罗马僧侣制度独揽了。

在亨利四世时代，皇权与教皇之间的争论才见分晓。当时在教会里也有两派。德国的主教们也持不同立场。一些人更多地主张皇权，另一些人则更赞同教皇的权力。意大利的情况也同样。德国科隆的安诺（Anno）主教就站在教皇的一边，而德国不来梅的阿达尔贝特（Adalbert）则站在皇帝一边。亲近未成年国王的一派实际上倒是为推行罗马教廷的独立主张做出了贡献。

教皇的主要目标是占领主教领地以便减少皇帝的追随者。然而，主教们原本是依靠皇帝才得以强大起来，而且他们在宫廷内掌﻿管着大部分国家事务，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建立起系统的世俗管理体制。针对这种情况，教皇发起了他的第一次攻击。他指责亨利四世通过出卖受俸牧师职位而犯下了买卖圣职的罪行。这倒也是事实。宗教职位并不总是以合法手段得到的。国王为了自己的目的有时搞权钱交易。但亨利四世本人可能并没有亲自参与这种行径。教皇指责亨利四世以及他的参议会都有罪责，要求他开除参议会，否则就宣布他皇帝本人犯下了上帝所仇恨的罪行。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不是通过合法手段当上主教的人被开除了。但教皇对此并没有满足。他坚持要求皇帝开除他的整个参议会，这时皇帝不肯再让步了。后来这一系列的纠纷有所缓和，其真实原因至今都无法弄清楚。

上述纠纷发生的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站在皇帝一边的主教们想方设法给教皇制造不痛快。他们这种做法当然受到皇室的支持。可是这一切大大惹恼了教皇，以至于教皇向皇帝发函，用嘲讽的口气抨击皇帝的品行并谴责皇帝犯下了一系列罪行，应该予以废黜。看来，教皇还真有可能通过一纸判决废黜皇帝，这对于皇帝来讲实在是个耻辱。于是皇帝立即批驳教皇的抨击。1076年，皇帝召集德国的主教们到沃尔姆斯（Worms）举行宗教会议。会议决定，鉴于教皇所犯下的罪行要罢免教皇。就这样，正当教皇威胁要废黜皇帝之际，宗教会议则宣布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已被罢免。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一个事件。假设皇帝真是被教皇废黜了的话，那也将是前所未闻的事件。当亨利四世的使节向教皇宣布罢免教皇的决议时，教皇正在罗马的拉特兰宫主持会议。于是这位教皇立即在他自己的宗教会议上宣布开除亨利四世的教籍，同时宣布亨利四世不能再当皇帝。

那时德国的情况几乎让亨利四世无法贯彻他的决议。皇帝陷入了与萨克森诸侯贵族的争端，这其中双方大概是非参半。萨克﻿森人起而叛逆，皇帝被迫逃亡。后来亨利皇帝虽然成功地制服了萨克森贵族并在一段时间里重新赢得了抗衡教皇的手段，但对于当时的许多德国贵族来讲，比如施瓦本的鲁道夫（Rudolf von Schwaben）和威尔夫（Welf）等贵族，他们都担心德国皇帝如果过于强大会是一种危险。于是他们把已被捕的萨克森诸侯重新放回了他们的老家。萨克森再次陷入了骚乱。萨克森与教皇结盟反对皇帝。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亨利四世决定在美因茨（Mainz）召集宗教会议，然而重要的德国贵族都拒绝参加这一会议。就这样，分裂又开始了。后来在特里布尔（Tribur）召开的德意志帝国议会明显分裂成了两派，其中一派站在皇帝一边，另一派站在教皇一边。两个派别分别在特里布尔和与该地相对的奥彭海姆（Oppenheim）举行会议。就这样，德意志帝国内部出现了分歧。这里有个关键问题是教皇是否有权开除皇帝的教籍。德国的诸侯贵族本来并不承认教皇拥有这种权力，但教皇向贵族发了大量信函，在这些信函里教皇使用了伪造的法令，并派遣自己的宗教使节到特里布尔与亲教皇的德国主教长时间开会。由于没有人能够想到教皇会在法令上造假，结果使得德国主教和贵族们最终认可了教皇有权开除皇帝的教籍。而这条伪造的法令内容为：当皇帝敢于和教皇抗衡的时候，教皇更加有权开除皇帝的教籍。

这是教皇权力取得的重大胜利。另外，德国还有一条法令规定，倘若有人在一年之内不能被解除革出教会的处分，那么此人将失去世俗地位。于是贵族们纷纷要求皇帝在一年的期限之内向教皇请求赦免，否则他们将不再服从他。在这种情况下，皇帝不得不向诸侯贵族承诺，他将听命于教皇。随后，皇帝不顾冬季的严寒穿越阿尔卑斯山脉去意大利的卡诺萨（Canossa）会见教皇。而此时教皇正准备应德国反对皇帝的贵族之邀赴德国，以便促使废黜皇帝。在卡诺萨，亨利四世皇帝被迫做了忏悔，尽管这忏悔离教皇的﻿要求还差得很远，不过，教皇最后总算宣布解除了把皇帝革出教会的处罚。当然，这可不是什么让德国人感到体面的事情。

至于皇帝是否犯下了该被废黜的罪行，并且，归咎于教皇的罪行又是否属实？这两个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此时出现了很有意思的一幕：教皇在一次宗教仪式上把一块圣饼分成了两半，对皇帝说道：“如果我真犯下了归咎于我的罪行，这半块圣饼将把我从地面上消除。如果你也同样对指责你的罪行毫无所知，就请拿起另外半块圣饼。”接着教皇立即吃掉了半块圣饼，但皇帝拒绝按照教皇的样子去做。于是教皇对德国的诸侯贵族们说：“我虽然赦免了你们的皇帝，但我交还给你们的是一位罪上加罪的皇帝。”

这件事情发生之后，皇帝和教皇没有达成和解，皇帝从卡诺萨返回了德国宫廷。此时意大利人都聚集到了皇帝的周围，相反，德国的诸侯贵族们却废黜了皇帝，因为他们害怕皇帝怒火中烧，迁怒于他们。

就这样，教皇格里高利七世终于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一，教皇事实上从皇帝那里解放出来了；二，皇帝再不能随心所欲地派遣或罢免教皇；三，教皇实施了开除皇帝教籍的权力。

这种情况的最终结果是导致了战争。1084年，皇帝亲赴罗马，赶走了教皇格里高利七世。这位教皇逃到诺曼人那里去了。不久死在了那里。临终时，他说：“我在流亡中死去，因为我热爱正义。”（morior in exilio, quia justitiam dilexi.）

直到格里高利七世教皇的接班人乌尔班二世（Urban Ⅱ.）才彻底实现了教皇的权力要求。德国的罗马信徒要比意大利的罗马信徒势力强得多。他们先后另立了两位国王。先是赖因费尔德的鲁道夫（Rudolf von Reinfelden），这位国王被害之后又另立了赫尔卢森堡的赫尔曼（Hermann von Luxemburg）为国王。他在德国北部赢得了一定的权威。教皇在奎德林堡（Quedlingburg）主持的一﻿次宗教会议终于使僧侣等级制度得到全面承认。这之后教皇甚至成功地把亨利四世的儿子亨利五世也拉到了自己一边。亨利五世为了避免皇权被彻底摧毁，最终站到了他父亲的对立面，并迫使父亲将皇位让给了他。

由此，整个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尽管皇权没有被彻底推翻，但已无法保持在奥托皇帝们时代、更不能保持在查理大帝时代所取得的绝对权威。这时候教皇所起的作用是第一位的，而皇帝所起的作用则是第二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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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重要问题，即主教到底应该由谁任命，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教皇们主张，不仅是教皇，而且所有各个等级僧侣的任命都不应该受皇帝的制约。他们的根本原则是，任何神职人员都不应该由世俗诸侯贵族授职。

教皇们的这一主张与坚持僧侣独身的看法也不无关系。那个时候，高级僧侣早已实行了独身制度，低级职位的僧侣也在开始实施独身制。教皇们在禁止僧侣结婚的问题上得到了民众的赞同。至少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人认为不结婚的僧侣是神圣的。与此相反，德国人在很长时间里没有赞同独身制。最终教皇还是实施了这项禁婚制度。他成功地促使僧侣们摆脱所有与世俗世界的关系，完全服务于自己的宗教目标。

皇帝本来宣称神职人员必须有了皇帝的授职才能拥有世俗财产。如果按照教皇的主张，则神职人员无须皇帝授职便能拥有采邑和财产了。结果将使世俗贵族的大部分财产转移到神职人员手里，世俗贵族的势力将受到削弱。也有人主张，神职人员根本就不应该拥有世俗财产，连教皇帕沙利斯（Paschalis）和皇帝亨利五世﻿也都有过这种想法。但教皇帕沙利斯在神职人员的反对之下很快改变了主意。这位教皇曾经保证不会开除皇帝的教籍，然而他的继承人加里斯图斯（Calixtux）教皇后来还是把皇帝赶出了教会。就这样，教皇和皇帝之间的冲突持续不断，最后这种冲突不得不由德国的诸侯贵族进行干预。

1122年在德国的沃尔姆斯（Worms）缔结了世俗势力和宗教势力之间的第一个重要条约，这一条约的特殊性在于表明皇权地位的下降。从此，再也无法依靠皇权本身，而必须由诸侯贵族以皇权代表身份共同参与才能解决问题。不过，条约还是规定了神职人员应该由世俗权力授予封地。意大利和德国有所区别。意大利是先举行授予神职的仪式，后授予封地；德国的程序则相反，先授予封地，后举行授予神职仪式。

从这个时候起，皇权势力和教皇势力又重新趋于平和。但皇权势力与以前相比大大削弱了。这在我们即将说到的十字军东征过程中显得尤为明显。


十字军东征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就对亨利四世皇帝和乌尔班二世教皇之间的斗争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具有战争性质的徒步朝圣中团结起来的部队被利用来驱逐意大利的保皇派。这还不是事情的最主要方面，十字军东征还具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它涉及世界上的各种关系，并且表明着西方国家基督教界的领袖不再是皇帝而是教皇。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曾经以占领势力出现，席卷了属于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而此时西方国家形成了一股强有力的势力，这股势力主张集中和利用所有力量对抗伊斯兰教并把﻿被占领的地区从伊斯兰教势力手中夺回来。这种主张进一步变成了行动计划：奥托三世皇帝和格贝尔特教皇制订了一个计划，先向非洲挺进，把那里从前属于西罗马帝国的行省重新夺回来，然后从那里出发攻占叙利亚。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的情况下并没有能够实现。

十字军东征的特征是什么呢？十字架东征实际上是由一位世俗首领率领的西方国家反对东方的大规模联合行动。这种联合行动本来应该需要有一种具体的战争方式，然而十字军东征根本谈不上有这种方式。他们从纯粹的宗教观念出发，即要求重新占有耶稣的圣墓。由于虔诚的徒步朝圣者在朝拜和祭扫圣墓的过程中受到萨拉逊人的阻挠，从而使朝拜难以进行。

穆罕默德的帝国是在罗马行省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这一事实几乎被人们淡忘了。然而穆斯林对朝圣者的阻挠却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特别是有位名叫亚眠的彼得（Peter genannt von Amiens）的修行者，他利用激昂的雄辩口才把朝圣者的愤怒火星扇起了熊熊烈火。他的呼吁在卡佩王朝的法国引起轰动。在这个国家里有一批沉溺于诗歌和幻想之中的贵族。教皇站到了这种活动的前面，他在意大利的皮亚琴察（Piacenza）以及比利时的克莱蒙（Clermont）要求教徒们举行远征反对无宗教信仰的人。在追随“上帝的意愿”（Deus lo volt）的口号下，一切都投入了十字军东征。正像在有关独身问题上所显示的那样，教皇在东征问题上也喜欢利用普遍流行的看法。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是普遍流行的宗教观念与僧侣等级制度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是过去世界上从来没有人敢发动的奇特的行动。十字军东征的参加者们想要占领大海彼岸的一个国家，然而他们并不具备海上实力。除了徒步穿行君士坦丁堡的陆路之外没有其他办法。在那儿他们主要遇到的﻿是东罗马帝国康尼努斯皇族（Komnenen）


 

【2】





 的势力。康尼努斯王朝当然害怕这样一支具有冒险精神的雄心勃勃的强大的朝圣者队伍。于是他们允许朝圣者过境，但要求作出承诺，即，朝圣者把从萨拉逊人手里夺取的行省转交给希腊人。就这样，朝圣者向萨拉逊国家猛扑过去，经过艰苦的较量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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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1099年占领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出人意料地建立了一个王国。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过程中的宗教狂热和冲动也导致许多相互矛盾的现象发生：在被占领圣城中，萨拉逊人被成群地杀害，圣地流淌着鲜血，当人们要给十字军首领比隆的戈特费里德（Gottfried von Bouillon）戴上耶路撒冷的花冠时，他却拒绝接受。他说：“在耶稣戴荆冠的地方，我不愿意戴这世俗的东西。”这真是狂热和献身精神的奇妙混合。从耶路撒冷出发，十字军还占领了不少沿海地区，并在那里建立了一批基督教的诸侯领地。

这时又出现了一个问题：这些脱离母国的基督教诸侯领地究竟是怎样产生的呢？主要有两个因素使之成为可能：一，在相同的宗教热情影响之下，一些罗马城市的海洋实力得到了发展。比如威尼斯、热那亚、巴塞罗那等城市。这些城市与东方国家即地中海以东的国家联系不断；二，出现了骑士团，形成了特殊的欧洲贵族阶层。在东方国家组成骑士团体的最初目的只是为朝圣者提供给养，并保护前往朝圣的基督徒在途中免受萨拉逊强盗的侵扰。这些骑士团体如约翰尼特（Johanniter）和圣殿骑士团（Templer）渐渐在欧洲发展起来，得到了丰富的捐款和捐物。不久，欧洲的贵族纷纷加入这些骑士团体，并以能加入这些团体为荣。

﻿就这样，一系列城市从十字军东征开始并在欧洲贵族的影响之下接受了僧侣等级制度。站在十字军东征之首的教皇通过东征与以下几种力量结成了同盟：一，大领主封臣；二，整个贵族阶层；三，各个城市；四，所有的居民。这些人头脑里除了十字军东征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可以说，十字军东征首要的作用就在于极大地增强了教皇的势力。

但是从十字军东征参与者的处境来看，他们又难以坚守他们的阵地。这是因为他们定居到了萨拉逊人的中心地带，距离拥有哈里发统治区的巴格达不远，同时又和同样是伊斯兰文化中心的埃及近在咫尺，所以，十字军的处境几乎和从前处于埃及人和亚述人之间的犹太人差不多。

人们要问，在如此不利的处境之下，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又是如何能在东方（地中海以东）国家站住脚的呢？原因是占领着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其统治区既和西班牙的倭马亚王朝作对，又与法蒂米（Fatimiden）统治区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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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蒂米是当时在非洲产生的第三个统治区，这个统治区源自一个非常神秘的教派，他们自称与穆罕默德的女儿法蒂玛（Fatima）有关系。法蒂米和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区持续征战。正是由于这个政治原因，才使得十字军东征的参与者们能够在那里建立起一个相对持久的帝国。

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统治区曾经遭到过不同民族特别是一些突厥部族的入侵，其中最主要的入侵者来自塞尔柱部落（Seldschuk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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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格达原本政教合一的领袖哈里发的军权落到了塞尔柱人手里，哈里发只是宗教贵族而已。在这种情况下，十字军东征﻿的队伍倘若能够及时地从两翼分别向埃及和巴格达推进，并立即推翻他们之中的任意一个哈里发的话，则十字军东征就有可能大获全胜。当然我们也可以做另外一种假设。假如两个哈里发统治区联合起来的话，那么十字军的东征就注定要失败了。然而，他们并没有想到这样去行动。看来，这世界上是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哪怕是最聪明的力量能够及时认识到某些重要的历史性推理的。一旦人们抵达了他们那个时代的顶峰，事情往往就会发生变化。

事情的发展果然如此。巴格达的塞尔柱空厥人的埃米尔不断扩充实力，最终打败了开罗的哈里发萨拉丁（Saladin）。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和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年）都没有能够取得成果。这是因为整个亚洲都联合起来反对十字军东征。就这样，十字军重新失去了巴勒斯坦，这是让西方国家难以忘记的痛苦的事件。然而，对十字军东征的热情仍然高涨，新的一次十字军东征又开始了。这次东征主要是由于某些偶然性事件，特别是威尼斯人的推动，于是十字军朝着君士坦丁堡挺进了。最后终于在土耳其的博斯普鲁斯（Bosporus）建立了一个拉丁皇权。来自德国霍恩施陶芬（der Hohenstau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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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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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曾企图把巴勒斯坦从萨拉逊人手里夺回来，但他除了与萨拉逊人最终签署了一个条约以便于到耶路撒冷朝圣之外别无成果。后来，法国的圣路易（Ludwig der Heilige）又向东方国家挺进，目标是埃及。这条进军路线我认为是正确的，可惜他被捕了。后来他又进行以突尼斯为目标的第二次东征，结果死在了途中。

十字军东征不讲究战略战术，没有能够达到他们的预期目标。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重要意义的成果。十字军﻿东征使人产生一种强烈的感觉，即西方国家是一致的、统一的。同时，十字军东征也激发了人们到东方国家去的持续热情。十字军在东征的过程中建立了城市、骑士制度，并发展了交通，特别是大大提高了宗教领袖的地位。教皇们甚至愿意看到进攻耶路撒冷的失败，因为只有失败才更有理由继续促使欧洲不断地为着自身的目标而采取行动。



［第13讲，1854年10月8日］




教皇权力战胜世俗权力


我有一个重要的而且深信是完全正确的想法，那就是，我们有必要把信仰基督教的欧洲各国人民视为一个整体、看成类似于一个国家。否则，我们就不可能正确地理解西方世界和东方世界之间的巨大差别以及日耳曼民族和罗马民族之间极大的相似性。从这个观点出发，我们把十字军东征看作是基督教世界的外交活动。从现在起，我们将转入欧洲的内部事务中去，观察诸侯贵族之间以及他们与教皇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我们知道，罗马教皇和皇帝之间曾经签署过一个协定，彼此曾经能够相互理解。当时德国的霍恩施陶芬家族代表着皇权的最高尊严。这个家族的母系方面与法兰克王族成员的萨利安人有着亲缘关系，所以霍恩施陶芬家族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从前王族的后裔。但是另一方面，霍恩施陶芬家族与法兰克王族萨利安人和奥托王族又有所区别。他们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拥有全部权力，而是在追求贵族独立地位的过程中发迹起来的。我们也已经讲到过，皇帝和教皇的斗争如果没有贵族的参与是难以了断的。势力最强的贵族是在德国北部（Niederdeutschland）的威尔﻿芬家族，而这要归功于萨克森皇帝罗塔尔，是他把他的女儿嫁给了威尔芬家族的巴伐利亚的亨利（骄傲者）（Heinrich dem Stolzen von Bayern）。假如没有强大的威尔芬家族的帮助，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Ⅰ. ，亦译弗里德里希一世）是不可能登上皇位并维持住皇位的。从这时起，皇帝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地位除了与王公贵族们保持亲密的私人交往之外别无他法。后来，腓特烈一世与贵族狮子亨利（Heinrich der Löwe）就建立了这种关系。正因为他拥有这位强势贵族的支持，才使得其他贵族不敢轻易反对他。不过，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皇帝已经失去了绝对权威。

当腓特烈一世成为皇帝并企图恢复德意志帝国的时候，他在某些涉及名誉权利的问题上又陷入了和教皇的争论。教皇哈德良（Hadrian）在给皇帝的一封信中涉及德意志帝国时使用了世袭封地一词，这使皇帝和贵族们难以忍受。霍恩施陶芬家族的整个历史都离不开有关意大利统治的争论。霍恩施陶芬王族的主要地盘是在德国南部。他们企图通过德国南部与意大利北部的联系来增强自己在意大利的影响。但不幸的是，他们陷入了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的冲突之中。这些城市很早就产生了一种独立意识。这可能源于他们拥有历史悠久的宪法。在奥托王朝时期这些城市屈服于主教的统治，但当皇帝和教皇之间爆发大争论的时候，他们就企图既不听命于主教也不听命于皇帝。

腓特烈一世天性就好逼迫别人听命于自己。在与意大利北部城市的斗争中，他的力量得到了增强。这是因为他得到了意大利司法界的支持。意大利司法界企图从这位皇帝身上重新焕发起往昔罗马帝国的精神。但意大利北部城市则追求独立而拒绝传统的罗马精神。于是爆发了这些城市和腓特烈一世之间公开的斗争。其结果是城市的失败。皇帝的权力得到了保障。但皇帝并没有就此罢休，紧接着就企图向着教皇势力强大的意大利中部以及罗马﻿扩张势力。当时罗马正在举行激烈的教皇选举。一位赞同皇权的和另一位主张僧侣等级制度的人在争夺教皇的位置。皇帝认为，他有权召开一次宗教会议来促成他提出的候选人当选。但他的意图遭到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的抵制。在这种情况下，皇帝赶到罗马，赶走了教皇，实现了他预期的所有目标。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那些意大利北部城市和意大利的伦巴德人结成了反对皇帝的防御联盟，而且还和教皇达成了联合。腓特烈一世不得不率领他那支疲于征战和受传染病困扰而削弱的部队穿越阿尔卑斯山脉返回德国，然后重整部队继续和罗马教皇及意大利北部城市作战。这些城市为教皇提供了一定的抵抗力量，但并不够强大。


 

【8】





 不久，皇帝和教皇之间的战争又开始了。假如当时皇帝能够在德国获得足够帮助的话，皇帝极有可能赢得上风。然而，正当此时皇帝腓特烈一世恰好与他那位强势贵族狮子亨利产生了争议。意大利北部那些城市了解到这种情况立即加倍猛烈地向皇帝发动进攻，终于在1176年于莱尼亚诺（Legnano）彻底击败了皇帝。这次战斗之后，腓特烈一世不得不向教皇屈服，发表声明承认在他就位的25年当中迷了路，请求教皇给予原谅。在这里我想说，腓特烈一世皇帝从本质上来看，不是一位大政治家。倘若他能够和贵族狮子亨利达成一定的妥协和谅解并赢得意大利城市支持的话，本来他是有可能实现其主要目标的，即在教皇制度面前维护住皇权的独立性。然而他没有这样做。

从此以后，腓特烈一世完全放弃了与教皇的斗争而集中精力于德国。不过，保持皇权的强大一直是他的主要想法。为此目的，后来他和意大利那些北部城市在康斯坦茨（Konstanz）达成了和解并使皇帝和城市的权利达到平衡。他的目标转而集中全部力量对﻿付贵族狮子亨利。狮子亨利这位公爵势力十分强大，他同时占有着萨克森和巴伐利亚地区。腓特烈一世在与狮子亨利的斗争中得到了德国其他贵族的支持，因为这些贵族宁可受皇帝的统治也不愿意忍受身旁有如此强大的一位同类。皇帝和贵族成功地把巴伐利亚从狮子亨利公爵手中夺了回来，并将这位公爵限制在德国北部的一个很小的范围之内。后来，皇帝甚至还宣布剥夺狮子亨利公爵的法律保护令，迫使他最后彻底离开德国。就这样，腓特烈一世重新赢得了最高权威。这时他又产生了一个新的想法，即促使霍恩施陶芬王族与诺曼底贵族取得联系，以便进一步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继承权据为己有。

当年查理大帝就在那不勒斯待过，奥托皇帝们本来也是能够占领整个那不勒斯的，但后来诺曼人夺取了那不勒斯。诺曼人起先是和皇权后来又与教皇结成联盟，这对当时的局势影响很大。诺曼人拥有如此强大的实力，以至于使希腊皇帝都感到麻烦。诺曼人积极参加了十字军东征，甚至渡海到了非洲。不过，后来诺曼人没有了男性继承人。最后一位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国王只留下了一个女儿，名叫康斯坦策（Konstanze）。腓特烈一世把她许配给了自己的儿子，即后来的皇帝亨利六世。腓特烈一世虽然没有能够征服教皇，但他却通过这种联姻方式，利用承认教皇威望的手段把他最主要的敌人从德国赶走了，并将那不勒斯纳入了皇室。这一系列措施重新增强了皇权，大大提高了他个人作为皇帝的威望。因此可以说，12世纪的腓特烈一世是比11世纪时的亨利三世更具威严的皇权代表。

腓特烈一世的儿子亨利六世虽然不如他父亲那样是位理想人物，但他很有才智。他打算继续发展从父亲那里继承来的权力。经过激烈的战斗，他占领了西西里岛、统治了意大利北部城市并把他的宫廷管家派到了安科纳（Ancona）地区。在罗马也有他安插﻿的官员。元老院必须宣誓听从于他。他甚至打算到君士坦丁堡去，以便促使该地区统一到他的帝国里。他还有一个难以实现的主张，亦即企图将德意志帝国世袭下去。为了这个目标，他打算任命他的儿子做他的继承人。另外他承诺，保证让德国贵族在他们各自的领地享有一定的活动天地。如果亨利六世的这些打算都能够实现的话，那么德国的实力将会得到提高，而贵族的权力地位则会下降一个台阶，因为德国各个贵族的独立性是与整个德国的实力成反比的。也许是命运所致，德意志帝国从来没有也不应该得到大的发展。正当亨利六世皇帝要大力发展德意志帝国之际，他却溘然离世，只留下了一个正处于童年的儿子，而此时极有能力和势力的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zenz Ⅲ.）则刚好取代了软弱的教皇塞勒斯太因（Cölestin）。

这时德国重要的两个贵族派别威尔芬和霍恩施陶芬重新强盛起来了。狮子亨利公爵在腓特烈一世去世之后重新返回德国，成为其追随者的首领。狮子亨利的儿子奥托和来自霍恩施陶芬王族的菲利普两人在德国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争夺。

这时的教皇则成功地将皇帝派来的官员从罗马清除了出去。教皇重新扩建自己的权力，巩固其在托斯卡纳（Toscana）的地位、维护其在意大利北部的势力。他要求两位皇位竞争者到罗马他的审判席来，服从他的判断。这位教皇起先是赞同奥托，但后来又改为支持菲利普。而当菲利普被谋杀、皇位问题也随之解决之后，他又重新宣称支持奥托称帝。这时的奥托与霍恩施陶芬王族的一位女子结了婚。奥托皇帝绝不愿意放弃任何权力。他甚至在意大利侵犯别人的权利。这一切引起教皇的恼怒。教皇愤慨道：“真后悔支持了这样的人。”（Poenitet nos, fecisse hominem.）虽然奥托没有能够掌握霍恩施陶芬王族的全部权力，但他在意大利拥有一支重要的支持力量。当他回到德国之后，他的影响由于和英国的关﻿系而进一步加强了。下面就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英国的情况。

1066年，（征服者）威廉（Wilhelm der Eroberer）在教皇的帮助下在英国登基。盎格鲁-撒克逊人（Angelsach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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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虽然对罗马教皇的观点表示赞同，但他们却自己组成了一个盎格鲁-撒克逊教会，而这个教会与当时的教皇亚历山大二世陷入了争端。于是教皇要求威廉君主亲自出面干预。威廉建立了罗马僧侣等级制度并与教皇联系密切，不过这种联系并没有持续多久。诺曼贵族们渐渐地也都成了罗马教会的反对派。后来他们与罗马教会签订了一个条约。诺曼-英国势力明显增强是在诺曼家族没有了继承人、而历史上出色的君主之一安茹-金雀花的亨利（Heinrich von Anjou-Plantagenet）登基之后。亨利实力的增强还有赖于当时的外部因素。当时法国势力强大的贵族之一是阿基坦（Aquitanien）的吉耶纳（Guienne）公爵。他的女儿埃莉诺（Eleonore）是他的继承人。埃莉诺先是和法国的路易七世（Ludwig Ⅶ.）结婚，后来被路易七世离弃。埃莉诺再婚的丈夫正是我们所提到的君主亨利。这一婚姻给亨利带来了丰富的财产。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法国君主们的领地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只拥有法国当时所拥有的行政区中的五个。后来英国的亨利二世进一步将爱尔兰统一到了英国。他的特别功绩是制定了保留至今的英国的法院组织法（Gerichtsverfassung）。不过，在这件事情上亨利二世又与教会裁判权陷入了争端。由于这一争端，他被担任大法官并兼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贝克特（Thomas Becket）开除了教籍。后来亨利二世的追随者谋害了这位主教。然而对主教的谋害又引发了民众的骚动，以至于亨利二世被迫在装有主教尸骨的棺材面前赔礼道歉并向教皇表示屈服。

﻿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英国也发生了类似于德国的教会与君主之间关系的变化。英国亨利二世的儿子背叛了他的父亲，向他的封君、聪明的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Philipp August，即腓力二世）求助。这种状况最终导致亨利二世郁闷而死。亨利二世的次子狮心王理查德（Richard Löwenherz）起先也和法国国王菲利普联系紧密，但他后来在十字军东征的过程中与这位国王的关系破裂。因此，当他从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返回途中被捕了。后来，他虽然得到了释放，但在对阿基坦地区的一座城堡的围攻中战死。起而代之的是其最小的兄弟无地王约翰（Johann ohne Land）。他是一位十分残暴的君主，与他的封臣总是争斗不断。由于约翰谋杀了他的侄子、布列塔尼的公爵阿图尔（Arthur），法国的贵族们宣布他丧失了在法国拥有封地的权利。接着，无地王约翰的封君菲利普·奥古斯都占领了诺曼底地区以及英国在法国的大部分领地。在这一困境中，无地王约翰与德国威尔夫王族的奥托皇帝结盟。这两人打算共同对抗法国国王和教皇。

教皇英诺森三世一个人就足以战胜这两个人了。这位教皇支持法国国王的主张。他到了英国，依靠对无地王约翰极度不满的封臣的帮助推翻了约翰。为了威胁德国的奥托皇帝，1212年教皇派遣18岁的霍恩施陶芬王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从西西里岛去德国，作为另立的国王（Gegenkönig）。弗里德里希二世在德国赢得许多追随者。就这样，以教皇、法国国王和年轻的霍恩施陶芬王族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为一方的势力与英国的约翰国王和德国威尔芬的奥托皇帝为另一方的势力分别结盟。1214年，双方在弗兰德（Flander）的布汶（Bouvines）进行会战，在这场战役中，法国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获胜。

从这时起教皇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因为他将亨利六世的全部权力都掌控在了自己手中。他使威尔夫王族遭受屈辱并对英国﻿的势力加以引导，致使奥托皇帝不再能得到英国的帮助。同时，他还使法国菲利普·奥古斯都国王成为他最亲密的盟友。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教皇优势的获得并非依靠宗教精神的推广和传播而是源于政治关系和战争这两者的结合。

奥托失去了皇权，最后只剩下在下萨克森地区的很小一部分权势。与他相反，菲利普·奥古斯都获胜凯旋回到巴黎，受到法国人的欢呼迎接。自从卡佩时代以来第一次激起了法国人的民族感情。在英国由于约翰的失败，男爵们之间又爆发了新的骚乱。1215年男爵们逼迫约翰与他们签署了《大宪章》（Magna Charta）。新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也来自霍恩施陶芬王族，但由于他是依靠教皇登上皇位的，所以他完全背离了家族的意志，使皇权的独立性丧失殆尽。教皇还让这位年轻的弗里德里希二世皇帝承诺，一旦他有了儿子，将来就让其儿子去做西西里岛的国王，割掉与德国的联系。

由此可见，教皇们的意图只是利用霍恩施陶芬王族来为他们的僧侣等级制度服务。他们的目的是要削弱皇族的力量，使其没有力量反对教皇的权力。后来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不想再继续讨好教皇了，他陷入了与曾经是他保护人的教皇的斗争。为了使他的儿子亨利能被选为德国的国王，他给了宗教贵族一系列的权利。然而，尽管如此，这些宗教上层人士仍然反对他。为了与这些宗教贵族进行抗衡，弗里德里希二世又转让给世俗贵族许多权利。但他这样做的结果最终却导致德国的实力分散而削弱。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与教皇的斗争中贯彻了三条方针：一，维护皇帝的尊严；二，对意大利北部城市进行约束；三，统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弗里德里希二世在西西里岛享有特殊地位，因为那里的萨拉逊人像基督徒那样欢迎他，而这也使得有人怀疑他是个没﻿有信仰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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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意大利北部的归尔甫派（Guelfen）和吉伯林派（Ghibellin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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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矛盾尖锐。1237年，弗里德里希二世有幸成功地占领了伦巴德诸城。他迫使教皇英诺森四世（Innozenz Ⅳ.）逃出意大利。但这位教皇随后在里昂（Lyon）罢黜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并开除了他的教籍。 自从13世纪以来，教皇们通过托钵修会机构（das Institut der Bettelorden）变得强大起来。德国图林根侯爵海因里希·拉斯帕（Heinrich Raspe）被另立为国王。而皇帝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则在意大利被打败，1250年死于骚乱。

于是，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曾经掌控的土地上，教皇成了唯一的主宰。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儿子康拉德四世（Konrad Ⅳ.）能力不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个婚前所生的儿子曼弗雷德（Manfred）倒是在那不勒斯勇敢地坚持抵抗。于是教皇呼吁法国国王圣路易（Ludwig des Heiligen）的兄弟安茹的查理（Karl von Anjou）提供援助，此人打败了曼弗雷德，然后从教皇手里接受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作为封地。从这时起，这些土地脱离了德意志帝国的疆土。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意大利北部由于得到了归尔甫派的支持而强大起来。在德国，另立的国王之间争吵不休。在法国，国王完全服从于教皇。在这种情况下，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起来对抗宗教势力了。曼弗雷德死后，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孙子施瓦本的康拉丁（Konradin von Schwaben）公爵决定去意大利为继承权与教皇势力进行决战。结果他被打败，并以法律的名义被处死。康拉丁被处死标志着旧皇权帝制的终结，这是因为虽然他本人不是皇帝，但他属于企图维护皇权尊严的皇族。

在这里我还需要补充说几句关于宗教势力和世俗权力经历﻿了这一系列斗争之后的一般状况。教皇们主宰着意大利。他们有权在意大利推出国王。这些国王来自统治着那不勒斯的安茹家族。他们总是处在归尔甫派的高层，支持着教皇在意大利的权力。在德国则出现了一个皇帝空位时期。不少要求继承王位的人之间相互对立，直到教皇们对此状态感到厌烦时才命令德国的诸侯贵族们选出一个国王。于是德国的选帝侯们、特别是那些拥有与世俗诸侯同等权力的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们在1273年举行会议，选出了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Rudolf von Habsburg）为皇帝。他是奥地利王族的创立者（Stifter des Hauses Oesterreich）。他虽然依靠教皇的帮助登上了皇位，但他的权力却只限于德意志帝国的内部事务，而德意志帝国在意大利的权利则全部让与了教皇。

在英国，无地王约翰的儿子亨利三世（Heinrich Ⅲ.）做了皇帝。他受罗马教皇的指挥，依靠罗马教皇的特派代表（Kommissarien）统治国家。在法国，卡佩王朝（Capetinger）不仅站在教皇一边，而且与教皇的关系更为亲密。卡佩的统治一直扩展到了法国南部，这不仅因为他们有封君的名号，而且因为有教派纷争，帮了他们的忙。那时在法国南部城市阿尔比（Albi）曾经产生了一个以城市为名的阿尔比教派（Albigenser）。这个教派以其独有的宗教观念而闻名，但却与罗马教会的宗教主张不一致，他们得到了图卢兹（Toulouse）伯爵的支持，然而这位伯爵却被教皇开除了教籍。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八世是教皇禁令的执行者。由此可见，法国王权之所以能够扩展到法国南部，不过是执行教皇命令的结果。

同样，西班牙也在十字军东征的思想基础上建立起了一些王国。比如阿拉贡、卡斯蒂利亚和葡萄牙（Aragon, Kastilien, Portugal）。与此同时，德国的僧侣骑士团势力扩展到了欧洲北部地区。他们占领了波兰维斯瓦河流域（Weichsel）、普鲁士、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地。他们在那里推行基督教，服从教皇制度。意大利和法国的城市也都派出了团队参加十字军东征，他们都处于宗教势力的影响之下，处处以宗教精神为指导。

就这样，教皇统治在欧洲占了优势，完全主宰着13世纪的欧洲事务。艺术和科学也受到宗教因素的浸润和控制。在建筑艺术方面象征基督教精神的哥特式风格最为醒目。这种建筑风格并不属于某个特定的国家，所以事实上哥特式建筑风格可以称之为是一种反映僧侣等级制度的风格。

同样的趋向也体现在文学领域。11世纪和12世纪的大学基本上都是神学院。教皇本人虽然不直接参与神学争论，但在巴黎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们完全是根据宗教精神讲述着教会的教义。后来的天主教教义正是由来自骑士团的作家们写成的。诗歌虽然不完全是宗教内容，但也脱离不开宗教精神的影响。我回忆起中世纪有关圣杯传说的史诗，实际上就包含着古老的非基督教传统和基督教观念。总而言之，宗教与政权的统一、僧侣精神与骑士制度的统一、加上诗歌与艺术一起形成了一个卓越而又令人窒息的整体。这一整体形同一座逐级而上的哥特式建筑风格的大教堂，在教堂顶端站着的是祭司，他控制着一切。



［第14讲，1854年10月9日］



当西方出现上述这种非常奇特的发展变化的时候，东方即地中海以东国家却正衰退为彻底的野蛮状态。在文明开化的阿拉伯人之后出现了不文明的突厥人（塞尔柱人［Seldschuken］）。到了13世纪，正当弗里德里希二世和英诺森四世教皇相互打击之际，在西方世界的门口出现了蒙古人。伟大的成吉思汗把蒙古人组成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共同体。他们从亚洲高原向所有周边的民族发﻿起了猛烈的攻击，征服了柯瓦勒斯帝国（Chowaresm）


 

【12】





 、巴格达的哈里发统治区和中国。他们仿佛在欧洲和亚洲的门口构筑了一条“金色的通道”（das goldene Kanat），并将这条通道进一步扩展到了整个俄罗斯和波兰。他们到处屠杀、掠夺。就这样，蒙古人的野蛮目标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现实。他们竖起的唯一纪念碑是由被害者的头骨做成的。蒙古人在成吉思汗继承者们的统率下一直推进到了奥地利的诺伊斯塔特（Neustadt）以及西里西亚的里格尼茨（Liegnitz）。在那里，他们终于被彻底打败了。假设蒙古人的发祥地距离欧洲更近些的话，那么他们就不仅仅只是浪涛汹涌般地席卷德国的边境，而是有可能摧毁整个欧洲的基督教世界了。因为当时欧洲的皇帝和教皇完全忙于相互争斗，无暇抵制蒙古人的入侵。

当年笼罩东方的野蛮至今仍然控制着那个地区。由此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这个例子证实人类普遍意义上的进步是十分罕见的。现在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作为西方的多民族整体的情况。在这个多民族整体中教皇制度的发展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然而欧洲事务的发展也并没有显示出原本能够而且应该具有的完美。

无论在对外事务还是在对内事务方面，教皇制度都不符合人们在西方国家建立一种普遍权威的主张。耶路撒冷和君士坦丁堡都已经失落。波兰和匈牙利即便不是永久但终归是落入了敌人之手。就内部事务来讲，教皇制度通过其详尽的教条、宗教崇拜和教皇权益等措施压制着整个欧洲世界。人们难以忘记教会对阿尔比教派和瓦尔登教派（Waldenser）的迫害。后者只不过是提出愿意﻿读圣经原文就遭受迫害。由此可见，教皇统治制度对于欧洲内部进行压制，而对外又没有能力保护欧洲诸国。

欧洲教皇统治制度之所以能够形成的最后一个原因是在于，由罗马国家和日耳曼国家相结合而产生的欧洲整体从一开始就易于接受森严的僧侣等级制度。这是因为，教会本来就在罗马制度中起着最重要的作用。当然，教会并不等于就是一切。而在日耳曼制度中的自由意识和对自由的无限追求以及对于自然界的兴趣，从长远来看在僧侣等级制度中是无法得到满足的。另一方面，当时还存在着一部分世俗权力。从森林中走出来的日耳曼人不是为了服务罗马教会，而是为了占领罗马帝国。日耳曼人愿意接受文化，然而并不愿意为之效劳。所以，是事物的本性决定了在僧侣等级制度统治时代之后将出现另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我们可以把罗马-日耳曼民族看作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机的整体，这个整体不是按照预先确定的哲学规则而是顺应持续变化的时代趋势生机勃勃地发展着。



注　释






【1】

 　亨利三世曾经指定列奥九世为教皇。这位教皇主张改革，致力于实施宗教思想，但不与皇帝为敌。





【2】

 　康尼努斯（Komnenen）家族是东罗马的皇族。1057—1059年及1081—1185年统治君士坦丁堡。——译注





【3】

 　在安条克地区（Antiochien）朝圣者已经疲惫不堪、士气低落。由于发现了刺透耶稣身体的矛头，他们又重新振奋起来。





【4】

 　969—1171年在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一个北非王朝，视穆罕默德女儿法蒂玛为其祖先。——译注





【5】

 　11—12世纪土耳其的一个部落——译注





【6】

 　以家族城堡名字霍恩施陶芬命名的德国诸侯家族。——译注





【7】

 　弗里德里希二世（Friedrich Ⅱ von Proußen, der Große, 1712—1786），又译腓特烈二世，史称腓特烈大帝。——译注





【8】

 　为表示对亚历山大教皇三世的敬重而建立了与教皇同名的城市。





【9】

 　公元5世纪迁居英国的日耳曼人总称。——译注





【10】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那不勒斯建立了很好的行政管理机构，成为后世的榜样。





【11】

 　意大利对立的两派。支持罗马教皇的是归尔甫派，支持霍恩施陶芬王族的是吉伯林确派。——译注





【12】

 　柯瓦勒斯帝国（Chowaresm）是一个伊斯兰苏丹统治区，位于今日的乌兹别克斯坦。此处为德语音译，传统译称“花刺子模”。——译注





第五章　14世纪和15世纪



到了14世纪和15世纪，国家和教会之间的联合解体了。

教皇掌握不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因而无法进行统治。已有的教皇制度并不完善。当时的一些诗人和民间文学作品已经对教皇制度表示了失望。但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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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有严格的宗教信仰，然而却反对绝对的教皇统治制度并理解世俗国家的主张。后来的阿里奥斯特（Ariost）、博亚尔多（Bojardo）等作家正是取材民间传说而写短篇小说的。法国甚至出现了颂扬王权的作品。许多文学作品出现一种纯世俗倾向，但又不完全偏离基督教的基本观念。当然仅仅依靠这些文学作品是不会对教皇制度产生决定性影响的，直到后来出现了其他事件才使教皇权力遭到沉重打击。

14世纪初的教皇卜尼法斯八世（Bonifazius Ⅷ.）没有能够全面实现教会的权利，不过他对这些权利进行了最全面的阐述。他综述了宗教的和世俗的权利，其中还涉及他是如何陷入与一位国王的争端，后来又是如何聪明地摆脱了国王的。而这位国王就是法国的美男子腓力（Philipp der Schöne von Frankreich）。

法兰西王国曾经通过与教皇统治的结盟而强大。罗马教廷在法国人与英国人的斗争中支持了法国人，保障了法国人的利益。﻿在教皇的支持下法国人当上了南部法国的骑士团首领，马赛地区的法国人被征召到了意大利。法国国王圣路易进行了最后的两次十字军东征。尽管他反对教皇的绝对权力并十分清楚自己帝国的需求，但他还是接受了宗教主张。13世纪末，圣路易的孙子美男子腓力继承了他的王位。美男子腓力是历史上最引人注目的君主之一。他完全站在皇帝腓特烈二世一边，推行其世俗观念。在和英国的战争中他受到臣民支持，获得巨额军费。然而他的做法使教皇的地位受到影响从而陷入了与教皇的冲突之中。1302年，美男子腓力国王召集三级会议共同反对教皇。他动用武力对教皇进行突然袭击并逮捕了教皇，最终使教皇暴怒而死。这位法国国王到此并没有罢休，他比德国皇帝还显得聪明。他指使天主教的红衣主教选出了一位合他意的教皇并把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Avignon）作为这位教皇的府邸。就这样，美男子腓力国王尽管不能说是彻底结束了但确实沉重打击了教皇统治制度，特别是打破了与教皇有关的普遍意义上的权威观念。

美男子腓力国王根本就不赞同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观念。这从他对待圣殿骑士团的残酷行为中也可以看出来。他指责这些骑士犯下了卑鄙罪行，但他又拿不出确凿证据。

正是这些因素导致14世纪末出现了所谓的宗教分裂。其他欧洲国家并不愿意承认一位居住在法国的教皇。其结果是在法国选举教皇的同时还需要选出一位号称全欧洲的教皇。综合起来，可以看到，建立在统一基础之上的教皇的世界性统治渐渐从其内部瓦解了。其原因并不在于持续的宗教与世俗的斗争，而更在于宗教自身分裂而引起的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

当时确实出现了一种普遍性的解体趋势。这两个世纪的引人注目之处就在于不再有牢固的政治或宗教团体。民族的作用日益增强。国家开始制定宪法。这些都是正确的。但是这一切都难以﻿维护国家与教会的统一。

教皇促使皇帝放弃意大利的做法对各民族的分离起了很大作用。只不过这时还没有出现彻底的民族隔离。1340年，英国国王的力量增强并对法国提出疆土诉求。但法国人则认为，王权只能由王族的男性后裔继承，所以瓦卢瓦家族（das Haus Valois）继承了王位。这就是英国和法国长年战争的起因。战争结果导致了两国的削弱。这时的教皇制度已经难以维护自身在皇权面前的权威，同样，各个民族国家也很难能够发展成为强国。

如前所述，在这个时代里人们开始考虑制定旨在巩固国家的宪法。这一主张是很自然的，是由需求所致。这个时期，在教皇统治下各国神职人员的权力都很大。他们与教皇的关系要比和自己国家君王的关系还要紧密。因此有必要建立一种专门的机构促使天主教教士们与本国国王和贵族紧密联系。另外，当时的王权和皇权也相当专横独断。比如，英国国王就有权干涉私生活。当时连私有制这个概念都还没有得到正确的阐述。又比如，法国的美男子腓力国王认为，全国铸造的银币和金币全部属于他，只要被他发现，他就可以统统拿走。正是这种种状况渐渐使人们认识到需要建立一种正常而有秩序的公共权力机构。

英国的宪法制度在后来的各个时代都被视为榜样。最早的英国《大宪章》是在一片吵闹声中通过的。这是第一次以文件形式正式确认了社会各个等级的、教士的、贵族的以及城市的特权。不过，亨利三世皇帝并不想全面实施《大宪章》所规定的有利于各个等级利益的条款。尤其不愿意接受有关需要各等级联合批准税收的规定。到了爱德华一世（Eduard Ⅰ.），才承认那些同时也代表着城市利益的英国各等级的税务批准权。直到爱德华三世，这些《大宪章》的法规才真正得以实施。这是因为当时英国在和法国的战争中不断需要新的财务审批，而这正是各个等级关注的核心﻿问题。

谈到法国和英国，有人会问，这两个国家是否强大到了能够真正建立起稳定的强权？如果我们更深一步进行了解的话，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这两个国家的宪法事实上并没有发展到能够克服内部混乱的程度。因为等级会议本身缺乏一致性。其中发挥着主要作用的是城市。德国的情况与法国类似。14世纪的德国城市通过巴伐利亚的路易（Ludwig von Bayern）进入了德意志帝国议会。1344年，人们的主要话题就是议会事务（Parliamentum）。一些历史悠久的城市产生了代表贵族利益的法规。14世纪，行会渐渐进入市政委员会。城市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拥有了席位和投票权。议会会议出现了民主因素。但这一切自然遭到贵族们的反对。贵族和城市产生了激烈的争议。这种争议也扩展到了英国和法国。不过，英国国王本人有着一定的自由倾向并因此而赢得城市的好感。英国国王的这种态度对法国影响很大。1355年，法国发生了现代意义上的动乱，致使王权陷入危险境地。不久，英国发生了兰卡斯特（Lancaster）家族与约克（York）家族为了王位继承权的争议。这两派组成了各自的议会。但即使是在英国也和其他国家一样，新兴的社会阶层代表并没有能力维护社会秩序，社会很容易陷入混乱。这就是声名狼藉的中世纪。在那个时代，任何一名骑士都有可能无所阻拦地突然对路过的游客进行抢劫。而每个拥有城堡的贵族都是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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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迫不得已，人们只能通过地方联盟、主要是城市之间的联盟控制混乱局面。在暴力横行的时代只有在城市当中才有少许的秩序，起码能使市民们得以生存。

在国家和教会的统一普遍走向解体的情况下，人们重新将目﻿光投向了教皇。这是因为相对来讲，教皇仍然是能够得到承认的唯一权威。不过，当时有两位教皇，并各有接班人。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人们决定到比萨、康斯坦茨和巴塞尔召开宗教会议。在比萨，两位教皇都被免职，选出了一位新教皇。但形势变得更为糟糕。因为这位新教皇以及被罢免的两位教皇都在竭力保护自己的职位。

与此相反，在康斯坦茨，西格斯蒙德（Sigismund）皇帝的权威成功地克服了分裂，选出了一位新教皇马丁五世（Martin Ⅴ.）。这位教皇为教皇制度的统一奠定了基础。

在宗教分裂的趋势之下还出现了不少对教义持不同观点的人。比如，在英国出现了威克里夫（Wiclef），在波希米亚出现了约翰·胡斯（Johann Huss）。后者提出了关于教会权利的一种抽象化的观点。由于这一观点他被召到君士坦丁宗教会议，遭受批判并被烧死。事情没有就此结束。胡斯在波希米亚拥有很多追随者。这些追随者愤而起来为他复仇并传播他的教义。在波希米亚掀起的这股愤怒浪潮甚至席卷到了德国的大部分地区。宗教会议对此也难以应付。作为宗教会议执行者的西格斯蒙德皇帝遭到了顽强的反抗。德国军队多次遭受打击。抢劫、谋杀和暴力在许多地区横行。幸运的是，后来胡斯派内部发生了分裂。他们的行动缺乏牢固的基础，除了宗教目的之外又包含了民族的和社会的因素。西格斯蒙德皇帝终于松了口气。最终他在巴塞尔的宗教会议上与胡斯派缔结了条约，根据这一条约得以在圣餐中保留圣餐杯。（这是胡斯派中的温和派［Utraquisten］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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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对后来的宗教改革有很大的影响。

﻿参加巴塞尔宗教会议的成员有许多是大学的讲师。他们想按照世俗法规来规范宗教教规，并且打算通过建立国家教会来限制教皇权力。因为他们担心教皇权力的膨胀。巴塞尔宗教会议之所以引人注目，还在于提出了旨在维护世俗权利的新的原则。这些原则在法国形成了对教皇有纲领有目标的制裁。在德国，来自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Albrecht Ⅱ. von Österreich）也接受了这些原则。然而，巴塞尔宗教会议也重新造成皇帝与教皇之间的矛盾。尽管这个宗教会议以谨慎聪明的方式向教皇表述了世俗的特权，但并没有能够对教皇权力进行实质性的限制，当然教皇也不可能接受限制。所以当时的弗里德里希三世皇帝（Friedrich Ⅲ.）对教会代表会议并没有多少好感，他宁可直接与教皇打交道。就这样，最终获胜的还是一直反对宗教会议决议的教皇尼古劳斯五世（Nikolaus Ⅴ.）。不过，在这场斗争中教皇制度也并没有获得全胜。在法国和德国都形成了强大的反对派，他们一如既往地坚持巴塞尔宗教会议所做出的一系列决议。

在这个阶段，土耳其正向欧洲挺进。在上述欧洲的形势之下，有谁能够有力地抗击土耳其呢？当时欧洲各方的力量是如此虚弱，没有一方有能力自我防卫，更谈不上抗击了。于是，土耳其很快成了君士坦丁堡的统治者。看来，所有旨在促使希腊和拉丁基督教统一的努力统统失败了，希腊人甚至常常声称，他们宁愿戴土耳其的头巾也不愿意戴拉丁帽子。奥斯曼人（Osmanen）征服了塞尔维亚人（Serbien）。在匈牙利也只有亨雅德（Hunyad）和马赛厄斯·克尔维努斯（Mattias Corvinus）等几位杰出的首领能够抵挡一阵敌人的进攻。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看，所有这些事件也促进了西方国家的发展。君士坦丁堡被占领之后，那些站在拉丁教会一边的希腊人撤回了意大利并为西方拉丁文化的发展带去了活力。 自从15世纪﻿以来，由于教会在教义方面的苛刻，人们更多地转入了对古代史的研究，结果反而使偏离教会的观念更有影响。14世纪和15世纪的艺术也有了古代的色彩，超越了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的影响。15世纪中叶发明了活版印刷术，从而结束了迄今为止由宗教团体单方面垄断学识的状况，大大有利于思想理念的集中和提高。这一时期火炮的发明也十分重要。在这种形势下，城堡领主们的独立性渐渐被打破了，有关建立一种君主制的国家秩序的思想得以传播开来，而这一切都具有跨时代的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14世纪和15世纪是非常重要的时代。到那时为止，所有占统治地位的因素在这两个世纪中统统失去了优势。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原则显示出了虚弱，不再有能力占据统治地位。高层的世俗权力无法制约下层。各地出现了独立、自治的倾向。与此同时，人们有了一种要求个人独立自主的伟大情感，而这种情感则促使这两个世纪在艺术特别是在发明创造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在这两个世纪中，人类在所有知识领域都空前活跃，在各个行业以及商业方面也取得了诸多发明创造和持续不断的进步。人们没有理由不称这两个世纪是具有文明教养、产生过辉煌文化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人们不再受那些教会大学精神的束缚，而是尝试着走自己的发展道路。世俗教育重新赢得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自主。正像我们在意大利所观察到的那样，元首制的共和政体虽然还是保持君主政体的形式，但毕竟赢得了一定的威望和权力。另外，当时还形成了一些能够放射出崭新的文化光芒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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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所有这一切又都在孕育着一个新时代的产生。



注　释






【1】

 　但丁（Dante，1265—1321），意大利诗人。——译注





【2】

 　比如，当霍亨索伦家族（Hohenzollern）15世纪初来到勃兰登堡（Brandenburg）时，他们在那儿根本找不到追随者。





【3】

 　这里指的是胡斯教派中的温和派做法。他们主张圣餐要有两种东西即面包和盐。——译注





【4】

 　从君士坦丁堡逃出的难民被教皇、那不勒斯的国王以及意大利中部和北部的世袭君主接纳并得到支持。比如，佛罗伦萨的君主美第奇（Medici）就吸引了许多大艺术家到佛罗伦萨。





第六章　宗教改革与宗教战争





［第15讲，1854年10月10日］



在14世纪和15世纪普遍发生的分权过程中同时也存在着一种趋势，即要消除在这个过程中所产生的骚乱和胡作非为的现象。人们渐渐地找到了一种既能解决问题又无须完全回到旧机制的手段。教皇制度虽然依旧存在，但矛盾重重，难以解决。从古代渗入新时代的文化革新（die Kulturerneuerung），即所谓的文艺复兴（die Renaissance），与僧侣制度的原则、性质完全不同。文艺复兴建立在完全不同的思想和生活关系的基础之上。新的印刷技术有利于在民间推广新、旧时代的书籍、骑士书籍、特别是圣经。但人们在知识和视线扩大的同时也容易引起思想的混乱。人们本来只是关注政治方面的自治，此时也在追求精神思想上的独立。

另外还出现了下列一些有助于新时代发展的因素：

（一）第一个因素是一些新的发现对现代世界的发展起了决定性作用，而这些新发现又与中世纪所发生的事情密切相关。由此带来了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之间的矛盾。西班牙长期以来陷入和摩尔人（die Mauren）的冲突，直至1492年才彻底战胜摩尔人。葡萄牙也是同样的情况。正当这两个国家继续攻打摩尔﻿人的时候，他们在非洲遭遇到了一个难以战胜的因素。据传说，在非洲西海岸居住着一位基督教君主约翰牧师，人们可以在伊斯兰世界那边找到他。这个近乎神话的传说与残留在非洲的基督教中的聂斯脱利派有关。另外，当时人们正企图使遥远东方的蒙古人信奉基督教，谈论着要在那里建立一个神秘的基督教帝国。葡萄牙人想寻找约翰牧师的帝国，然后和他联手对摩尔人搞突然袭击。就在葡萄牙人寻找约翰牧师的过程中，他们的航船绕过了好望角。结果葡萄牙人虽然没有能够找到约翰牧师，但却发现了东印度人。于是他们在和伊斯兰教徒的持续斗争中逐步建立了一个很大的葡萄牙-东印度帝国。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因为从此以后，世界以西方国家意想不到的方式开放了。具有类似意义的事件是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哥伦布当时相信，如果他一直朝着西方航行，他将抵达亚洲、甚至到达马可·波罗（Marco Polo）发现的中国，而在那些地方必将能够更好地战胜伊斯兰教徒。哥伦布完全沉浸在宗教思想里，他根本不了解位于大洋彼岸的大陆。

由于土耳其对西方的挺进，西方国家被限制在了一个空前窄小然而却颇具活力的范围之内。当时西方的航海家们进行了一系列冒险性的航行。他们起初并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干什么，后来他们企图通过冒险航行打破由于土耳其挺进而导致的局限，他们甚至企图开发一个囊括西方和东方的新的双重世界。在安的列斯群岛登陆的哥伦布相信，他能寻找到金子和银子，以便战胜伊斯兰教徒，占领圣经中上帝赐给亚伯拉罕的迦南地方。就是这个原本错误的想法却导致了史无前例的极大的发现。从这时起，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争相绕着这整个大陆航行。早在16世纪，人们就曾想到过美洲可能是个新大陆。葡萄牙人在巴西有了新发现，他们甚至抵达了拉布拉多地区（Labrador）。这使他们想到，美洲的北部﻿和南部是连在一起的，而且美洲还没有被西班牙人所发现。在这期间，西班牙人渐渐占领了新发现的国家和地区并开始对这些国家和地区推行殖民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掌握葡萄牙权力的家族没有了继承人，因此，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Philipp Ⅱ.）同时掌管了葡萄牙以及葡萄牙的殖民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当时西班牙的统治者声称，西班牙的太阳永不落。所有这一切都给世界开辟了一个新的活动舞台，但也仅仅是开辟而已。西班牙人的手伸到了所有新发现的地区，企图把那些地区统统作为自己的领地来经管。在当时，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微不足道。

如果我们从欧洲所面临的大问题着眼观察新大陆的发现究竟是会加强还是会削弱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僧侣等级制度原则时，那么，答案是肯定的：会加强。这是因为，尽管新大陆的发现带来了贸易和交通的发展，但更主要的则是提高了教皇的权威。无论是西班牙人还是葡萄牙人，他们在其所占领的新土地上首先是大力传播宗教观念。

（二）第二个因素是欧洲君主制的内部权力在不断增强。当时的局势过于混乱，出现了要求扩大贵族权力的种种因素。各种状况导致产生了一批重要的帝国。15世纪末，亨利七世（Heinrich Richmond Ⅶ，亦译海因里希·里西蒙德七世）成功地结束了以红玫瑰为标志的兰卡斯特（Lancaster）王族和以白玫瑰为标志的约克（York）王族为争夺王位继承权而进行的血腥的“玫瑰之战”，并使两个王族联合起来，从而在英国建立起了一个有效的政权。从此英国得以成为一个强大的王国。

法国人在成功地将英国人赶走之后，也大力加强了君主领地的内部权力。查理七世（Karl Ⅶ）所建立的王国拥有牢固的基础，特别是拥有一支能够为其卖命的军队。查理七世的儿子、聪明又冷酷的路易十一世（Ludwig Ⅺ.）利用其父建立的王国打倒了所﻿有与其对立的贵族势力。他先是推翻了大胆查理（Karl der Kühne）在勃艮第地区的统治，紧接着又摧毁了其他贵族的势力。他的目标后来由他的继任者达到了。过去由各个公爵分别控制的法国南部到了这个时候纷纷统一到了王权之下，此外还有勃艮第、荷兰的部分地区和布列塔尼。

当时的西班牙也处于诸侯纷争之中。由许多小的王国组成的阿拉贡王国和卡斯蒂尔王国内部分崩离析，甚至突然要罢免国王。后来，卡斯蒂尔王国的亨利四世（Heinrich Ⅳ．亦译海因里希四世）的妹妹伊莎贝拉（Isabella）精力过人并懂得建立秩序的重要。她和阿拉贡王国强势的天主教国王斐迪南（Ferdinand der Katholische）结了婚。从此，这两个强大的王国合二为一并强盛了起来。他们成功地占领了格拉纳达，战胜了摩尔人。西班牙出现的这种新形势十分有利于西班牙人后来一系列的伟大发现。

就这样，在欧洲形成了三个较为稳定的国家，即英国、法国和西班牙。人们会问，这些国家和教皇权力的关系怎么样呢？还真不好直接回答说，这些国家的兴起对教皇有威胁。当然，自主国家的产生对寻求全面统治的教皇来讲是一种损失，但并不是绝对的损失，因为这些国家的国王都与教皇权力有联系。虽然法国保持着在国事诏书中的优先权，但是西班牙的教会原则和世俗政府的原则是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的。僧侣骑士团迎合教皇的意志与王室联合在一起，国王不断得到教皇转让的宗教收入，特别是什一税税收。在这种情况下，王权就不可能成为教皇制度的反对派。

（三）推动着新世纪发展并且此时仍在发挥作用的第三个因素，是欧洲国家在外交事务中的对立。这些国家以下述方式形成了两派：

﻿其中处于最为分散状态的国家无疑是意大利。德意志各邦国当时虽然比意大利的邦国还要小，但德国人当时还承认皇帝并对皇帝怀着一定程度的敬畏之心。但在意大利就完全不是这种状况了。意大利的各个诸侯王国内部虽有高度的发展，但对外相当虚弱。意大利内部形成了一个小的国家体系，主要是由那不勒斯、佛罗伦萨（在美第奇公爵统治之下成了文化中心）、斯弗扎公爵（Sforza）统治之下的米兰、威尼斯以及教皇组成。不过，这几个方面的势力总是相互对立、纷争不断，导致其他国家进行干预。法国从安茹家族立场出发要求拥有那不勒斯，结果虽然成功了，但却遭到西班牙天主教国王斐迪南的反对。这位国王占领了那不勒斯。于是法国人只能占有意大利北部。他们声称对该地区拥有继承权。但总的来讲，占优势的还是西班牙人。西班牙之所以能够占优势是因为西班牙已经成为当时欧洲出现的一个大联合体的中心。

此时，勃艮第公爵大胆查理被路易十一世和瑞士人的联合势力战胜，已经过世。勃艮第转归了法国。荷兰的一些统治区，比如弗兰德（Flandern）、布拉班特（Brabant），组成了自己的行省，在大胆查理死后归属其女儿玛丽亚（Maria）。玛丽亚与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一世（Maximilian Ⅰ.）结了婚。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起初在奥地利是微不足道的人物，后来则被德国的贵族们选为国王。由于他和荷兰的巨额遗产继承人玛丽亚的联姻，使他拥有了与其祖先大不相同的世界地位。他的儿子菲利普（Philipp）与西班牙的女继承人约翰娜（Johanna）结了婚，于是这位菲利普就成了西班牙的国王。就这样，作为奥地利-西班牙大联盟中的强大的西班牙从此超越了法国的势力并最终在意大利战争中赢得了优势。在所有这些斗争的过程中法国的颇具骑士风度的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z Ⅰ.）后来落入了西班牙查理五世（Karl Ⅴ.）手中。虽然这位﻿法国国王在意大利拥有很强大的追随者势力，但最终不得不放弃了意大利。

这种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对立导致欧洲分成了两派：一派是西班牙，另一派是法国。这两个强势国家之间的对抗倒是使其他国家有了一定的自由。因为这两个国家是如此强大，他们之中的任何一方都不会允许另一方独吞别的国家。法国和西班牙这种对立关系对于教皇制度来讲也不是绝对有害。正是在世俗权力的冲突之中教皇们才真正控制了他们的教皇国家（特别是在教皇尤利乌斯［Julius］二世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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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教皇尤利乌斯二世总是不得不站在这两个冲突国家其中的一方，而不能再以和平缔造者的身份支配西方国家，由此他的宗教权威自然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不过，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亦可译为教阶制度）原则仍然存在。教皇容许文化的发展，但不容许任何人对教义有丝毫的偏离，否则就会处以酷刑。比如，1498年萨沃纳罗拉被烧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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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可能会提出疑问，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地方才能够出现全面深刻的变化呢？答案很明确，只能是在宗教界内部。由于教皇制度还有很强的势力，所以国家很难对付它。但正是在教皇制度的世俗化及其在欧洲深入的趋势中，在宗教界内部产生了反对派，反对派不断进行斗争，不过总是遭遇失败。其中主要的反对派有布雷西亚的阿诺尔德（Arnold von Brescia）、阿尔比教派（die Albigenser）、瓦尔登教派（die Waldenser）、威克里夫（Wiclef）、胡斯教派（die Hussiten）和萨沃纳罗拉。尤其要指出的是，在具有宗教神秘﻿色彩的德国研究机构中出现了对传统宗教的偏离倾向，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们虽与教皇联系密切，但他们无法满足年轻学者们的要求。除了德国，当时的其他国家则难以产生传统宗教的反对派。比如西班牙就很难出现教皇的反对派，因为西班牙国王恰恰是依靠了教会的帮助才强大起来的。英国国王更关注政治方面的事情。而法国国王与教皇联系很密切，不敢利用其势力去反对教皇。所以，只有在德国才能产生教皇的反对派。

我在前面提到，德国在内部各邦国关系方面的非集中性倾向也许并不少于意大利，然而德国仍然坚持着帝国理念，所有的政治权力也都建立在这种帝国理念的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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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皇帝仍然是不可缺少的。马克西米利安是德国一位很有思想和活动能力的贵族。他的家族高贵，他在各个国家面前维护着德国的权利。恐怕很少有人能够像他那样将丰富的想象力、奇特的思想与极为充沛的精力集于一身。马克西米利安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要在德国建立一种更好的秩序。不过当时产生了两种对立的原则。皇帝不愿意失去他所拥有的优先权，他是最高法官，一切都取决于他的意愿。但他所设立的宫廷法庭显示出可贿赂性并完全独立于他。在这种状况下等级会议要求建立另外一个由各等级组成的法庭，由每个帝国等级向这个法庭派送自己的陪审推事。但这一要求遭到皇帝的拒绝。直到1495年马克西米利安才对等级会议的要求做出了让步。因为他在与意大利的斗争中需要金钱，而这又必须得到帝国等级会议的批准才行。皇帝的让步并没有完全满足贵族们的要求。诸侯认为皇帝应该设立等级统治机制（ein ständisches Regiment）。他们的这一要求经过多方努力之后实现了。但是，如果只是由诸侯组成等级统治机制的话，也行不通，因为诸侯之间的关系难以协﻿调。所以，后来马克西米利安又推翻了这种机制。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德国没有能够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建立起一种全面的合理的秩序，皇帝和诸侯之间的巨大分歧难以克服。在这种情况下，马克西米利安认为，自己只有通过教皇的帮助才能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因此他与罗马结成了紧密联盟。他这种做法立即遭到国内各个阶层的反对。当时德国国内反对罗马教皇的情绪十分强烈，因为教皇几乎成了半个德国主人，他利用赦罪（der Ablaß）等手段颁布有利于罗马世俗目标的规定。所以，当时德国反对皇帝的人同时也都反对教皇。

反对皇帝和教皇的等级利益使得革新（eine Neuerung）要求在德国扎下了根。革新要求深入到了德国内部各派，另外，一系列较小的利益群体及其争端也都有利于革新的成功。这时萨克森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和马格德堡（Magdeburg）大主教之间最先发生的争端渐渐缓和下来了。大主教在萨克森地区拥有的布道权和赦罪权曾经引起选帝侯的不满，因为这些权力导致臣民的钱财流入马格德堡。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欧洲产生了旨在维护自身利益的教皇的反对派。教皇把赦罪权定为宗教法规和宗教权利，从而巧妙地将世俗利益和宗教需求结合起来，实际上显然是在滥用宗教职权。因此，有一些贵族撤除了教皇下派的赦罪权执行人并夺回了他们索取的钱财。

尽管如此，皇帝及其支持者与教皇的目标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时奥古斯丁教团（Augustinerord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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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传道者路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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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身而出，反对宗教滥用赦罪权（der Ablaßmißbrauch）。路德完全是受宗教观念的推动。在他身上集中了令人注目的特点：图林根地区农民﻿的顽强、日耳曼神秘教徒的沉思和忧虑、大教授的理解力、无比的坚定以及在德国可能再也无人能够超越的智慧。这位当时看来无足轻重的传道士、世界上最小的一所大学的教授、德国一位很不起眼的诸侯手下的臣民，在其诸侯的庇护下却敢于起来反对皇帝和教皇。这在当时引起了极大轰动，因为他击中了教皇制度的要害。如果他能对罗马更加机灵点儿行事，或许事情的进展会缓和一些，可惜他没有这样做。结果路德被驱逐出教会，后来又被皇帝驱逐出境。路德受到教会和世俗权力双重驱逐这一事件在德国引起无法遏制的动乱。无论是教会方面还是世俗权力方面都没有能力压制这种动乱。整个局势变得不明朗。当时的卡尔五世（Karl Ⅴ.）皇帝在出游前不得不在国内建立一个等级统治机构，在这个机构里也有路德的信徒。然而这一摄政机构无法恢复国家的秩序，更谈不上能够统一关税。这时农民的怒火燃烧起来了，因为加强国家秩序的措施加重了农民的负担，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贵族都在对农民进行压迫。其实，各种神秘的想法早就在农民中间传播开了。所以，一旦有了导火索，农民愤怒的火焰立即燃烧起来，这是不足为怪的。而农民的暴动是不顾一切的，他们威胁要推翻德国现有的一切。农民的首领托马斯·闵采尔（Thomas Münzer）宣称要杀死所有的贵族，建立一个崭新的世界。农民暴乱席卷了德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在路德与农民起义的关系问题上，人们应该公平地对待路德。路德从开始就不愿意介入农民起义的事情。事实上，正由于农民的极端行为使路德遭到了可能被杀害的极度危险。路德遭到皇帝的驱逐，被迫到了维腾堡地区。但这个地方同样也发生了农民暴乱，而路德是反对农民暴乱的。他连续八天进行布道，规劝人们不要胡作非为。倘若路德也热衷于农民运动的话，那他本人及其教义早就丧失殆尽了。

﻿路德的新教义由极具天赋的梅兰希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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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录了下来。这一教义是大众的拯救之光。人们看到，事物是不可能全部恢复原状的，特别是教会的权威不可能全部恢复。当时代表帝国的皇帝不在国内，国家在困境中无计可施，后来不得不允许在个别地方推行偏离传统宗教的做法。就这样新教义取得了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1529年和1530年终于进行了宗教改革，废除了不少过去的东西。就这样，新教开始在德国、特别是在德国的北部传播开来了。

路德倾向什么呢？路德的宗教教义主要包括两点内容：一，反对作为天主教僧侣等级制度基础的教义，因为按照这一教义教皇的决断和宗教会议的规定直接体现着上帝的思想。路德指出，新约已经革除了僧侣等级制度；二，路德要保留所有与圣经一致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反对过传统，更谈不到他要根据自己对圣经的理解而建立一种新宗教了。路德的宗教改革完全是天性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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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路德也无意要在教会里推行共和政体的原则。他也没有想使圣经变为现实，而只是想清除与圣经相矛盾的东西。

路德和梅兰希顿一起提出了一种新的教义，这种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是有着联系的。从奥格斯堡教派的章程甚至可以看出天主教教会与新教教会的重合性。可以说，当时双方在教义上的接近程度是空前绝后的。分歧只在于圣餐方面。教皇克雷芒七世（Clemens Ⅶ.）在1532年甚至打算接受奥格斯堡教派。他把这个教派介绍给罗马的神学家，这些神学家也表示，奥格斯堡教派的有些主张是正确的，有些主张则需要协调，还有一些主张虽然与天主﻿教教义有矛盾，但可以进行讨论。由此看来，最初奥格斯堡教派的主张并没有导致绝对的纷争。在这里我并不是要宣称，新教的主张完美无瑕。我只是想说明，从新教的本质来看，是在对基督教虔诚信仰的基础上所提出的一种教义。这种教义的提出完全是必要的。更何况对新教教义的阐明是如此温和与理智。可以说，在这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比奥格斯堡教派更具说服力同时又与天主教教会如此接近的教派了。

路德教义可以简要地概括为：一，反对森严的僧侣等级制度；二，反对以往几百年中产生的所有与圣经相违背的宗教形式和弥散。

路德教义的提出是非同寻常的事情。这一教义的提出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德国各个邦国的原则互为融合、密不可分的。这一教义从一开始就反对修道士向上帝的宣誓。许多较小的修道院以及一些德国贵族都与新教联合起来，从而增强了力量。

完全偏离路德教义并与世俗权力作对的是再洗礼派（Die Wiedertäuferei）的主张。路德本人是强烈反对这派主张的。可以说，当时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是以路德为依据的，这是因为从来没有一位学者能够像路德那样准确地和不带任何宗教偏见地解释有关权力机构的概念。由此看来，路德也为世俗世界的发展打下了新的基础。

新教的首场斗争实际上是与最大的贵族即查理五世皇帝进行的。其实，这位皇帝倒也是很有思想，他打算对国家进行改革并利用新教的帮助对皇权进行修复。但由于新教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原则，所以卡尔五世皇帝陷入了与德国贵族的争论和斗争。结果，卡尔五世差点被贵族拘禁。皇帝计划建立一个全面的具有宗教形式的皇权制度，他知道单靠自己的力量不够，所以企图利用新教。但新教讨厌皇帝的计划。由于新教在德国已经有了牢固的基础特﻿别是在德国北部力量更强，所以卡尔五世皇帝很难阻止新教的改革运动。

不过，当时的卡尔五世皇帝控制着西印度，那里的金银财宝使得他能够办成不少事情。当然他有强大的对手，这就是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Franz Ⅰ.）及其接班人亨利二世（Heinrich Ⅱ.）。这两人都不愿意看到卡尔五世皇帝掌管德国。同样，教皇也不愿意卡尔五世统治德国，因为教皇十分担心德国的皇权和教会联合起来。勤奋的教皇保罗三世（Paul Ⅲ.）成功地主持了在特伦特（Trient）举行的宗教会议。他明确表示，新教将不再会受到卡尔五世皇帝的压迫。后来的尤利乌斯三世（Julius Ⅲ.）教皇也持相同的观点。所有这些因素共同发挥作用，对新教是一种有力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卡尔五世皇帝被迫离开了德国。他的兄弟斐迪南（Ferdinand）勉强于1555年与新教阶层签订了宗教和约。这一和约意味着德意志帝国接纳了新教。从此以后，新教诸侯能像天主教诸侯一样有权进入德意志帝国了。

到了16世纪末，德国大约十分之九的地区信仰新教。新教甚至进入了巴伐利亚和奥地利。奥地利的马克西米利安二世（Maximilian Ⅱ.）是伟大的新的德国皇帝之一。他对事物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同时在态度上又十分温和。他内心早就主张新教。奥地利皇室领地也信仰新教。甚至连宗教诸侯领地的大部分人也都同情路德的教义。只有贵族（der Adel）还笃信天主教，因为贵族是修道会会议的创办人和主办者。

新教也传播到了其他国家。丹麦和瑞典完全信仰了新教。德国普鲁士骑士团地区引人注目地成了第一批接受新教的地区之一。路德新教在波兰和匈牙利也扎下了根。这期间还产生了第二种形式的新教，即加尔文教（Calvianismus），该教比路德的教义更偏离传统并接受了更多共和政体的原则。其总部在日内瓦。加尔﻿文教派打算建立类似于公元纪年初期几百年情形的一种基督教。加尔文教也称法兰西式的新教。在荷兰、英国和法国传播得尤其快。

在英国，新教教义与君主主义及国家理念一起发展。加尔文教的出现更加剧了英国教会的分裂。带有共和政体倾向的加尔文教在苏格兰传播得最快。在法国，胡格诺派（Hugenott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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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徒很快组成了一个重要的派别。

如果新教在法国占了优势，那就有可能占领整个世界了。所以，卡特琳娜·冯·美第奇（Katharina von Medi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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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其追随者与胡格诺教派首领的斗争是很有意义的。另外，当时新教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传播甚广。在这里需要提出一个问题，新教完全掌控欧洲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吗？

我并不想无条件地赞同这个目标。对于德国来讲，假如有一种宗教能够涵盖所有德意志诸侯国的话，那是最好不过的。因为那样的话，就能够保持帝国的统一趋势了。然而事物的发展并非如此。令人瞩目的是，16世纪的新教只是主张削弱宗教贵族的权力，而并不打算彻底取消僧侣等级制度。新教只是主张将这种制度世俗化，即以世俗选帝侯的形式将僧侣等级制度保持下去。假设新教在德国也能像在英国那样得以全面渗透的话，这种将僧侣等级制度世俗化的做法倒也是有可能保持住德意志的统一趋势而不至于发生随后的三十年战争以及无穷无尽的流血了。



［第16讲，1854年10月11日］



如果有人问，新教为什么没有能够取得全面胜利呢？这个问﻿题首先可以这样回答：新教教义本身就包含着不能获得全胜的因素，因为新教很快分裂成了相互对立的不同派别。其次，新教完全取消了礼拜仪式中富有想象力的部分，而这部分仪式也许是值得保留的。

最后，我们可以回答说，在瑞士和德国产生的新教看来不太适合欧洲南部国家，尤其是不太适合还不够文明开化的国家。上面我们谈了新教不能完全取胜的内部因素。那么影响新教不能完全取胜的外部因素是什么呢？可以肯定的是，反对新教的外部势力非常强大，几乎难以制胜，而反对新教的外部势力首先是世俗权力。

新教遇到的最大阻力来自西班牙国王。西班牙的国王统治制度与等级森严的僧侣制度结合得最为紧密。僧侣制度的原则渗透到了所有生活领域。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地区同样也是如此。这些地方都是当时的世界大国。他们拥有最多的财富。在菲利普二世时期波托西（Potosi）的矿石赢利颇丰。由于军队当时推行的是征募制，所以财力决定着兵力。西班牙的步兵实力远远强于其他国家。西班牙军队主要是在和法国的战争中组成的。最有名的军队首领有科尔多瓦的冈萨诺（Gonzalvo de Cordova）、莱瓦（Leyva）、阿尔巴（Alba）、法尔内斯（Farnese）和施皮诺拉（Spino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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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西班牙占领统治地位的侯爵们信仰的是天主教。与欧洲其他国家的侯爵不同的是，他们拥有一支实力很强的军队，而且具有对军队的支付能力。这一切对于新教来讲当然都是危险的。

反对新教的第二支力量在巴黎。巴黎在法国君主制度下日益发达，影响也越来越大。颇有名望的巴黎神学院坚守天主教，自然﻿成了新教的反对者并竭尽全力消除渗透到法国的新教影响。

反对新教的第三个因素是天主教教义本身所具有的教育能力。路德对天主教中有关辩护的教义（die Lehre von der Rechtfertigung）提出了批评。由此引发的争论几乎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而没有定论。天主教方面坚持认为，这一争论应通过宗教会议作出决断，于是就有了特伦特宗教会议（das Tridentinische Konzil）。会上对新教引发争论的问题做了决断，使得天主教教会制度再次与新约一致起来。事实上，后来天主教受新教教义的影响很大。天主教虽然坚持与新教对立，但是在办事的方式方法上逐渐与新教雷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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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天主教教义显示出一定的适应性并采取了一些符合时代要求的形式，从而巩固了僧侣等级制度。天主教从天主教耶稣会会士那里得到了新的支持。而天主教耶稣会正是新教的第四支反对力量。当时还产生了另外一些新教团，他们表示敬仰教皇。就这样正当教皇制度遭受攻击的时候，形成了一个支持教皇制度的僧侣联合会，以便共同反对新教。该联合会采取了与新教同样的手段，例如布道和授课，以传播其教义。看来，耶稣会会士尽管欠缺学术研究的天赋，但却是勤奋好学的。

就连教皇本人也开始注意在私生活方面和在公众面前自律。他们的生活比以前要简单和严格了。收入不再完全用于私人目的而是投入到为维护天主教所进行的战争中去。正是依靠了这一系列措施，才逐渐形成了一股遏制新教渗透的力量。反对宗教改革的派别甚至认为已经到了可以结束新教渗透和传播的时候。总之，天主教和新教之间的斗争主宰了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上﻿半叶，最后导致的是流血的宗教战争：一，荷兰-法国战争；二，三十年战争。

荷兰-法国战争源于荷兰反对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起义。导致起义的并不是关于什一税或赦罪符的争论，而是宗教本身。荷兰人受到法国和英国的支持，因为这两个国家早就把到处扩张势力的西班牙视为眼中钉了。当时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决定同时攻打英国、法国和荷兰三个国家。他派遣亚历山大·法尔内斯（Alexander Farnese）前往荷兰，企图首先占领瓦隆地区并继而进攻其他地区。荷兰奥兰治亲王被谋害之后，天主教重新占了上风。接着西班牙又使用暴力挺进比利时各省。

这时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认为进攻法国的时机已经成熟。当时法国以吉斯公爵（Guisen）为首的严格天主教派敌视法国国王，认为这位国王不能像他们所要求的那样严格地代表天主教。于是法国内部陷入了危机。西班牙的菲利普国王同时还要攻打强大的英国。他得到英国天主教和苏格兰斯图亚特派（die Stuartische Partei）的帮助。但1588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发动著名的无敌舰队之战，被英国打败了。西班牙菲利普国王征服荷兰、英国和法国的计划很少遭到德国诸侯贵族的抵抗。西班牙所遇到的阻力主要来自以下三方面的力量：一，英国女王伊丽莎白的强硬态度；二，纳瓦尔（Navarra）的亨利四世（Heinrich Ⅳ.）在崛起；三，英国海军力量的发展。

亨利四世信仰法国的新教，亦即胡格诺教。他的母亲和外祖母都是坚定的新教教徒。他的家乡纳瓦尔有一半人讲法语，一半人讲西班牙语。他的母亲名叫约翰娜（Johanna），把她的家乡完全新教化了。亨利曾经位于法国胡格诺教派的高层，后来为了得到法国的王位被迫成为天主教教徒。不过，笃信天主教的教徒们对他并不感兴趣。他们搞了个三级会议（Ständeversammlung），打算﻿立一位西班牙公主为女王。当时在纳瓦尔有严格的天主教教派和胡格诺教派，此外，还有一个温和的天主教教派。如前所述，亨利四世虽然转信了天主教，但他是十分温和的天主教教徒，而且总是愿意保护拥有新教信仰的人。他一贯的对手、西班牙的菲利普二世在被英国人夺去了加的斯地区之后被迫与他讲和。后来菲利普的继任者不得不承认了荷兰的独立。

第二场大的战争就是德国的三十年战争。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新教在德国传播得很广。但是在特伦特宗教会议之后特别是西班牙在荷兰取得了成功之后，德国的宗教贵族决心在自己的地盘上遏制新教。教皇西克斯图斯（Sixtus）五世对此也表示支持。于是宗教掌权者开始在各地反对宗教改革。他们所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不雇佣具有新教信仰的贵族，结果不少人开始重新回归天主教。第二个步骤是不允许新教教徒进入市议会。奥地利的情况与德国相同，在奥地利本来大多数人都已经信仰了新教，但这时也出现了反对宗教改革的活动。就这样，天主教以极大的能量和暴力卷土重来了。本来天主教与新教之间通过缔结和约以法律形式实现了一定的平衡，然而此时的帝国宪法重新成了问题。耶稣会会士甚至宣称，从来没有真正缔结过宗教和约。皇权和帝国的权力几乎都失去了效力，各阶层通过结盟（如联盟和协会）寻求自身的权利。这时的德国到了战争一触即发的地步。

战争的第一个导火线来自波希米亚地区。那里的马蒂亚斯皇帝（Matthias）打算收回通过君王信件和其他方式向新教阶层所做出的让步。但波希米亚人则认为，他们不久前组建过自己独立的国家，奥地利王族对他们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他们宣称，他们和斐迪南皇帝之间所签订的条约已经被毁了，因而完全有权利另外选择一位王侯。他们把目光投在了新教王侯中来自普法尔次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 von Pfalz）身上。这位王侯与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Jakob Ⅰ. ，英文James Ⅰ）的一个女儿结了婚。波希米亚人请求弗里德里希登上王位的举动引起很大的混乱。经过长时间的犹豫之后，弗里德里希，接受了王位。因为他认为，这将是可以依靠的一个大欧洲的联合体。然而，情况并非如此。就连新教教徒也没有尽全力支持他。在这种情况下，颇懂得实现自己计划的巴伐利亚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成功地在白山（der Weiße Berg）战役之后推翻了这位新选出的来自普法尔次的国王弗里德里希，并迫使他逃亡。紧接着，奥地利在波希米亚各地推行反宗教改革措施。于是，天主教开始在德国占了上风并很快传播开来。当时巴伐利亚的权力基础在于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周围有许多听从他的宗教诸侯。就这样，先是德国南部完全被征服，然后是普法尔次，紧接着战争扩展到了德国北部。给新教提供帮助的丹麦国王被打败了。奥地利人在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统率下组成的军队也被打败了。梅克伦堡（Mecklenburg）的公爵被迫逃亡。于是，德国北部也开始恢复天主教。天主教还计划将过去属于教会的财产全部重新归还教会，为此颁布了一个归还诏书（Restitutionsedikt）。这一诏书导致德国北部和南部数百年之久的不和。北德人看到，他们的新教面临着毁灭。如果不出现另外一种欧洲联合体的话，天主教的复辟肯定就将成功了。

奥地利同时还与西班牙结盟。不过，法国人可不愿意让这种西班牙-奥地利联合势力强大起来。于是，法国的最高执政官黎世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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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位本身是天主教并且战胜了法国国内的胡格诺教派的红衣主教却想方设法维护德国的新教。他与瑞典国王取得联系，给﻿他以财政支持，要求他到德国去。于是这位正遭受国内强大的天主教威胁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Gustav Adolf）前往德国，打败了天主教统帅蒂利（Tilly）。当时华伦斯坦已经遭到德国诸侯的厌烦。就这样，德国北部反对宗教改革的状况重新被扭转了过来。顺便要提及的是，德国北部的诸侯并没有兴趣接受瑞典国王古斯塔夫·阿道夫。然而，即便如此，却没有能够阻挡他直至慕尼黑的挺进。后来华伦斯坦重新被奥地利召回了部队，瑞典国王被打死，双方最终都没有能够取得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

德国的流血战争就是以这种方式变得越来越可怕。14、15世纪的文化曾经在16、17世纪得到了继续发展，此时却遭到了战火的破坏。有关罗马僧侣等级制度究竟是否应该对德国的教义争端发生影响的问题重新又提了出来。直到1648年，这场灾难性的战争才告结束。战争的结果是德国失去了一些往日欣欣向荣的省份，夺回了几处荒凉的土地。法国从这场持久的战争中得到的最大好处是获得了阿尔萨斯（Elsass）、布赖萨赫（Breisach）、菲利普斯堡（Philippsburg）等地。而瑞典人则在波罗的海站住了脚。这场灾难的原因是皇帝不承认宗教和平（Religionsfriede），结果促使宗教信仰变成了狂热，人们盲目地认为相互之间的残杀是在为上帝效劳。就这样，我们遭受了极大的民族灾难。直到1648年之后，我们才从这场灾难中重新站立起来。我们幸运地把瑞典人从德国送了出去。当然，阿尔萨斯还留在法国人的手里。

总的来讲，上述这些战争的成果在于新教并没有被征服。自那时以来，西方世界分成了两个不同的派别。但是尽管如此，从整体看来，西方世界仍然是一个统一体，就如同一棵树，分出了两个枝杈。不过，这个统一体不再是建立在教皇制度的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共同的机制和文化以及罗马-日耳曼民族相互交融、共同作用的基础之上。此外，罗马-日耳曼地区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西﻿方国家的文化对俄罗斯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代，信仰的不同已经不再能使西方民族整体分裂，特别是在德国，正努力缓解信仰方面的对立并幸运地取得了成功。



［接下来的谈话内容摘要］




对于选帝侯马克西米利安一世的评价：这位选帝侯的主要观点是错误的，也从来不能代表巴伐利亚的观点。他的使命不是像他所认为的那样是传播天主教教义。他削弱旁系的企图是非常狭隘的。假如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能与普法尔次地区的弗里德里希联合的话，则维特斯巴赫（Wittelsbach）家族就有可能强大起来。然而，他却过于接近耶稣会会士，而且满脑子充满冒险想法。他赢得了本来就属于他家族的普法尔次的南部地区对他又有什么帮助呢？他并没有得到莱茵-普法尔次（Rheinpfalz）。假如他能与普法尔次的弗里德里希结盟的话，而这是不需要他自己成为新教教徒就能做到的事情，奥地利就不会变得如此强大了。




注　释






【1】

 　公元756—1870年由罗马教皇进行世俗统治的国家，称之为教皇国。今只限于梵蒂冈。——译注





【2】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 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的修道士。他试图进行教会和政治改革，因而被驱逐出教会，备受折磨和刑罚，最后被烧死。——译注





【3】

 　比如，是皇帝将勃兰登堡给了霍亨索伦王族。





【4】

 　中世纪建立的分布极广的宗教组织。——译注





【5】

 　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 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他将圣经译成德语，从而成为德语书面语言的主要创立者。——译注





【6】

 　菲利普·梅兰希顿（Philipp Melanchthon, 1497—1560），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主要助手。——译注





【7】

 　马丁·路德并没有想到从一开始就建立一个教会，他一直反对这种对他的诋毁。不过，他说过，如果要建立教会，那就要建立一个能够将所有信徒聚在一起的教会，但他没有找到这样的基督教教徒。所以他一直认为，教会是一个从上向下发挥作用的宗教研究机构。





【8】

 　胡格诺教派是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译注





【9】

 　法王弗朗索瓦二世、查理四世、亨利三世的母后。——译注





【10】

 　西班牙人以攻克要塞的灵活机动、德国人以拥有卓越步兵而意大利人则以拥有军事首领而闻名。





【11】

 　著名的天主教神学家莫勒（Möhler）在反对新教方面出过一个很大的差错。他在为天主教教义辩护的时候认为使徒信条早就存在。这是不对的。实际上使徒信条是在特伦特举行的宗教会议上形成的。





【12】

 　黎世留（Richelieu，亦译黎塞留，1585—1642），法国路易十三的首相，最高执政官，法国天主教红衣主教，创建了法兰西学院。他对内惩治叛乱贵族和胡格诺教派，加强专制，发展工商，镇压农民起义，对外殖民掠夺。三十年战争中支持德意志和瑞典新教，打败西班牙-哈布斯堡君主政体，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译注





第七章　17世纪和18世纪大国的产生和发展





［第17讲，1854年10月12日］



16世纪和17世纪初的文学很有神学色彩。这个时期的宗教教义和教会机构与国家之间的联系相当紧密。教会的原则在各个国家都占有支配地位。虽然一些国家已经脱离了罗马教廷，但仍积极维护着宗教信仰并制定了相应的法规。所以，在这个时期人们的生活和文化都充满了浓厚的宗教色彩。

到了17世纪下半叶，这种状况才有了改变。人们像在15世纪那样注重哲学和自然科学。这两个领域曾经由于神学的争端而一度受到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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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到了17世纪下半叶，人们的精神重新发生了偏离神学的转折，朝着一种比较自由的、无条件地追求事物本质的方向发展。

在国家内部也发生了类似的变化。人们认识到对新教一味采取压制的办法是行不通的。于是人们在大的宗教冲突中重新试图从本国的特性中寻找出路。宗教传播到一定程度之后，人们开始更多地关注国家的发展，特别是科学的发展。

﻿在那些过去相互争斗的国家中，西班牙是最重要的一个国家。西班牙曾经把主要精力放在发展和促进天主教方面，然而却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西班牙渐渐地走向衰弱，这是一个令人瞩目的现象。到了17世纪下半叶，西班牙彻底衰败了。这时作为西班牙君主政体当中很小一个组成部分、而且一直在竭力企图摆脱西班牙统治的荷兰却日益强大起来。荷兰的力量甚至超过了古老的西班牙。这里的关键在于，荷兰十分重视商业和贸易并把商业和贸易活动看作是国家强盛的机遇。我们知道，虽然西班牙当时已经占领了美洲，然而西班牙人不善于搞工业和贸易，他们听任其他人去从事这方面的活动。

荷兰人在商业和贸易方面替代了西班牙人的位置。荷兰的地理位置还算不差，但它毕竟只是由很少几个省组成的一个小国。对于商业来讲，荷兰本来并不具备特殊的挑战性，但这个小国却很快在欧洲拥有了一个重要而醒目的地位。大概是天意使然，整个世界贸易都集中到了荷兰。荷兰人掌握了全世界的海运公司，甚至替代了葡萄牙人在东印度的地位，并且到地球最北端去捕捞鲱鱼和鲸鱼。他们是发现了新荷兰的荷兰人。从前印度的香料经过埃及抵达欧洲，此时则是由荷兰人带着香料绕过非洲，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进入地中海再到埃及。荷兰人通过贸易获得的巨额资金用于巩固国家并实施自己的政治目标。不过，荷兰并不能持续地发挥具有领导地位的世界性作用，因为荷兰毕竟缺少一个根本条件，即广阔的疆土。

时代趋势的改变显示，曾经大肆扩张的西班牙君主政体不得不在一个脱离了它的小小的省份——荷兰面前节节后退。17世纪下半叶，西班牙的文学以及其他各个领域都是朝着神学方向发展的。当它的目标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在世界上停止发挥作用了。与此相反，荷兰首先是在内部显示出现代化倾向，紧接着就在世界﻿舞台上发挥了重大作用。通过这两个国家的对比我们可以看到，正是一些其他活动的产生（比如商业和贸易活动）导致一个国家在适宜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发展其实力。而在17世纪下半叶出现的那个使西班牙更为相形见绌的大国，是法国。

法国发展君主政体的方式在欧洲是前所未有的。王权在卡佩王朝时代有了起步，到了17世纪达到极盛时期。在宗教方面法国仍然信仰天主教。法国天主教和西班牙天主教的区别在于法国只是对国内推行天主教，但对国内的新教采取容忍态度。在对外政策方面，即对于其他国家的新教，则不仅不反对甚至还进行多方面的支持。法国在以往几个世纪中出现的国家观念在三十年战争中得到了落实。国家有了一个最高首领，这位首领虽然在欧洲还没有得到正式承认，但在法国国内已被视为君主政体最重要的缔造者。当时在位的国王是路易十三。他是一位热衷于机械性军事训练的君主，很懂得获取他应得的权力。不过，他自己并没有能力亲自去获得并维护权力，而是要依靠他的首相（又译最高执政官）、红衣主教黎世留。黎世留巩固了王权制。他运用君权神授这个概念以及神学的威严消灭一切过于接近王权或与王权对立的势力。

当三十年战争爆发之际，黎世留像以前的国王那样对奥地利发起进攻。为了赢得胜利，他与德国新教教徒结盟。不仅如此，他还与英国人结盟。与对外政策相反，他在法国国内将新教教会作为一股政治势力加以消灭。然而这种结果却使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其他国家的新教教徒感到满意，因为他们考虑的是，倘若胡格诺教派仍然在法国拥有据点，则法国王权就不可能强大从而也就不可能向他们提供援助了。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时代的变化。新教教徒们出于政治考虑居然容忍他们的教友受压迫。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此时的新教需要一个强大的法国去对付西班牙强势的天主教。

﻿黎世留如同所有的历史伟人一样运气很好，他对事物有着特殊的敏感，他在一个重要的时代里牢牢把握住了为实施其计划所必需的机遇。正是在他居于领导地位的时期，法国创建了独具特色的法兰西文学。黎世留还创办了法兰西学院。起初只是一些有学识的人士在自己的圈子里研究文学，朗诵各自的作品，研究和培训语言的正确书写和口述方法。他们当中有新教教徒也有天主教教徒。黎世留本人也是这样一位能够出色地运用法语写作的人物。当他得知上述那些人物的活动之后，他就把这种本来只是偶然性质的聚会和研究活动组织起来并建成为一种国家机构，即法兰西学院。黎世留还将法国的诗人们也聚集到了自己的身边。高乃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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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他的一篇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他的一切都要感谢那人。这里的“那人”显然指的就是黎世留。

黎世留还在他的宫廷里设立了一个剧院，允许宫廷大臣们去看演出。黎世留为法兰西舞台艺术的形成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马扎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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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发展了黎世留在法国所创建的权力。他是黎世留培养的接班人。此人颇具外交才能，笃信强权。是他运用机智灵活的手段使路易十四成为法国事实意义上的国王。但是对于德国来讲，马扎然十分有害和危险。因为是他促成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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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这一和约使得德国失去了好几个省份。比利牛斯和约也是他的成果。根据这一和约，西班牙人被迫放弃在莱茵河下游的据点。人们不太清楚的是，黎世留是否早就打算扩展法国的边界。但他的接班人马扎然和后来靠其主事的法王母后确确实实扩展了法国的边界。

比利牛斯和约不仅扩大了法国的势力而且还发挥了其他作﻿用。比如西班牙国王菲利普四世利用这个和约将自己的女儿特雷莎（Therese）嫁给了法国国王——这是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婚姻。因为菲利普四世自己虽然有过一个儿子名叫查理，但可怜的是，早早去世了，没有留下后代。后来法国国王就把西班牙当作遗产继承。有意思的是，直至今天，西班牙的历届国王都是法国波旁王族的成员。这是因为路易十四当年把自己的孙子派到了西班牙，这位孙子的子孙不仅控制着西班牙而且还拥有那不勒斯。

直到马扎然离世之后，路易十四才亲自执政。在此之前，法国的首相实际上发挥了国王的作用。甚至连国王要见马扎然的话都需要首先询问这位首相是否有时间，假如得不到肯定的答复，国王的约见就将被推迟。另外，马扎然每次与国王见面结束之后从来都不陪送国王步下阶梯。

由此看来，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执政成就首先在于继续执行了他的两位首相黎世留和马扎然的方针。路易十四在其自主道路上做出的第一件事情是建立了一套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管理制度。他着重吸收那些曾经与马扎然共事过的人进入执政部门。其中最重要的人物有科尔贝（Colbert）。科尔贝制订了一个计划，对商业和交通的发展不再听其自然或放任荷兰人去干，而是要由国家进行掌控和推动。就这样，科尔贝成了法国重商主义体制和产品保护制度的创始人。他主张大力将本国的产品推向外国市场，同时要在国内市场排除外国产品。手工业在法国本来就比较景气。自从科尔贝大抓工业发展之后使得当时欧洲的所有工业几乎都集中到了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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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令人惊喜的是法国企业总是能够生产出大家都喜欢的产品。这可能是由于法国人在手工业方面具有天分吧。当年法﻿国人就在手工艺方面充分显示出了才能，现今法国人也仍然领导着时尚潮流。

过去商人都是自愿结成商业联盟，而按照科尔贝的规划，则是由国家领导成立商号或公司。科尔贝下令国家官员购买股票并以此作为他们效忠国王的证据。科尔贝所采取的这一系列措施并不违背事物发展的自然法则，所以取得了成功。法国的商业得到很大发展。法国在其拥有大片殖民地的东印度、埃及、小亚细亚、叙利亚等国的港口把意大利人的商业活动全部揽到了自己手里。

法国的整个国家体制也渐渐地以类似方式进行了改造。司法和军事部门进行了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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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整套管理体制终于建立起来。总之，一切事物都要集中到唯一的一个人物即国王那里去，著名的“朕即国家”（l'état, c'est moi）这句话就是这个意思。国家的发展也确实要靠国家首领。路易十四通过财政管理机构成功地保证他自己手中总是拥有资金。而他的前任们都没有能够做到这一点。也正由于他亲自执掌财政大权，才使得他能够实施其宏大的建筑工程，而不至于因此加重对百姓的压制和负担。路易十四的执政确实了不起。他拥有的不仅仅是权力，而且也赢得了百姓的满意。因为百姓希望有一位强大的国王。假如路易十四不过分硬撑的话，那他就可以作为伟人而名垂史册了。

但此时的路易十四却在考虑，该是收拾西班牙的时候了。他不仅要夺得西班牙的几个省份，而且还要把法国的边界一直扩张到他认为必要的地方。在他看来，巴黎距离荷兰太近，所以他要赢得几个据点并在北部设立要塞。接着，他想得到洛林（Lothringen）﻿并果真占领了这个地方。后来他又想占领一直在西班牙人手里的弗朗什-孔泰（Franche Comte）地区。由此看来，路易十四并不是蛮干的占领者，而是如我所说，他是有意识地扩张法国的疆土、巩固法国的疆界。在这方面，他确实为法国做出了难以估量的贡献。然而，他把欧洲别国的领土都当作了目标。事实上，他也果真实现了许多目标。此时的路易十四已经强大到了任何人都不得不容忍他所作所为的地步。

路易十四如愿以偿地获得了一些西班牙省份，削弱了荷兰人的作用。后来他又以皇帝身份与西班牙结盟，并对荷兰人提供支持。不久，他又与瑞典结盟反对荷兰人。他在国家的高层圈子里也完全可以自作主张了。他还对斯特拉斯堡（Straßburg）搞了突然袭击。再后来，他根据自己设想的国家法宣称莱茵-普法尔次（Rheinpfalz）为法国封地。当然，路易十四的这一系列举措使他在历史上一直遭受谴责。

就这样，路易十四的法国在欧洲日益强大起来，然而也蕴藏着极大的危险性，因为这一切都取决于旁人无法抗拒的个人权力地位。路易十四已经失去了自控能力。他的行动只受利益的支配。很快，他做出了一个可怕的举动。那就是废除南特敕令（das Edikt von Nan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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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在法国一直很有影响的新教教徒驱逐出境。当初黎世留只是剥夺了新教教徒的政治特权，在信仰方面还是宽容对待的。而此时的路易十四则企图要成为完全彻底的天主教国王。实际上，他虽然完全接受天主教教义，但同时又坚持所有宗教人员必须按照他的意愿行事。他还进一步提出了以巴塞尔宗教会议为基础的限制教皇权力的主张，宣布国家完全独立于罗马教廷。﻿于是他陷入了与教皇的严重分歧。在对待天主教和新教关系方面，路易十四企图使天主教教义成为法国唯一的教义。当他无法说服新教教徒改变信仰的时候，他就转而使用暴力手段。在这种情况下，许多新教教徒只好设法逃离法国，这当然违背这位国王的意愿。而逃离了法国的新教教徒们一方面把法国的工业技术推广到了其他国家，另一方面则在所到之处诉说在国内遭受的迫害，致使法国国王名誉扫地。

打了各种战争之后，路易十四终于实现了他第二个主要目标，即让他的孙子安茹的菲利普五世（Philipp Ⅴ. von Anjou）当上了西班牙国王。这位孙子的后裔有了孟德莫林伯爵（Graf von Montemolin）封号。他们的后裔们至今还要求承袭西班牙王位呢。路易十四兄弟的封号是奥尔良公爵（Herzog von Orleans）。这位兄弟的儿子在路易十四离世之后当过摄政王，但他声名狼藉。

前面提到的路易十四的孙子菲利普五世与一名意大利女子伊丽莎白·法尔内斯（Elisabeth Farnese）结了婚。他们的儿子帕尔马公爵（Herzog von Parma）后来成了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的主人。同一时期，根据次子继承权，法国的洛林地区归属了奥地利。后来这个地方又与意大利的托斯卡纳（Toscana）地区作了交换。由于西班牙承袭的米兰（Mailand）也归了奥地利，所以可以说奥地利和法国的波旁王族（Bourbonen）在一定程度上分治了意大利。波旁王族在南欧的统治在历史上是个重要因素。波旁王族力图使西班牙海军重振旗鼓。18世纪，西班牙与法国的海军势力联合起来对抗英国，结果被全面摧毁，以失败告终。

综上所述，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成为一个令人瞩目的国家。法国是一个古老的罗马-日耳曼（romano-germanisch）国家，已经完全具备了君主政体的形式。



﻿［接下来的谈话内容摘要］




路易十四是位出色的总管。他每天都和他最重要的三位大臣一起工作。其中一位负责财政，名叫科尔贝（Colbert），一位负责宗教事务，名叫莱昂（Lyonne），还有一位负责司法，名叫勒泰利耶（Letellier）。著名的战争大臣鲁瓦（Louvois）是勒泰利耶的儿子。他们全都效忠国王，都是各行各业最出色的专家。当国王研究某个领域比如司法或财政方面的问题时通常都会把高级官员召集来一起研究。起初人们以为路易十四不可能喜欢工作，但当路易十四发现事情进展顺利的时候，他就开始对工作产生兴趣并把工作当作乐趣。路易十四对历史和文学涉猎不多，但他颇懂得自主执政的重要并会运用策略。他的大臣们相互之间争论不断，以至于分裂成了以勒泰利耶和科尔贝为首的两派。而国王最关注的，是他自己始终保持优势并对各派都表示出同样的信任。至于他和曼恩特侬（Maintenon）夫人的关系，也许并非不道德。他的信条是：“我的荣誉和法国的兴旺。”从这里虽然可以看到路易十四自私的一面，但他确实是个伟大的人物。




［第18讲，1854年10月13日早晨］



现在我们来研究17世纪下半叶和18世纪前75年中除了法国以外其他大国的产生、相互关系和政治特点。这一时期的趋向是十分明确的，主要是军事-君主政体的发展趋向，完全不同于以前的各个时代。

其他大国的发展都和路易十四的法国体制有关联。君主政体首先在英国扎下了根。但英国和法国的立场不同。法国是普遍意﻿义上的君主制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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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国比欧洲大陆国家更突出了自治原则（Selbstregierung）。早在13、14世纪，英国就比其他国家更坚定地采取了议会制度。不过，议会在争夺王位的派别斗争中无法做出决定，最后总是和最终取胜的党派站在一起。来自都铎（Tudor）家族的亨利七世正是靠议会帮助巩固了王位。

在英国，连宗教改革也是主要通过议会行动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布道或是像在德国那样由广泛的民众运动而促成。与德国不同，英国的民众运动常常受到压制。英国对布道者规定了布道规则，以避免民众偏离国王和议会所维护的宗教。议会不承认境外对英国发生影响的宗教势力。国王亨利八世通过威胁和预言等手段将大部分天主教教士争取到了自己一边。在取得天主教同意之后，议会宣布国王是教会的最高首领。这是英国宗教方面的根本变化。这一变化对曾经经历了教派分裂的英国来讲意义深远。因为这样能够保证将各种内部争端消除在萌芽状态。天主教的教士们无论怎样进行改革都能予以容忍，只要保证教会置于国王统治之下就行。事实上果真如此。天主教教士们在爱德华六世时曾经转向新教，在玛丽·都铎（Maria Tudor）时期又重新回到了天主教。而在伊丽莎白时期，当女王的王位继承权受到教皇威胁时，天主教教士们又回归了英国圣公会。而女王始终坚持英国教会的两条根本法规，其一是承认国王为教会最高首领；其二是每个人都必须服从国家宗教。德国的情况和英国完全不同。在德国根本不可能让一位贵族领导宗教事务。从政治角度来看，英国摘取了新教教义的最佳果实，不再受教皇的束缚，且没有陷入争端就接近了新教原则。而这种争端曾经使欧洲大陆长期动荡。在英国，国王、议会和教会﻿人士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协作。

伊丽莎白战胜了西班牙菲利普国王强大的无敌舰队，成功地捍卫了英国。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族（die Stuarts）登上了王位。这个王族后来转信了新教。玛丽·斯图亚特的儿子詹姆斯一世（Jakob Ⅰ.）虽然对天主教抱着同情态度，但一般都认为他是位新教信仰者。他主张改变严格按照日内瓦的加尔文归正教形式建立新教，而是要按照类似英国新教的形式在苏格兰建立新教。可是苏格兰人不喜欢这样做。就这样詹姆斯陷入了和苏格兰人的争端。另外，詹姆斯一世盼望着与西班牙和睦相处，不愿像伊丽莎白那样总是与西班牙人交战。但他这种态度又遭到英格兰臣民的厌恶，从而导致了与议会的不和。所以，詹姆斯一世无论是在苏格兰还是在英格兰都不能像伊丽莎白那样真正掌控国家。而对于反对者，他则惯于采取镇压手段。

詹姆斯一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查理一世（Karl Ⅰ.）。查理比他父亲坦诚，而且有不少亲信。但他也是不顾议会的反对一味推行自己的政策。他与一位信仰天主教的女人结了婚，而这一婚姻使他陷入了与议会的争端。于是他在1630年做出决定，不要议会参议执政。他宣称，建立议会的目的在于使用，而使用与否完全取决于国王的恩赐。他这种态度使得国王特权和议会权利之间的争端更为激烈。除此而外，查理一世还陷入了一种内部矛盾。本来由国王做教会的最高首领与教会的自主要求之间就存在矛盾。尽管没有发展到冲突的地步，但教会内部总有一些不让外人掌控的事情。另外，英格兰和苏格兰由于教会法规不同也不和睦。苏格兰比较倾向于由下而上的民主观念。英格兰和苏格兰虽不和睦但还不得不在同一位国王的领导之下生活。查理一世企图依靠忠君观念抵制议会的影响。尽管他本人并不信仰天主教，但他却在教会中有意扶植那些更接近旧的天主教僧侣等级制度的做法。在这﻿种状况下，议会着重强调议会权利与国王权利同样有着合法依据。然而，国王对此不予承认。讲到这里，我要说，查理一世与议会斗争的艰巨性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一方面，议会这个机构当时已经深入人心，但另一方面，对传统权力加以限制则是困难重重的。另外，法国的黎世留还在那儿对英国的国王反对派进行着煽动。正是由于以上的种种因素，终于爆发了那场在英国称之为反叛的可怕的冲突。

英国革命由四个阶段组成：一，反叛；二，共和体制的实行和克伦威尔（Cromwe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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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统治；三，复辟以及与此相关的斗争；四，1688年的彻底变革。

1637年，查理一世企图在苏格兰推行与苏格兰教会法规相对立的基督教礼拜仪式，导致了苏格兰人的反叛。这些苏格兰人受到法国的秘密支持。在这种情况下，查理一世首先需要赢得英格兰人的支持来反对苏格兰。他组织了一支反对苏格兰的部队，后来取得了一些进展并达成了和解，苏格兰人返回自己的家园，不过他们也对国王提出了自己的和解建议。英格兰人在这场斗争中看到了一个重返议会的时机。查理一世果真在1640年任命了议会。后来他在议会遭到了反对，于是重新解散了议会。同年他不得不召集了第二个议会。这就是后来所称的长期议会（das lange Parlament）。这个议会费了很大周折才组成。持各种主张的新教派别在这个议会里都有为数不少的代表。这些代表虽然对英国议会比较满意但并不满意国王的举措。还有一些代表则主张允许新教教会自由发展特别是主张新教进行改革。这些代表和苏格兰人有了接触。这一切都使得英国议会变得热闹非凡。到了1641年，国王﻿和议会之间的争端更加尖锐和无法协调，以至于最终导致了内战。

国王先是企图通过一种不完全合法的手段对议会拥有的权利加以限制。在这里我并不想说，国王的做法完全不合理，他的确是打破了法律，但是在法律中也存在许多不确定的东西。有一点是肯定的，查理一世国王的目的在于扩大国王特权以便使忠君风气重新赢得上风。而议会却在继续朝前发展，使得原有的宪法无法坚持下去。议会打算剥夺国王拥有的权力甚至包括国王对于军队的无条件的最高指挥权。在这种情况下，国王不得不做出了一定的让步。看来，国王一方面对于自己的权力要求过高，但另一方面又过于迁就。接着，国王和议会双方分别集结部队，多次征战。站在国王一边的有贵族和部分拥护现有宪法的人。而拥有民主意识倾向的人则全都站在了议会一边。然而，这种状况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因为无论是国王还是议会都没有获得明显优势。

正当此时，在议会组建的军队里出现了一个主张独立自主的派别。这个派别不愿再承认长老会的教会形式，他们对国王也不再感兴趣。议会和国王虽然围绕着国王权利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但迄今为止议会实际上只是要求给予宪法更多一点民主而已。与此相反，主张独立自主的这个派别则是要剥夺控制着教会和世俗国家权力的国王的全部权力，然后建立共和政体。正是这个派别赢得了优势并使得议会组建的军队得到新的活力。假如长老会继续占优势的话，是不可能发生这种变化的。长老会和主张独立自主的派别在战争中的表现也有区别。长老会传教士在战役中很起作用，有时甚至是这些传教士在指挥战役。而在主张独立自主的派别内部，军官本人就是布道者，他们直接向集结的部队布道。

主张独立自主派别的首领是奥利弗·克伦威尔。对于此人，还很难判断他对于宗教是严肃认真的还是一个伪君子。他成功地推翻了议会，同时把国王也弄死了。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闻﻿的事件。历史上虽然也有个别贵族出于不同原因被谋害，但王权却完全保持了神圣和尊严。而此时的英国，一个派别团体居然敢对国王作判决并将其斩首，确实史无前例。克伦威尔因此被称为不忠之徒的代表，看来不无道理。克伦威尔以英国庇护者的身份谋求国家的商业和海运利益，进而打败荷兰、占领牙买加并重新进行反对西班牙的战争。克伦威尔对外执行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能给英国人带来好处的政策。不过，对于国内事务，克伦威尔从来没有得心应手。根据经验，他认为无法与议会共同执政。他曾经四次任命、又四次解散了议会。最终他得出结论，必须建立彻底的军事政权。然而，国家很快就厌倦了军事政权。更何况克伦威尔的儿子完全没有能力执政，所以各地都纷纷渴望合法统治的回归，甚至要求无条件地把国王从流放地召回来重新登基。由此可见，英国人的忠君思想事实上并没有被消除多少。

就这样，英国王权的尊严又以从前的形式恢复了。对于查理二世（Karl Ⅱ.）来讲，真正的不幸是在于英国宪法里存在着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归纳起来主要是如下因素导致查理二世陷入难以忍受之困境：一，他打算转信天主教。他看出无法使英国的王权拥有全部权力，英国教会不习惯与作为国王的教会最高首领共患难，所以查理二世决定像路易十四那样依靠天主教教会的帮助执政；二，查理二世企图使王权独立于议会；三，查理二世的生活作风恶劣并搞裙带政治；四，缺乏资金；五，被迫接受其他大国的资金。议会决定把新教的排他性做法提升为一条重要的《宣示条例》（die Testak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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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这一《条例》任何人如果不宣誓放弃有关使化体（使圣餐的面包和酒变成耶稣的血和肉）教义的话，就不﻿允许担任国家职务。对此，国王查理二世根本无法加以阻止。

这个《条例》是否也适用于国王呢？在查理二世国王有生之年，这一直是他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到了17世纪末，英国形成了两个党派，辉格党和托利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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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者倾向于议会，后者拥护国王和教会。不过，这两个党派有一个共同点，都主张要有宪法。坚持要求王位继承人必须信仰新教的辉格党开始失利，因为查理二世的兄弟继承了王位，即詹姆斯二世（Jakob Ⅱ.）。而他是一个毫不隐瞒其天主教信仰的天主教教徒。

直到这时，政治问题终于明朗化了。一部分人认为詹姆斯二世的天主教信仰只是他私人的事情，不能允许他的信仰对国家事务发生影响。但詹姆斯二世却把在英国恢复天主教当作他的人生使命。他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解决与议会的关系问题。

詹姆斯二世面对英国的法规暂时采取了一种宽容态度。此举看上去相当明智，实际上却与英国法规相矛盾。连他自己也怀疑此举在议会能否取得成功。于是他进而宣布免受法规约束是王权固有的权利，一切事物最终都取决于国王本人。同时他还宣布，所有愿意信仰天主教的人包括军官和政府官员都可免除有关放弃使化体的宣誓。詹姆斯二世所宣布的内容立即引发了关于国王是否有权做出这种决定的争论，甚至导致宗教界、议会以至于整个国家都陷入了混乱。当然，风暴之所以来得猛烈，还受到外部事物的推波助澜。

此时法国的路易十四是如此强大，以至于欧洲其他国家都受制于他。路易十四和查理二世曾经缔结过联盟，确切地说，英国卷入内部纷争之后不得不容忍法国在欧洲大陆事务上的干涉。查理﻿二世之后的詹姆斯二世不顾议会的强烈反对，也和路易十四缔结了联盟。在路易十四的所有反对者当中，除了荷兰执政，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亲王（Prinz Wilhelm Ⅲ. von Oranien）之外，其他人都无足轻重。威廉三世在欧洲各地组成了一支反对派与法国国王对抗。威廉三世在英国也有许多追随者。这些追随者主要来自于民主力量。不仅如此，人们普遍担心国王的行为可能会重新激发曾经推动了克伦威尔统治的革命群众。就这样，詹姆斯二世首先遭到了贵族们的反对。由此看来，人们所说的法国和英国的革命其实是完全对立的两回事。法国革命是大众化的，而英国的革命本质上是贵族的，与现代革命概念根本不同。英国革命有意识地要阻止使革命如同在法国那样成为一种普遍的群众运动。这也正是英国能为其革命进行辩解的主要原因。

后来荷兰执政威廉三世亲王和英国贵族进行谈判，英国贵族们的目的在于废黜国王詹姆斯二世并委任这位荷兰亲王为英国国王。威廉三世果真应邀来到了英国。按说这位亲王本人在英国并没有什么权利可以维护，但他的妻子是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的女儿，而詹姆斯二世又没有儿子，所以，根据英国的法律，这个女儿有权继承王位。威廉三世看出，如果他到英国并和英国贵族结盟，那么他就非常有希望成为英国国王，并由此获得进一步对抗其主要敌人——法国路易十四的力量。从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对事物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新教观念，而是外交政策的考虑。不过威廉三世和他的妻子也面临着可能被英国民众赶下台的危险。威廉三世绝对不愿意看到民众的反叛，他要巩固经复辟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机制。让人意料不到的是，法国路易十四居然疏忽大意，对这一最终导致他毁灭的英国和荷兰的联合没有警觉，等到他发现，为时已晚。令人惊奇之处还有：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一世（Innocenz Ⅺ.）竟然同意这位新教大人物威廉三世到英国去。另外，德国的﻿贵族们特别是德国北部的贵族们也没有对这种根本性的变化提出异议。勃兰登堡的部队甚至还开进荷兰，以便保护荷兰，抵抗可能来自法国方面的进攻。

威廉三世1688年去了英国，与此同时路易十四的部队在普法尔次地区大肆蹂躏。詹姆斯二世没有勇气进行抵抗。当他看到一切都背离了他时，他选择了逃跑，当时竟然没有人阻挡他逃跑。他的对手甚至巴不得他逃走。威廉三世抵达英国之后立即组成了一个议会。议会坚持英国只允许拥有一位信仰新教的国王。至于到底由谁来继承王位的问题，开始的意见是让威廉的妻子当国王，但威廉宣称，如果是这样，他将返回荷兰家乡。于是，威廉最终得到承认登上了英国王位。这在历史上是个非常重要的事件。当年查理一世的死亡应归咎到狂热的偏激派头上，但民众的愤怒情绪却是涉及整个英国国家的事情，而且这种愤怒情绪继续存在着。

英国的托利党认为，国王的逃跑行为已经含蓄地宣告了自己的退位。但是辉格党则宣称，国王的行为打破了国家的规定，所以招致废黜。这是两种对立的观点。由于两派无法达成共识，所以两种观点都被载入了历史文件。

由此可见，英国有一项完全不同于法国的权力原则。在法国是绝对的君主政体；而在英国，国王是由议会选举出来的，没有议会的支持，国王寸步难行。

不久，英国和法国路易十四的战争就开始了。路易十四打算让詹姆斯二世重新上台。然而法国打了败仗。从这时起，英国的实力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路易十四不得不在1697年的吕斯维克（Ryswyker）和约中承认了威廉三世的合法性。就这样，颇具特色的第二个世界大国——英国出现了。

这时英国人又需要寻找一位信仰新教的王位继承人。威廉三世和玛丽的继承人是安妮（Anna），她是詹姆斯二世的女儿但却背﻿离了她的父亲。安妮1714年去世之后，汉诺威家族（das Haus Hannover）继承了英国王位。这是因为汉诺威家族和普法尔次有关系：普法尔次的弗里德里希五世（Friedrich Ⅴ.）和他的妻子伊丽莎白·斯图亚特（Elisabeth Stuart）的女儿索菲（Sophie）与汉诺威的选帝侯联姻了。由于普法尔次没有了直系的男性继承人，所以索菲对普法尔次的继承权就转移到了汉诺威家族。促使汉诺威家族成为英国王位继承人的是辉格党。而托利党则一直与詹姆斯家族保持着更多的联系。

形成这种状况的直接原因，是辉格党在英国的乔治一世（Georg Ⅰ.）和乔治二世时期一直占有优势。那时统治英格兰、爱尔兰和美洲的都是寡头政治。争夺王位的斗争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到了1760年乔治三世执政的时候，詹姆斯家族重新掌握了国家政权，托利党又重新开始发挥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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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王权在摄政时期以及路易十五统治下越来越衰弱，与此同时，英国的议会原则在世界上的威望却越来越高了。



［谈话］




马克斯国王：斯图亚特王族所犯的错误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吗？



兰克：查理一世比人们通常所描述的要好些。他至少还有关于王权的观念。他的主要错误在于摇摆不定。反之，詹姆斯二世就不同了。他对自己的整个社会地位判断错误，从而导致了他的不幸。假如他不在英国普遍引入天主教教义的话，何况这本来就不是他的任务，又假如他能够保留英国的法规等到时机适当再取消的话，那他将很有可能保住自己的王位。查理二世不讲道德也很不可﻿靠，他不如查理一世。他对王权概念简直是一窍不通。不过，他也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坏。假如人们指责他为路易十四卖力并从路易十四那里获取了钱财的话，则后一种指责同样也适合议会以及英国恶劣的民主主义者。查理二世突出的错误是追求享受。



马克斯国王：查理一世的目标也该受到指责吗？



兰克：是的。他的目标也是错误的。他要是和议会一起执政就好了。他不应该回避合法的事物。不过，他没有詹姆斯二世走得那么远。他没有想改变国家的宗教，也没有想直接取消议会，而只是宣称议会的召集是国王恩赐的事物。在后期，他甚至倾向于同意接受议会的权利，然而为时已晚。另外，查理一世在他的最后时刻以及在法官面前表现得比法国的路易十六要坚定得多。查理一世曾经这样问他的法官：你们是以谁的名义在此？当听到是以国家的名义时他回应道：请你们给我证据，给我一个先例能够证明你们代表国家。和查理一世相反，路易十六认可了他的法官。路易十六对王权的尊严缺乏清楚全面的认识，他不像查理一世那样是个有着深刻见解的人。






除了前面讲到的英国，第二个强势起来并反对法国的国家是俄罗斯。俄罗斯最早建立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后来被蒙古人占领。16世纪大侯爵们为了使俄罗斯从鞑靼人的统治下摆脱出来做出了很大努力。伊万·瓦西列维奇（Iwan Wassiljewitsch）是一位非常残暴的君主，他战胜了鞑靼人，占领了基辅。从此以后，俄罗斯的力量不断增长。留里克（Rurik）家族17世纪初就灭亡了，代之而起的是罗曼诺夫（Romanow）家族。这个家族成员早先当过神甫，拥有很高的宗教职权。俄罗斯很早就与西方国家有联系。当教皇制度在俄罗斯占统治地位的时候，西方的目的在于使俄罗﻿斯从希腊教会制度转向拉丁教会。到了彼得大帝（Peter der Große）时代，教皇权力已经不能再完全掌控欧洲，这一点对于俄罗斯十分重要，因为只有在这种形势下，像沙皇彼得大帝那样的君主才能不需要改变本民族的宗教信仰就能接受欧洲物质文化的因素。彼得一世是位罕见的精力过人的皇帝。他虽然非常残暴，但却相当开化。他在增强俄罗斯的过程中遇到的主要对手是瑞典。瑞典通过与法国的联系在欧洲北部影响很大。后来波兰也有了影响。当时的法国也想在波兰立足，甚至给波兰选派了一位国王。但法国的行为遭到其他大国的抵制。这些国家成功地将萨克森的选帝侯奥古斯特（August von Sachsen）推上了波兰的王位。然而不幸的是，这位国王却决定要改变其宗教信仰，并且总是和瑞典国王发生争端。这时的瑞典国王卡尔十二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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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并不倾向于战争，但渐渐地却在其他国家的进攻威胁下被卷入了战争。沙皇彼得不愿容忍瑞典的强势，于是联合丹麦和波兰国王共同攻打瑞典。不久爆发了所谓的北方大战（der Nordische Krieg）。在这场战争中，沙皇于1709年通过波尔塔瓦（Pultawa）战役的胜利终于赢得了俄罗斯的完全独立，并建立了俄罗斯的实力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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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大帝打败了瑞典之后又陷入了和波兰的冲突。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位被推上波兰王位的萨克森选帝侯奥古斯特被赶跑了，取代其位的是斯坦尼斯劳斯（Stanislaus Leszczynski）。于是俄罗斯人重新把萨克森选帝侯推上了波兰王位，从而控制了波兰。最后，沙皇成功地与普鲁士联手战胜了从土耳其返回的瑞典国王。就这样，俄罗斯通过对瑞典的决定性胜利以及其他一些略胜于土耳其的优势取得了在欧﻿洲北部的显赫地位。

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俄国势力增长的因素，可以得出如下结论：一，斯拉夫民族比日耳曼民族更拥护君主政体和更具献身精神；二，希腊教会从传统上看比世界其他宗教更主张君主政体；三，彼得大帝在俄国只从西方引入那些能够增进其臣民物质福利的现代文化。他唯一关注的是建立一支舰队和一支纪律严明的军队。至于欧洲文化的思想精神，在彼得大帝那儿是行不通的，俄罗斯人恐怕也没有能力接受。所以俄罗斯民族内部的道德状况一如既往，没有受到触及；四，彼得大帝在北方大战中战胜了瑞典人。瑞典人曾经企图摧毁经彼得大帝改良后的俄国，但没有成功；五，战胜波兰是使俄国能够得到发展的另一个因素。俄国在波兰赶走了法国的王位继承人斯塔尼斯劳斯，帮助维护受到法国反对派拥护的萨克森选帝侯在波兰的王位；六，最后要提及的是俄国在反对土耳其方面的进展。尽管彼得大帝对土耳其的斗争整体来说并不顺利，在普鲁特（Pruth）河畔甚至还遭到过失败，但却使那些迄今为止一直屈服于土耳其的人感受到了此前无足轻重的俄国沙皇的威力。尤其值得提及的是俄国女皇安娜·伊万诺夫娜（Anna Jwanowna）。她的一位将军是德国人，名叫明尼希（Münnich），是他首先在摩尔多瓦和瓦拉几亚打败了土耳其人。此时，基督徒也开始在土耳其扩大影响。另外，彼得大帝还幸运地打败了波斯人，在亚洲产生了重要影响。应该说，后来俄国一些皇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都是坚持了彼得大帝的事业。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两个德语大国的兴起。先讲讲奥地利的君主政体。当年法国波旁王朝的势力囊括了整个欧洲南部，这个强权搞的是罗马君主政体。当时的英国已经拥有了强大的海上实力，但在国内主要依靠新教原则。此时的俄罗斯在斯拉夫民族的基础上也发展成为一个难以摧毁的强国。自彼得大帝掌控俄罗斯﻿之后，欧洲须时时顾及俄罗斯的存在。德意志帝国位于奥地利、法国和俄罗斯这三个强大的大陆国家之间。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应该如何面对这三个当时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对立的强国。

还是让我们先回到奥地利。奥地利发迹比较早，在宗教改革时期就成了重要的国家。不过，奥地利的皇权比较弱。皇位的世袭领地不够稳定。当奥地利王族打算推行天主教的时候，新教早已渗透了进来。按说，奥地利在马克西米利安二世统治下应该能够作为新教等级制的国家得到发展，但他的王位继承人却是个坚定的天主教教徒，所以后来爆发了难以避免的斗争，结果自然使奥地利陷入了危险的境地。假如来自普法尔次的弗里德里希能保住他在波希米亚的地位的话，奥地利的权力就将发生改变。这样看来，掌控住奥地利的新教就成了重要的任务。事实上，是哈布斯堡家族完成了这一任务。这个家族在三十年战争中就已经掌握了世袭土地并赶走了新教徒。奥地利的势力逐渐得到加强。哈布斯堡家族在军事方面的力量也很强大。而从前奥地利的军事力量如同政治力量一样都很薄弱。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增强主要应归功于华伦斯坦（Wallenstein）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组成了奥地利的皇家部队。

奥地利影响日益增大的另一个原因是法国路易十四的侵犯和战争，导致德国的贵族与作为保护势力的奥地利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法国。其结果使得奥地利皇权虽然没有实现其天主教化的目标，但却在17世纪下半叶进一步增强了实力。

尽管如此，奥地利还是发生了与土耳其的战争。加上匈牙利的对抗，奥地利的形势又变得十分严峻。利奥波德一世（Leopold Ⅰ.）与土耳其进行了艰巨的战争。他本想在匈牙利也推行他的君主制，但匈牙利在土耳其和法国的支持下一直反对利奥波德一世。1683年，土耳其人联合匈牙利的自由战士（Tököly）和匈牙利的反﻿对派挺进到了奥地利。假如当时德国人不向奥地利提供援助的话，奥地利几乎就要亡国了。这时在奥地利周围结成了一个保护奥地利反对土耳其的联盟。许多德国诸侯特别是巴伐利亚参加了这个联盟。德国人主要是在奥地利军队中发挥作用。渐渐地，土耳其人的势力减弱了，而奥地利皇帝终于战胜了他的死敌——野蛮的土耳其人以及和土耳其人结盟的匈牙利人。当时，波兰人和俄罗斯人以及威尼斯人也对土耳其发动了进攻。在这种形势下，奥地利人以为不久就能够打到君士坦丁堡去。实际上奥地利人并没有真的打到君士坦丁堡。因为根据1699年在卡洛维茨（Karlowitz）订立的和约，土耳其人被迫放弃了匈牙利。奥地利皇帝在匈牙利推动了君主制的建立，不过并没有能如愿以偿地把匈牙利建成为一个世袭君主制国家。相反，他还必须保证匈牙利人的特权，以便使匈牙利人一旦需要就能上战场打土耳其人。

这时，在西班牙爆发了争夺王位继承权的战争。奥地利企图获得对于西班牙的合法继承权，但没有完全如愿，结果是从法国人手里获取了西班牙属下的一部分重要地区，即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岛。后来奥地利又失去了这两个地方，转而获得米兰和从前西班牙占领的荷兰（1713年）。到了这个时期，奥地利的国家实力地位才真正形成了。我认为，奥地利没有能够全部继承西班牙这个君主制国家对于奥地利来讲倒是一种幸运，因为奥地利实际上并没有能力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君主政体。就连失去那不勒斯和西西里，对于奥地利来讲也不是什么大的损失。因为否则的话，奥地利的扩张趋势也太明显了。而拥有米兰，对于奥地利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米兰距离奥地利首都很近。拥有荷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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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使得奥地利获﻿得了比其他大国更有利的地位。

在大国势力的变化过程中，天主教和君主制一直幸运地按照一定的规则发挥着作用。奥地利与德国休戚相关。德国为奥地利帮的忙远远多于奥地利为德国做的事。在荷兰问题上，奥地利一直与法国有争端。后来奥地利不再拥有荷兰，这个争端才随之消失。奥地利与法国的结盟可能性也因此增长了许多。不过，两国在同样涉及利益冲突的意大利问题上倒是一致的。

我们看到，奥地利也面临着颇具危险性的王位继承权之争。奥地利的一位公主继承了王位。这显然违背德国的法规，但鉴于奥地利的强大，德国人也就不想去打破奥地利的君主政体。奥地利王位继承权幸运地解决之后，充满活力的洛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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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族代替了哈布斯堡家族。玛丽娅·特蕾西娅（Maria Theresia）登上了王位。

奥地利的大国地位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到了非同寻常的地步，其影响扩及意大利、德国和东方国家。奥地利的地理位置具有特殊的意义。另外，奥地利是由不同的民族所组成，但人们主要关注的是这个国家的实力，而不是其民族状况。1848年，奥地利曾经濒临灭亡。但如今的奥地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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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强大。



［谈话］




马克斯国王：我常听到有一种说法，彼得大帝把俄国建成为欧洲强国没有给俄国带来好处。某些人认为，俄国如果作为亚洲强国会更符合俄国的利益。



兰克：如果是将西方文化移植到俄国去，那么这种努力将是无意义的瞎折腾。但是，难道彼得大帝应该容忍卡尔十二﻿世的进攻吗？如今的俄国完全是建立在我前面所讲过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之上的。彼得大帝为了使俄国强大起来没有其他的选择，他必须做他所做的事情。假如彼得大帝把他的主要注意力放在了亚洲，那么俄国只会成为一个野蛮人帝国。



马克斯国王：彼得有能力实现他的方案吗？



兰克：彼得是个残暴的人，但同时是个天才。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和伟大的思想。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就可以看出一些。他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一定要使俄罗斯成为一个世界强国。波罗的海（Ostsee）过去属于德国、荷兰和瑞典；俄国不在其中。是彼得大帝使俄国和波罗的海联系起来了。同样，出于对俄罗斯未来地位的考虑，彼得大帝也特别关注黑海和里海以及对于波兰和土耳其的征服。当今俄罗斯皇帝关注的是如何保持住俄罗斯目前的地位。




［第19讲，1854年10月13日］



如果要对前面叙述过的君主政体的特点进行简要总结的话，则必须指出，这些君主政体大多是建立在罗马-日耳曼民族所拥有的古老的历史基础之上的。还要补充指出的是，西方基督教之所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传播是由于将俄罗斯纳入了自身的范畴，这里的关键在于西方国家的发展趋势（die Tendenz）对于物质文化的巨大作用。当时俄罗斯一方面遇到的是在欧洲南部的强大的法国波旁王朝的君主政体，另一方面是作为海洋驾驭者的英国；而俄罗斯则位于旧世界的中心、拥有欧亚两个大陆的辽阔疆土；这些大国相互影响、相互制约。这一切不仅对于奥地利而且对于德国都有着重要的反作用。君主制-天主教的力量在奥地利重新变﻿得十分强大。皇帝仿佛又成为德国最强大的王侯。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与奥地利原则相对立的普鲁士原则。

普鲁士是在勃兰登堡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勃兰登堡本来力量很弱，以至于当各诸侯需要进行选举的时候往往将勃兰登堡排除在外而只吸收法兰克诸侯国安斯巴赫（Ansbach）和拜罗伊特（Bayreuth）参加。那么，这时的勃兰登堡为什么能够首先在财政方面获得了一定实力呢？答案是通过宗教改革。勃兰登堡曾经由于存在许多主教管区和各种宗教优先权而力量分散。通过宗教改革使得这些管区和宗教优先权受到了控制。在处理这些问题方面，勃兰登堡与英国人的关系比与德国人的关系还要密切，他们没有花费多少力气就成功地与主教联合推行了宗教改革。不过，当时勃兰登堡虽然实力有了增强，但即便是在德国北部仍然发挥不了主要作用。在政治方面，勃兰登堡所起的作用大致和萨克森相当，事实上双方也常常在政治方面携手共事。

后来勃兰登堡获得了较大的扩张，16世纪末通过家族关系与东面的普鲁士以及西面的克莱弗（Cleve）和楚贝赫（Zubehör）联合了。普鲁士是古老的骑士团邦国。宗教改革的时候阿尔布雷希特（Albrecht）是德意志骑士团的首领。他为了改信路德教不得不将普鲁士置于波兰的保护之下。阿尔布雷希特的家族是霍亨索伦（Hohenzollern）王族的法兰克分支，获得了对于克莱弗的部分继承权。另一方面，他与生活在勃兰登堡的霍亨索伦王族的堂兄弟们也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当普鲁士的公爵去世之后，阿尔布雷希特在勃兰登堡的堂兄弟们不仅拥有了普鲁士的公爵领地，而且还拥有了克莱弗，这样就使得勃兰登堡既能向东又能向西扩张。不仅如此，勃兰登堡还和西面的德国和法国有了接触。当时的德国皇帝自然没有兴趣承认这种状况，但他也没有能力对此加以改变。从他内心来讲，他倒是希望普鲁士重新成为一个骑士团邦国。

﻿在有了上述的种种准备之后，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Friedrich Wilhelm）登台了。不过他的处境并不安全，遭到一直想拥有勃兰登堡并已经占领了波莫瑞（Pommern）地区的瑞典人、法国人、德国皇帝以及其他帝国阶层势力的夹击。但这人很有勇气和智慧，而且有一个原则态度，即从不中立，总是明确支持一方或是另一方。他有意识地把前波莫瑞（Vorpommern）割让给了瑞典，从而赢得了马格德堡（Magdeburg）、明登（Minden）和另一些主教管区。这样他就能够从勃兰登堡边地侯领地出发向德国中部扩展，同时将克莱弗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

弗里德里希·威廉还和对于克莱弗也有领土要求的普法尔次-诺伊堡（Pfalz-Neuburg）达成了协议，从而保障了在德国中部的实力。到了这个时候，勃兰登堡的面积扩大了许多，主要由三部分组成：东普鲁士、勃兰登堡以及马格德堡、克莱弗及威斯特法伦（Westfalen）的一些地区。这就是说，勃兰登堡的地盘从波罗的海一直延伸到了与法国交界的地方。勃兰登堡由此与奥地利一样成为德意志土地上最强大的一个邦国。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随后在东部的冲突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影响力。当时的波兰和瑞典长期以来争斗不断。1656年，瑞典的卡尔十世（Karl Ⅹ. Gustav）挺进波兰。弗里德里希·威廉采取他一贯的时而支持一方、时而支持另一方的原则态度，成功地先后赢得了瑞典和波兰对其普鲁士公国（Herzogtum Preußen）主权的承认。这种承认意义非凡。因为当时德意志的侯爵们都没有最高主权，全部从属于皇帝。随后弗里德里希·威廉又把瑞典人赶出了波莫瑞地区。他依靠组织精良的勃兰登堡义务兵（Miliz）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后来弗里德里希·威廉由于皇帝的干预和受尼姆威根和约（Frieden zu Nymwegen）规定的约束被迫归还了从瑞典获得的土地。可想而知，在这个问题上他是永远不会原谅皇帝的。不过，弗里德里希·威廉的名望以及﻿他的军事力量和军事方面的影响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过了军事占领本身。

大选帝侯弗里德里希·威廉的接班人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一世（Friedrich Ⅰ. ，又译腓特烈一世，俗称“红胡子”）。这位诸侯热衷宫廷礼仪，但同时也是一位机智的政治家。他的雄心不仅是当上公爵，而是要成为与欧洲各国最高首脑平起平坐的国王。不久他还真有了这样的一个机会，而他也非常机智地利用了这个机会。当时的利奥波德皇帝为了实现对于西班牙的继承权需要强有力的支持。弗里德里希一世立即赶在英国和其他国家宣布支持皇帝之前就向这位皇帝提供了帮助。而皇帝对此做出的相应的让步和承诺正是弗里德里希一世梦寐以求的权力地位，即成为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当上国王之后并不意味着他拥有了更多的独立权利，然而却极大地提高了普鲁士在欧洲的地位。另外，弗里德里希一世还通过参与西班牙王位继承权战争而获得了一块西班牙的土地即上格尔德恩（Obergeldern），这样的结果使得弗里德里希一世极大地巩固了他在德国西面的实力。这个时期勃兰登堡王侯的政策与奥地利并非完全对立。他们有时与皇权对抗，有时则利用皇帝的权威使自己的行动不受干涉。

弗里德里希一世的继任者是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 Ⅰ.）。这位王侯对其父亲的教养学识毫无兴趣。他相当粗暴，热衷权力。他几乎取消了他父亲建立起来的一切，把全部资金投入到军队中去。为了扩充军队，他把行宫费用减到了最少。他把庞大的军队拖入战场。他的军队对于他的公国来讲实在是太庞大了。他父亲给他留下了一支顶多是3万人的军队，而他在执政的27年之中使军队扩充到了8万多人。当时的大国奥地利的军队人数也超不过10万。为了与扩军相适应，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必须有一套好的组织机构，而这一点他也做到了。﻿另外，他重新从瑞典人手里夺回了波莫瑞的大部分地区。这里有着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俄国战胜了瑞典的卡尔十二世。与瑞典和波兰的共同矛盾将普鲁士和俄国联系在了一起。可以设想，假如普鲁士和俄国停留在以往的力量关系上的话，那么普鲁士永远也不会获得当时的重要地位。不过，从根本的原则上来看，普鲁士与俄国还是对峙的，这是因为普鲁士是个日耳曼国家，而俄罗斯是斯拉夫国家。

这种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一直保持到了18世纪中叶。这时发生了一个事件。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国王不顾自己的妻子是来自汉诺威家族的，在奥地利与英国的冲突中对奥地利皇帝卡尔六世（Karl Ⅵ.）提供了支持。当然皇帝事先做了一番争取他的努力。皇帝由于担心普鲁士进攻西里西亚（Schlesien），所以极力争取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站在自己一边。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根据克莱弗继承权一直对于利希（Jülich）和贝尔格（Berg）有领土要求。皇帝便在相关的秘密条约中承诺给予支持。就这样，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态度突然倾向了皇帝。当皇帝和法国人开战的时候，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甚至派遣他的王子去援助。在英国和奥地利的冲突中，他甚至和自己的儿子发生了争端。他的成年子女和英国的女王主张进行双重联姻：让普鲁士王子即后来的弗里德里希二世与一位英国公主联姻；而弗里德里希二世的一个姐姐则与一位英国王子结婚。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国王反对这种联姻。因为他担心英国的影响。但他儿子却朝着这种联姻方向做了努力，结果被他父亲派人抓了起来，还差点处死。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这样的做法完全是出于对奥地利利益的考虑。然而尽管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为奥地利做了那么多努力，奥地利皇帝卡尔六世后来却没有再顾及普鲁士了。贝尔格地区的归属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这一切使得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充满了﻿对皇帝的愤怒。他看透了所遭到的不公。他说，这里有人（指他的儿子弗里德里希）将会为我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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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740年，又相继发生了两个重大事件。该年5月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去世，10月奥地利卡尔六世皇帝也去世了。弗里德里希·威廉一世的儿子继承王位成为弗里德里希二世。这位国王很快显示出了他的君主才能。正当他面对父亲留下的庞大军队考虑举措之际，皇帝卡尔六世去世了，这正好为充分发挥他的才干创造了条件。奥地利的皇位继承问题引起很大争论。卡尔六世身前曾经克服阻力颁布了务实的国事诏书。根据这一诏书，他的女儿及她的来自洛林地区的丈夫应该继承皇位。欧洲大多数王侯也都表示过支持这一诏书。然而在卡尔六世去世之后，立刻有不少人提出了皇位继承要求。巴伐利亚的卡尔·阿尔布雷希特根据古老的德意志法律也直接提出了皇位继承要求。

这一切都在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预料之中。另外，法国为了波旁王族的利益也准备直接或通过其他方式干预即将发生的奥地利王位争夺战。普鲁士则要直接对奥地利提出权益要求。勃兰登堡从前有一位侯爵曾经执掌过耶根多夫（Jägerndorf），在三十年战争中被奥地利从那儿赶走了。当年普鲁士的大选帝侯就对于那个地方以及西里西亚的几处地方，例如利格尼茨（Liegnitz）、布里克（Brieg）和沃劳（Wohlau），向奥地利提出过赔偿要求，但都没有成功。因此霍亨索伦家族流行这样一种说法，即奥地利曾打压过普鲁士的合理要求。于是这时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就与他的大臣冯·﻿波德维尔斯（von Podewils）以及他的将军施威林（Schwerin）商讨，是在1740和1741年之间的冬季就把部队开进西里西亚呢，还是继续等待时机。

根据商讨的结果，弗里德里希二世于1740年12月开进了西里西亚，并且在欧洲的瞩目之下占领了这个地方。以信仰新教为主的许多欧洲城市居民把弗里德里希二世当成了救星。当然，占领一个地方容易，固守这个地方难度就大了。弗里德里希二世鼓动巴伐利亚选帝侯卡尔·阿尔布雷希特进攻奥地利并同时寻求法国人的支持。弗里德里希二世还承认这位选帝侯为波希米亚的皇帝，从而促成他后来被选为德意志皇帝。

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会容许巴伐利亚占领整个奥地利吗？肯定不会的。在和奥地利的奈波克（Neipperg）将军会晤时，弗里德里希二世就要求将西里西亚（Schlesien）彻底割让给他，作为交换条件他承诺不再控制生活在德国的法国人。弗里德里希二世也不想让阿尔布雷希特倒台，而是继续支持他当皇帝。因为弗里德里希二世的长远计划是要在德意志各诸侯国联合体的基础上建立起德意志皇权，同时皇帝也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这个联合体。

弗里德里希二世还主张让奥地利的地位与其他诸侯国等同起来，然而他很难实现这一主张。当玛丽亚·特蕾西娅从匈牙利来到奥地利之后形成了一股很强的力量。英国军队的实力在乔治二世的统率之下也大大增强了。所有这一切都导致弗里德里希二世陷入困境。于是，他不得不同意让玛丽亚·特蕾西娅的丈夫弗朗茨一世（Franz Ⅰ.）成为德意志皇帝。就这样，奥地利重新获得了曾经拥有过的举足轻重的地位。

不过，弗里德里希二世由于赢得了西里西亚而使疆域扩大了大约三分之一，加上他拥有一支极富盛名的强大军队，所以他就成了欧洲的一位完全独立的君主。对于这种状况，欧洲其他国家则﻿难以容忍。于是就爆发了七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法国联合奥地利和俄罗斯共同反对普鲁士。这真是一场令人绝望而又英勇的战争。战争中弗里德里希二世几次都差不多要自杀了。反普鲁士的强大联盟之所以能够形成有以下原因：法国企图像对待一个附庸国那样对待普鲁士，并企图迫使普鲁士进攻英国，但弗里德里希二世对此不予理会。这种态度当然激怒了法国国王路易十五。此后，路易十五一直称弗里德里希二世为叛逆者。路易十五个人品德和生活作风恶劣，但他却以宗教为借口反对弗里德里希二世。使用类似宗教借口反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还有俄国女皇伊丽莎白，而她本人则如同罗马皇后梅萨利纳（Messalina）一样，阴险、贪婪和放荡不羁。奥地利的玛丽亚·特蕾西娅倒是虔诚和规矩，但她充分利用了天主教教士们对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厌恶情绪。就是这样，三个国家联合起来将弗里德里希二世推向了对立面。

弗里德里希二世本人实际上也不可能严格以一位新教信仰者的身份出现，因为他属下有不少天主教教徒。他在宗教上的宽容态度偏离了当时的流行观念，也脱离了基督教的观念。不过，他相信上帝的存在，不否认灵魂的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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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的来讲，弗里德里希二世无疑是德国历史上伟大的政治家。他一直生活在历史的急流之中，面对风暴总能采取正确的措施。

1768年爆发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战争。与这场战争相伴随的是在波兰问题上的严重纠葛。最终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达成协议，由三个国家分别占领波兰的一部分土地。由此普鲁士君主政体的地位得到了增强。不过普鲁士一直把关注的重心放在东部，特别是在勃兰登堡。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战争目标从来都是坚守故土。普鲁士的一些偏远之地在七年战争中被俄罗斯夺去﻿了。在防卫莱茵地区方面，弗里德里希二世也没有做出过什么贡献。可以说，弗里德里希二世的军事行动只集中在一个较小的范围之内。

然而，正因为如此，普鲁士才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如前所述，普鲁士常常和奥地利结盟，甚至感谢奥地利给予了弗里德里希二世国王的尊严。但尽管如此，普鲁士和奥地利仍然存在利益矛盾。普鲁士坚持的基本原则也与奥地利完全不同。对于普鲁士来讲，弗里德里希二世的最大贡献是使普鲁士赢得了作为一个独立的欧洲侯国的地位。普鲁士拥有杰出的军事力量和其他国家所没有的卓有成效的行政管理。在地理位置方面，普鲁士也具有优势，普鲁士的君主政体中心距离奥地利较远。普鲁士与奥地利在基本原则上的对立在于，奥地利总是企图加强皇权，到处建立皇权，而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则是要不断削弱皇权、加强诸侯的力量。当约瑟夫二世（Joseph Ⅱ.）皇帝企图把巴伐利亚拉到自己一边的时候，各诸侯国才终于形成了一个诸侯联盟。弗里德里希二世企图在这个联盟的基础上建立统一的德意志，以皇帝为首，但皇帝也必须依赖这个联盟。这是弗里德里希二世一贯追求的目标。

就这样，世界上渐渐地形成了五个独立的国家，这些国家所遵循的原则各不相同：一，法国坚持天主教和君主政体的原则，但这一原则仍与等级制倾向有联系，实质是罗马制原则；二，英国坚持的是日耳曼-海洋事务原则和议会原则；三，俄国实行的是斯拉夫-希腊原则，即基督教的特殊形式东正教，同时与西方物质方面的发展趋势相结合；四，奥地利坚持天主教-君主政体-德意志原则；五，普鲁士则坚持德意志-新教-军事-行政管理原则。所有这些国家同时在一棵欧洲大树上成长。奥地利更多地是依靠一种持续而坚定的政策而不是依靠伟大的君主发展起来的；俄国可以说是由于突然出现了一位独特、伟大的天才而发达起来的；普鲁士则﻿是通过非常重要的君主们杰出的成就以及依靠一位国王的天才和努力发达起来的；英国的发展主要是通过议会；法国则是由于路易十四及其国家管理的功效而发展起来的。

上述这些国家在18世纪中叶渐渐地形成为大国。我们知道，在太空中同时有不同的天体持续不断地旋转运动，这些天体有时相互会合，有时相互偏离。与天上情况相同的是，地上的这些国家在这个阶段也从来不曾统一，它们总是独立地按照各自内部的动力即各自的根本原则发展着、变化着。——其中一个国家暂时可能会和另一个国家联系在一起，实际上每个国家都常常在寻求与别国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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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作为一个大国永远不会屈服于另一个大国的发展趋势。我在这里对于历史事件所作的描述并不是关于世界历史的结束语。下面就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崭新的历史阶段即革命时代吧。



注　释






【1】

 　伽利略17世纪受到教皇审判，只是因为他教授了哥白尼的学说。





【2】

 　高乃依（Corneille, 1606—1684），法国剧作家。——译注





【3】

 　马扎然（Jules Mazarin），法国红衣主教，曾担任法国首相，是黎世留的继任者。——译注





【4】

 　1648年缔结的结束三十年战争的和约。





【5】

 　这种系统地形成的控制后来被称为科尔贝主义（Colbertismus）。





【6】

 　我们的整个军事机构都可以追溯到路易十四。是他最早规定了统一的军队制服，连军衔名称也来源于他。





【7】

 　1598年法国国王颁发的保障胡格诺教派享有宗教自由的敕令。南特是地名。——译注





【8】

 　路易十四的君主政体理念与德国哲学家谢林的理念大体相同，主张贵族应该领导国家。但路易十四在实施其理念的过程中十分片面，以至于给君主政体带来极大损害。





【9】

 　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 1599—1658），英国政治家，在议会中反对查理一世国王并打败了国王军队。1649年处决了查理一世，建立军事独裁政权，进行了反对荷兰和西班牙的战争。——译注





【10】

 　英国1673年和1678年的一项法律，规定接受国家职务的人必须反对天主教的圣餐教义。1828—1829年取消了这项法律。——译注





【11】

 　辉格党（Whigs）是17世纪英国议会中的一个派别，19世纪成为自由党。其对立党派是托利党（Tories），即今天的保守党。——译注





【12】

 　乔治三世的孙女是英国的维多利亚（Victoria）女王。从她名字字母的组合上看，正好是辉格党和托利党的字母组合，亦即whig-tory。所以人们说，看来女王两个党都需要。





【13】

 　瑞典国王查理十二世（Karl Ⅻ.）在北方大战开始时获胜。1704年将斯坦尼斯劳斯（Stanislaus）扶上波兰王位。1709年在波尔塔瓦（Pultawa）战役中失败，结束了瑞典的大国地位。——译注





【14】

 　波尔塔瓦（Pultawa）战役结束之际彼得大帝宣告：“今天我们要为彼得堡奠基！”





【15】

 　后来奥地利不再想拥有荷兰。图古特（Thugut）大臣最热衷的计划是放弃荷兰以换取巴伐利亚。奥地利一贯的目标是与巴伐利亚合并。





【16】

 　如果拥有了洛林地区（Lolhringen），那么托斯卡纳（Toskana）也将根据次子继承遗产并入奥地利。





【17】

 　指1854年。





【18】

 　弗里德里希·威廉国王与其王子弗里德里希关系不十分融洽，但他看出弗里德里希天分很高，注意培养其良好的品德并要求他从小事做起。他想让其儿子成为一名彻底的军人。宗教方面他想让其儿子拥有和他相同的信仰，但弗里德里希却坚信加尔文的归正教。国王对其儿子要求非常严格。这正是这位王子的幸运。否则，王子日后就不可能会以军事才能和德行而闻名于世了。





【19】

 　弗里德里希二世在他姐姐去世时大声说道：“幸运的是我能再见到她！”





【20】

 　弗里德里希二世就曾经说过，他从来不能没有一个盟国。他在七年战争之后没有找到比俄国更为合适的盟国。





第八章　革命时代



为了描述这个以革命趋势为主的时代的特征，我先来分析这个时代拥有的各种不同元素：一，君主制趋势的形成和发展；二，北美洲革命；三，法国革命；四，拿破仑的世界大国；五，拿破仑之后的立宪时代。


君主制趋势的形成和发展


可以说，18世纪下半叶欧洲的主导趋势是推行君主制。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大国都拥有相当强的君主政体势力。我们还看到，一个国家推行君主制越是坚决，这个国家的实力就越强、也越有权威。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实行的君主制更是推动了其他国家为巩固自身而关注和推行君主政体。普鲁士的君主制对奥地利的影响尤为明显。奥地利玛丽亚·特蕾西娅的行政机构完全是仿照普鲁士建立起来的。特蕾西娅的继任者约瑟夫二世试图大力推行君主制原则，但他却因此和地方势力发生了分歧。这位君主本人从来没有耐心对事物进行透彻的了解，自以为发现了理想世界，在没有牢固基础的情况下突然接受了18世纪的哲学观念并大力加以实施，从而引起各个行省的不满和反对。

同样，在丹麦也出现了君主制倾向。在丹麦推行君主制的是﻿斯特鲁恩泽（Struensee）。


 

【1】





 瑞典的古斯塔夫三世（Gustav Ⅲ.）为了推翻贵族统治则发动了一场革命。君主制趋势影响到了整个欧洲南部。同时君主政体倾向还与当时的文学相联系。

法国文学中的哲学思潮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法国文学从来都反对贵族等级制的统治原则，相信君主制倾向，相信通过君主制能使事物得到普遍改进。法国文学起先并不主张无神论，而是有神论的。伏尔泰


 

【2】





 曾经宣称，宗教神职人员是君主政体的敌人，哲学家是君主政体的朋友。这就是当时的文学思潮。普鲁士弗里德里希二世、瑞典古斯塔夫三世和俄国叶卡捷琳娜二世等君主都赞同这一思潮。这种哲学观念也影响到欧洲西部和欧洲罗马语族地区，结果使天主教耶稣会会士遭到激烈的攻击。

如我们前面所提及的，法国波旁王族也在积极寻找巩固地位的办法。他们不愿再继续保持与罗马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正是由耶稣会会士促成的。当时的法国政府并不得力。各个党派都在竭力推销自己。正由于受到各个党派的制约，法国形势的发展没有像在其他国家那样导致激烈的暴力冲突。在法国哲人派和天主教派是两个相互对立的派别。哲人派不断谴责天主教耶稣会。但天主教耶稣会在法国是个分布甚广的宗教组织。该教会为了战胜新教改变了以往做法，转而充分利用学校课堂传播宗教理念。

耶稣会会士遭到谴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世界各地所从事的红火的商业活动。由于突然出现了破产事件，人们就将破产事件归咎于整个耶稣会。事件一直闹到了高等法院。就这样，耶稣会会士渐渐地遭到舆论的谴责。耶稣会会士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命运也和在法国差不多。葡萄牙主张君主制这个世纪观念的最高执政官庞巴尔（Pombal）率先起来反对耶稣会会士。紧接着在西班牙的波旁王族、法国和意大利也都起来反对耶稣会。教皇克雷芒十四世（Clemens ⅩⅣ.）被迫于1773年废除了天主教耶稣会。耶稣会作为整个欧洲大陆兴起的君主政体观念的牺牲品而告失败，最后甚至连教皇也不得不对君主政体做出让步。



［谈话］




马克斯国王：除了君主制趋势之外迫使天主教耶稣会屈服的实际上是不是无神论趋势呢？



兰克：无神论趋势的提法言之过重。是哲学趋势使得耶稣会会士成为牺牲者。哲学趋势是赞同君主制的。而君主政体也需要压制耶稣会的力量，因为耶稣会已经强大到有时甚至违抗当权者的意志了。从下面的事件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葡萄牙和西班牙缔结了有关交换在南美洲某些土地的条约，而耶稣会则抗拒这一条约。再则，耶稣会从根本上就反对某些代表着君主政体原则的人物。当法国的舒瓦瑟尔（Choiseul）打算联合各种力量对抗英国的时候，耶稣会则表示反对。君主制趋势已成为主宰，无须再顾及罗马教团首脑的态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在迫使耶稣会屈服方面发挥了作用。



马克斯国王：耶稣会在国家内部事务方面也持抗拒态度吗？



兰克：葡萄牙的约瑟夫国王遭到枪击，最高执政官庞巴尔不管有理没理就将这一谋杀责任推给了耶稣会会士。当西班牙规定限制戴宽边帽沿的帽子和所谓西班牙大衣等着装的时候，不少居民都表示愤怒和反对。据说，在居民愤怒的背后有耶稣会会士的参与。简言之，耶稣会会士几乎对所有的国家原则都持异议，甚至反对政治方面的革新。不过，归咎于他们的大部分罪行并没有加以证实。



马克斯国王：有没有出现过耶稣会会士与那些给他们自己祖国带来不利和危险的外国势力有联系的情况？



兰克：过去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没有再发生过这种事情。耶稣会会士很有适应能力。开始他们与西班牙人结交，后来他们顺从了法国国王。他们很清楚自己的利益。






如上所述，在所谓的启蒙时期还谈不到共和政体和自由主义，而是继续进行着反对贵族统治和教士统治的斗争。当然，这些斗争使整个欧洲都陷入极大的动荡；这是因为，当时在欧洲等级制度及贵族统治仍然强大。德意志大部分邦国就依靠这种制度，而奥地利帝国本来就建立在主教管区基础之上。


北美洲革命


在这个新世界里，为什么会出现另外一种势力呢？这种势力先是出现在什么地方的呢？这种势力首先是在美洲形成的。这是因为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脱离了英国。接着的一个问题是：在这个脱离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观念是什么？这种思想观念对于欧洲又有什么影响？

我们知道，英国依靠日耳曼-海洋原则以及议会原则发展成了一个大国，英国利用在北美洲的殖民地与更早的西班牙殖民地对抗。但英国的大部分殖民地都是由英国的反对派，通常是那些被占有主导地位的英国圣公会开除的教会派别、天主教教徒和新教教徒建立起来的。

迁往北美洲的移民发展得很快。正是依靠他们的帮助，英国﻿人于18世纪占领了此前为法国占领地的加拿大。


 

【3】





 于是日耳曼-新教原则在北美洲也占据了优势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是一种英国新教方式的殖民地化，在某种程度上，是与母国（英国）对立的。在殖民化面前，北美洲当地的土著居民全部撤退了。英国辉格党原则在英国占主导地位的时候，北美洲的情况是好的。但后来乔治三世执政推翻了辉格党，设立了一个由托利党组成的新内阁。而这个内阁对殖民地事务不熟悉，与北美洲各殖民地最高当局的联系也不像以前那样紧密。

新内阁打算恢复受到严重损害的英国财政。为此目的，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向一直很兴旺的北美殖民地征税。如果作为国王的乔治三世能像当时其他君主那样处理与殖民地关系的话，北美洲殖民地本来是有可能服从税收要求的。然而，乔治三世完全站在议会一边，规定所有税收首先必须要经过议会审批。于是北美人提出了一项原则：议会只能批准议会所代表地区的税收，而北美各殖民地在议会中并没有席位，所以议会也就无权审批这些地区的税收。很明显，北美各殖民地反对增加税收。由此而产生的矛盾实际上针对着国王的权力和议会宪法。北美人强调，根据议会的根本原则，任何人都不允许被迫地、不加考虑地交出自己的财产。就这样，引起了一场关于宪法基础以及宪法代表性的争论。北美人坚持自己的观点。而国王和议会则达成了一项共识，即北美各地区从法律上来讲必须承担纳税义务，至少是茶叶和玻璃等商品的对外销售必须纳税。然而，开始认识到自身力量的北美人反对这一政策。他们紧密团结起来力争进一步摆脱英国人一直强加给他们的贸易限制。

﻿这时英国人已经占领了东印度的大部分领土。通过东印度公司，英国人比过去更容易得到好品质的茶叶。英国人给茶叶定了价格，并规定这一价格不得上涨。他们用船把茶叶运抵北美，要求北美人必须按照定价购买茶叶。这种做法很快点燃了北美人的怒火，引发了著名的波士顿倾茶案。这一事件成了北美人公开反抗的第一幕。反抗行动自然引起英国当局的不满。国王决定封锁波士顿港口，并采取暴力将北美人重新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国王和议会加强了联合。于是从这时起，北美人的反抗运动不仅直接针对着议会而且也针对着国王。北美人只赞同英国宪法中受人欢迎的原则。

1775年，战争爆发。假如北美人继续置于英国的统治之下，那么北美人将无法指挥这场战争。正当此时发生了值得纪念的、对于世界历史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这就是北美人突然表现出了共和政体倾向。他们不像荷兰人那样在荷兰保留贵族执政的形式。确切地说，北美人认为他们作为个人不再受英国法律的约束。他们抓住了英国宪法中对他们有利的一些观念，根据这些观念，每个人都有权利反对一个在他看来并不代表他利益的政府。

从这种对于代表权的认识到共和制只有一步之遥。事实上，北美人也在迈向共和制了。在这种情况下，英语民族的两个实体之间发生了斗争，实际上是保王倾向与民主倾向之间的斗争。但这两种倾向都是扎根于英国宪法的。

假如仔细观察事情的发展，那么就不能得出结论说，英国国王及其议会完全没有道理。我就很少说英国查理一世（Karl Ⅰ.）不公正。假如双方都不是狂热地坚持自身权利的话，事情本来是能够相当好地得到调解的。至于美国人是否仅仅是依靠自身能力坚持下来的，则十分令人怀疑；实际上美国人得到了欧洲波旁王族国家特别是法国和西班牙的支持。

﻿法国和西班牙在海洋事务方面与英国有着原则上的矛盾。他们在七年战争中都受到英国的极大损害。所以这两个国家都想消除英国的优势。为此，他们利用盎格鲁-撒克逊这个大民族内部发生争端的时机站在了北美反叛者的一边。这两个国家在情绪冲动之际完全没有考虑到，其实各个国家的政府都是建立在正遭到北美人攻击的相同的原则基础之上的。1776、1777和1778年北美人曾经濒临毁灭。北美人是依靠法国人从海上、从陆地以及财政上的支持再加上法国出于对英国的仇恨而派出的志愿援助部队的帮助才坚持了下来，最后通过凡尔赛条约，获得了对于北美独立的承认。

就这样，北美人脱离了英国的立宪原则，创建了一个以每一个人的个人权利为基础的崭新的共和政体。于是在世界上产生了一种新的力量，同时，与之相适应的代议制的思想观念也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开来。

就这样，在这个罗马-日耳曼原则的世界上出现了共和政体趋势。君主政体应该将这种状况归究于乔治三世大臣们所犯的错误。



［谈话］




马克斯国王：英国宪法是否包含着共和政体的原则（das repubhkanische Prinzip）？



兰克：不能直接这样讲。诚然，宪法为共和制铺平了道路，但君主制也是由立宪产生的。



马克斯国王：英国宪法确实表述了有关必须以一定方式代表所有臣民这一原则吗？



兰克：在英国宪法中没有明确表述。假如这一原则是得到普遍承认的话，那么英国本土就应该首先对其议会宪法进行改革，因为在英国国内有一些大城市在议会中根本就﻿没有代表，而某些衰败城镇却仍然有选举权并向伦敦派遣自己的代表（die rotten boroughs）。所以，所谓代议制更多地是一种法律上的杜撰。按说美国人完全有权获得这种代表权。从争端进程来看，英国也曾有意给美国人全部宪法权利，然而美国人不接受。






北美共和政体之所以能够建立起来的原因在哪里呢？是在于：一，迄今为止的君主政体的影响在北美已经被消除。在北美内部不需要再进行斗争。整个社会可以保持现存的一切，只需将国王派来的总督及其下属撤职，改选他人。二，北美发生的第二个变化在于，北美各殖民地联合成了一个唯一的整体。对于为这种变化做出贡献的人士甚至给予了一定荣誉。就这样，这个新建立起来的联合体得以顺利发展，并对欧洲产生了极大影响。

当时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北美的政府形式最完美。因为在欧洲，臣民必须俯首听命，但在北美，唯有人才有其价值（So habe dort allein der Mensch seinen Wert）。过去欧洲人普遍认为君主政体最懂得体现民族的利益，而现在则出现了民族应该进行自治的理论。

直到此时，代表权理论（Repräsentationstheorie）才体现出了其全部意义，因为正是根据这一理论建立起来了一个国家。此后所有革命的努力目标统统都在于建立共和制的国家。年轻的共和政体通过那一代人的传播以及来自欧洲源源不断的移民而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以至于使北美人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民族之一，而这个民族恒久地影响着欧洲。北美洲所发生的革命比以往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一场革命都要伟大。这场革命是对以往原则的彻底颠覆。从前人们相信国王受到上帝的恩赐，一切都绕着国王转。而现在则出现了权力必须自下而上体现民意（Die Gewalt müsse von unten aufsteigen）的原则。旧的等级制度与现在的宪法身份的区别也正﻿是在这里。

以往的等级制度与王权相类似，是以某种继承权为基础的；而现时代的各阶层则脱离了这种状况。这两种原则是相互对立的，犹如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而现代世界正是在这两种原则的对立冲突之中发展起来。直到此时，欧洲还没有产生这两种原则之间的对立，后来，这种对立终于在法国革命中爆发了。


法国革命


法国发生了君主制与延续至此时的等级制和贵族权利之间的争论。起先，这种争论并没有与我们刚才所讲述的代表权理论相联系。路易十四的君主制中途遭到失败，他之后的继任者们由于自身的弱点导致在国内形成了强大的派别集团。不过，法国仍然坚持着君主政体的原则。路易十五在其执政末期甚至还在君主政体的轨道上迈出了一大步。18世纪，特权等级制度在与君主的斗争中变得强大起来。神职人员和贵族阶层主宰着一切，而市民阶层则遭受压迫。政府的资金总是紧缺。路易十五下定决心改组各高等法院，后者是享有一些政治权利的司法机构，它们似乎还以特权的代表者自居。路易十五将各高等法院驱逐出城，他实施了新的法院组织法，剥夺了各高等法院的政治权利，使之成为仅仅拥有法院功能的机构。

恰恰是在这个时候，路易十五去世了，他的孙子继承了王位，即路易十六。路易十五虽然实施了一些君主制意义上的举措，但他的实施手段充满敌意，人们看不到君主制原则的行动，而只是某些党派的活动。路易十六认为，他必须通过一种善意的行动来为他的执政创造良好的开端。为了赢得高等法院的支持，他重新恢复了后者以往拥有的权利。但是这样一来，各高等法院也就重新﻿拥有了反对国王的命令并保留自己特权的权力。就这样，路易十六给自己的整个命运都带来了磨难。他的良好用意及其追求完美的愿望促使他进行了某些改革。然而，他这样做的结果反而不断遭到各高等法院的反对。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大臣杜尔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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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取了一系列改良措施。

路易十六参与了美国战争。他希望能够打败英国人。一大批法国人去了美洲。这种做法产生了两个作用：第一，这些去了美国的法国人普遍认为，与北美情况相比自己国家的状况实在是太糟糕了。他们认为，只有美国人才真正拥有了自己的权利；第二，这时法国的文学有了另一种方向。18世纪下半叶，在哲学领域是唯物论趋向占优势。比如狄德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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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哲学家，他们既不相信上帝也不愿再听从国王。他们向往另外一种共和体制。北美洲的共和政体毕竟包含着一些理想的东西。不过，法国的唯物论哲学观念更多地是在追求自由自在和不受束缚。

就这样，路易十六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一种与王权对立的发展趋势，同时他由于政府资金紧缺必须对财政进行变革。

事实上法国通过参与美国战争虽然使其海上力量有所增强，但却陷入了极大的财政困境。以高等法院和特权阶层为一方、以哲学家和思想家们为另一方的两大派别不断地与贵族体制及等级制度作斗争，致使法国内部走向瓦解。政府看到局势的危险，不得不采取措施加以改变。政府做了什么呢？受到哲学思想渗透的卡隆（Calonne）大臣于1787年决定委任一批有名望的人士对税务法规进行修改。但是，按照合法的程序应该召集由僧侣、贵族和市民﻿（资产者）组成的帝国三级决策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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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卡隆没有按照合法程序办事，结果没等这位大臣带着他的一系列重农主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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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现，他就遭到名流们的激烈反对。这些社会名流宣称，他们无权批准税收。不久卡隆大臣被赶下了台。他的继任者是作为首相的布里埃（Brienne）大主教。他提出了一些较为明智的建议，名流们接受了他的部分建议，但同时提出了保留条件，即日后所有建议都必须提交给巴黎高等法院。

在法国我们可以观察到如下的程序：如果政府要颁布新的财政税收法令，必须先提交给巴黎高等法院进行核实审批，然后才能收缴税收。但巴黎高等法院原则上是反对任何税收变化的。而贵族阶层则乐于抓住每个有利时机限制王权。最终则是反对派出来宣称，巴黎高等法院也根本无权批准税收，为此必须召集全国性的三级会议（die Generalstände）。

反对派这一要求使政府陷入难堪境地。于是政府寻找各种托词，企图回避这个要求。这是因为召集这样的全国性的三级会议无疑会使王权受到限制，导致产生一个有限的君主政体。权衡再三，政府宣称将在四年之后召集全国的三级会议。然而贵族阶层则坚持主张三级会议必须立即召集，否则永远不会再有机会与政府并肩共事。

本意不想要三级会议的政府如何召集这种会议呢？三等级是指贵族、教士（僧侣）和市民（资产者）。教士等级什么都不让改变，贵族等级态度也基本如此，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为了保护王权，﻿认为应该给予第三等级即市民等级比以往更多的代表名额，而且要使第三等级如同其他两个等级加在一起那样强大。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才能抵御其他两个等级。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讲，政府的这种看法又是很危险的。要知道，共和政体的思想恰恰是扎根于第三等级的。市民们对其他两个等级早就极为不满。形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所料，不久就出现了大的骚乱。

这时候的内克（Necker）大臣宣布，1789年5月召集三级会议，第三等级拥有的代表名额将是其他两个等级代表名额之总和。由此看来，政府在某种程度上与美国的新观念联系起来了，连内克大臣本人对此都感到吃惊。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政府甚至还公开要求民众发表对法国宪法的修改意见。这种举措的结果则使国家陷入了更大的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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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这种状况下三级会议于1789年如期召开了，但人们并不知道会议将会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也不知道会议将如何进行表决：如果按照代表人数表决，无疑第三等级将占优势。如果按照等级表决，则对贵族和僧侣有利。内克大臣没有勇气就表决办法做出决定。

会议伊始就在核实代表权的问题上陷入了分歧。是共同进行核实还是在每个等级内部进行核实呢？国王认为，三个等级应该暂时相互联合，然后再提出一个建立在两院制基础上的宪法。然而，即便是这样一种暂时的联合也实现不了。米拉波（Mirab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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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第三等级的名义声明：我们是人民的代表。没有人能向我们发号施令。但我们愿意和国王签订一个契约。

﻿其实，混乱的根源在于国王路易十六。是国王将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扩大了一倍，以便他们能够支持国王。不久国王也对自己的这种做法感到了恐惧。面对第三等级的态度，国王甚至考虑要站到特权等级一边去。就在这时，第三等级如同在美国所发生的情况一样立即发表声明，他们反对等级制，同时也反对国王。紧接着就出现了著名的惊人事件——受第三等级代表鼓舞的巴黎市民纷纷涌向凡尔赛逼迫国王到巴黎去。在巴黎人们几乎把国王当成了俘虏。此时国王紧急告知贵族们必须立刻与第三等级联合。就这样，第三等级即市民阶层终于实现了自己的主张，即对三级会议上的每一个问题都必须按照代表人数进行表决。

上述所发生的事件使得彻底改变一切现存秩序的时机成熟了。从这时起关于代表权的理论以及关于权力必须自下而上体现民意的观点占了上风。在这些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并联合在一起的人士着手在新观念的基础上制定法国的宪法，当然是与现有宪法完全对立的。不过，法国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必须比北美人做出更多的努力。在北美只需要赶走少数几个官员，再选出几位取而代之就行了。但在法国，传统的罗马-日耳曼国家概念是根深蒂固的，必须将旧的国家机构全部加以清除才行。这是一种对美国人观念的抽象化，并不是现实。这一切都发生在君主制与贵族统治的两种势力斗争的白热化阶段。可以说，法国国王在这种时刻的迁就是极为错误和灾难性的；同时，这也是那些总是在不停地进行种种谴责的人们的不幸。后来，国王的妥协终于导致了制宪会议。

我在前面已经指出过，自下而上建立国家的思想理念是如何从美国传到欧洲的、美国共和政体的概念又是怎样在欧洲特别是在一个曾经处处都起示范作用的国家扎下根的。就是在这种状况下，法国召开了制宪会议。在这个制宪会议上要制定一部宪法，根据这一﻿宪法，王权应该与其他权力要素并列。不过，实际上这一切并不能持久。因为在君主制原则受到削弱的同时，共和政体的原则还没有完全产生出来。不久，雅各宾派就在制宪派中发展起来了。雅各宾派坚定地要贯彻人民主权和权力自下而上的思想（die Idee der Volkssouveränität und der von unten aufsteigenden Gewalt），结果导致全体民众的狂热，人们不顾一切地要求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Freiheit, Gleichheit, Brüderlichkeit）的政治理想。

就这样，一步一步地终于使路易十六遭致废黜，甚至被处死，最终，共和国宣布成立。在这期间，法国还对德国进行了一场战争。战争的起因是法国人要把政治革新（politische Neuerungen）引到阿尔萨斯去。但是，在那里，掌权的德国诸侯们则依据帝国法律加以抗拒。开始德国诸侯联军的力量太弱，战争失利，随后他们增强了力量对法国构成了严重威胁。这时法国恐怖派的力量发展起来了。恐怖活动破坏一切，亵渎宗教，把最冒险的活动奉若神灵。谁要是稍稍流露出对于主导思想的不满情绪就会遭到嫌疑，而仅仅是出于嫌疑就可能被送上断头台。最终，那些通过恐怖手段而占领了国家的空想家们以及那些代表着当时主导思想的野蛮狂热分子当上了首领。不过恐怖活动至少有一个后果，那就是使得那些得以逃脱狂暴统治的人急忙赶往边境，在那里，他们怒火冲天地与法国的外部敌人打了起来，以至于使人们根本不会想到波旁王族的复辟。



［谈话］




马克斯国王：路易十六主要错在哪里？



兰克：路易十六的错误不是心灵的错误，他的意图挺单纯，他并不想削弱自由，其实他愿意给国民权利。但是他的政治错误极其严重：一，他恢复了各高等法院；二，他投入了美国战争；三，他让他的夫人发挥了那么大的影响，特别﻿是在派遣大臣问题方面；四，他走得太远了，他把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扩大了一倍，而当第三等级的力量强大起来并且不再听从他意愿的时候，他又感到害怕并转而反对第三等级。



马克斯国王：路易十六不是由于国家财政困难才不得不推行了人民代表制（eine Repräsentation des Volkes）吗？



兰克：他召集高等法院以及打算立即进行改革，这些都用不着加以指责。但他不该号召民众发表关于宪法修改的意见。他将措施提交全国三级会议讨论之前应该恰当地做些组织工作。当然，采取一些措施是必要的，但他应该从君主制立场出发更多地按照议事规程办事。



马克斯国王：假如路易十六颁布了一部君主制宪法（eine monarchische Verfassung），他能继续执政吗？



兰克：他要是不召集三级会议，至少是没有把第三等级的代表名额扩大一倍的话，还是有可能的。他主要的错误在于根本没有利用扩大了一倍名额之后的第三等级。



马克斯国王：路易十六看过英国查理一世的故事，却日复一日地采取与查理一世完全相反的措施。这是真的吗？



兰克：这种说法不对。路易十六直到在监狱里才读了关于查理一世的故事。



马克斯国王：根据什么法律原则审判了路易十六？



兰克：主要控告他是国家的叛徒，控告他与外国势力勾结阴谋反对国家。而查理一世主要是被指控损害了国家利益。







拿破仑时代


形势发展到了这个地步之后，共和派无法再长久地执政下去﻿了。一些温和派推翻了恐怖体制。这派人士在政治观念上走得相当远。接着成立了督政府（das Direktorium，又译五人执政内阁）。不过，这个督政府也坚持不下去，因为支持这个督政府的国民公会（Nationalvertretung）总是不能稳定。按照宪法的规定，总有三分之一的代表要退出议会，但要在一定时期之后重新补选。督政府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没有好运。1798年奥地利、俄国和英国结成了新的联盟。这个联盟与法国在巴黎和其他城市强势的保皇党联合起来并取得了不少进展。假如当时能出现一位像孟克（Monk）那样赞同王权的将军的话，则波旁王族有可能再次登上法国的王位。然而，事情的发展正好相反。虽然真的出现了一位卓越的将军，而且这位将军在过去的战争中干得非常出色，他占领了意大利并在埃及赢得了很大荣誉，但是他根本没有恢复合法国王的意向。他自己倒是想成为法国的首脑。这位将军就是后来的皇帝拿破仑一世（Napoleon Ⅰ. Bonaparte）。1799年他从埃及回国之后先是当上了执政官。

从这个时候开始，拿破仑就对整个国家进行了改组。他把共和派的政策大部分都改了回来。他表现出了驾驭财政混乱的天赋。作为执政官，他制定了拿破仑法典，从而复辟了法国的司法；他与教皇签订了教务专约，从而恢复了宗教；他建立了整个行政机构的新的基础，从而复辟了军事力量。简言之，拿破仑是管理国家的伟大天才之一。他终结了前面我们提到的国内外联盟。从此，拿破仑作为世界伟人出现了。

拿破仑不允许留下无政府状态的任何痕迹，但他却接受了革命的全部成果。比如，他复辟了教会，但却让那些在革命时期夺取了教会财富的人继续保有财富；他主张消除全部旧有的特权，但却要把君主制建立在这些特权的基础之上；他试图按照一部宪法来执政，但他如同克伦威尔一样，少有成效。

﻿总而言之，拿破仑企图成为世界首领并要建立一个使所有国家都俯首听命的王朝。正如梯也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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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说，从拿破仑自己常说的话来看，他不仅仅是要当法国的皇帝，而且还要成为查理大帝的接班人。

拿破仑需要与之进行斗争的最大对手是英国人。由于奥地利支持了英国，所以拿破仑向奥地利发动了突然袭击并摧毁了奥地利（根据1805年的普雷斯堡和约［Preßburger Frieden］）。普鲁士由于没有及时与奥地利结盟而且还干预过拿破仑的事务，结果同样被拿破仑摧毁了。至于西班牙，拿破仑则采取阴谋手段让他的兄弟约瑟夫（Joseph）夺取了西班牙的王位。

革命曾经席卷到了德国，但不是以恐怖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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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主要是以君主制形式。拿破仑迫使德意志帝国割让莱茵河左岸的土地。为了补偿那些由此而受到损失的德国贵族，他批准废除了等级制宪法并宣布一大批德国城市脱离德意志帝国的直辖地位。德意志帝国虽然丧失了一些土地，但对于德国来说在某种意义上也算是一种幸运，因为至少使得一些传统的日耳曼观念得以保留。

就这样，拿破仑打败了奥地利和普鲁士之后也要在德意志帝国扮演统治者的角色了。以推翻旧有宪法和实施法国皇帝统治为内容的革命进入了新版图的德国。拿破仑建立了莱茵联盟（Rheinb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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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拿破仑的首脑地位一直保留下去的话，那么可能很快就会结束德意志贵族的统治了。

正在这时，德国出现了民众要求改变和摧毁一切现存秩序的﻿狂热。本来仅仅靠这种思潮是起不了多大作用的，关键在于现在这一切都受到法国的影响和推动。受到屈辱的奥地利国王不得不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拿破仑。因为拿破仑为了建立他庞大的新王朝需要合法的继承人。假如拿破仑的计划得以成功，谁又能够预料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起初，拿破仑与俄罗斯的关系比较融洽。法国和俄罗斯这两个君主制国家举行了会晤，共同划分世界。但它们之间的友谊是不能持久的。两国之间很快就产生了分歧，这种分歧最后导致拿破仑发动了对莫斯科的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进军。假如不是半野蛮的俄罗斯人放火焚烧了自己的首都、又假如拿破仑在莫斯科夺取了冬季宿营地的话，又有谁能够预料世界将变成什么样子呢？

拿破仑对莫斯科进军的失败使德国、特别是使当时完全丧失了政治地位的普鲁士产生了新的勇气。最终反法联盟成员国成功地结束了拿破仑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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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整体上看，这场与拿破仑进行的世界性斗争以及所取得的胜利对于欧洲各国的影响很大，甚至延续至今。整个欧洲的形态都是以1814年和1815所签订的条约为基础的。


立宪时期


到此时，集中在外交事务上的注意力这时都转向了各自国家的内部事务。各国纷纷陷入了君主政体（Monarchie）和人民主权（Volkssouveränität）这两项原则的争论之中。

欧洲南部、西班牙、罗马和其他一些意大利国家企图彻底复辟﻿王权。其他国家则没有这种打算而是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立宪制（das konstitutionelle Wesen）。拿破仑时代曾经产生过立宪制，但只具有形式。此时人们试图把两个对立的原则——国家主权（Nationalsou-veränität）和君主政体（Monarchie）以及从上而下的继承权（Erblichkeit von oben）与自下而上的依据民意的自治（Selbstregierung von unten）——相互统一起来。这成了当时欧洲的口号。甚至连德国罗伊森（Reußen）地区的专制君主亚历山大（Alexander）皇帝也相信可以在波兰推行宪政并认为波旁王族的宪政制度蛮不错的。德国也适应形势的潮流没有建立皇权而是统一组成了邦联（Staatenbund），推行了宪政原则。只有普鲁士例外，那里的等级议会制（Provinzial-stände）继续存在着。奥地利虽然也保留着等级议会制，但立宪制的观念也在逐渐取得优势。就这样，先是君主制通过长期的战争状态得以加强，在这之后世界大部分地区所进行的斗争转向了各个国家的内部，立宪制被认为是时代的进步而成为主流趋势。

1830年发生了不少事件。老的波旁王族的宪政已经没有能力维持秩序。波旁王族成员的早期活动主要是反对宪政及受宪政保护的新闻自由。这些活动当初曾经得到过呼应。不应忘记的是，波旁王族统治的恢复应该感谢一些国家的支持。后来老宪法和旧有的王朝都被推翻了。波旁王族的分支奥尔良（Orlean）家族登上了王位。不过，法国人对这个新体制并没有满足。各种有关宪法的争论不断。法国人对于宪政的热情甚至反过来影响到了英国，引起那里发生了自由思想指导下的议会改革。另外，也正是在这些趋势的影响下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比利时王国。可以说，当时整个欧洲都陷入了纷乱和动荡。1840年的普鲁士也同样开始偏离由等级议会制掌控行政管理的轨道。不过，这一切并没有走向正确的目标。最终于1847年产生了一个统一的议会（Landtag），而﻿这个议会有着坚定的自由意识倾向。这不仅对德国而且对整个欧洲都影响深远。

到了这个时期，法国国内要求进行彻底变革的思潮（die Ideen des Umsturzes）日益强烈，政府对此没有恰当的力量能够加以阻止。就这样，1848年终于爆发了一场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位似乎合法的国王也被赶走了，出现了一个正式的共和政体。这个共和国虽然不是作为恐怖统治（Schreckensherrschaft）、但却是以国家主权（Nationalsouveränität）的面貌出现的。这一情况对于德国的影响很大，甚至动摇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等大国的根基。当时出现的思潮是怀疑一切权威，主张将公共权力建立在国民主权的基础之上。但是，推翻一切的思潮在实际操作以及在军事原则方面都遇到了难以逾越的阻力。当法国对一切进行修复的时候出现了一位当权者，他把国家主权与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他就是路易·拿破仑。由于他是位君主，而且是位绝对的君主，所以他与欧洲其他国家的君主有着一定的关系，但从原则上来讲又是与他们对立的。他通过选举当上了皇帝，所以他在某种程度上又代表了新时代的原则。

上述形势的发展可以简括为以下几个现象：一，北美洲出现了共和政体（die Republik），二，英国出现了经过修正的充满了自由思想的等级制宪法（die ständische Verfassung），三，法国产生了具有北美原则和君主制形式的国家主权（Nationalsouveränität），四，德国仍然是传统的以出生继承权利（das Geburtsrecht）为基础的专制，五，俄国不断地遭受到上述各种强有力因素的威胁但仍然坚持纯粹的斯拉夫专制原则（die slavische Autokratie）。

显而易见，上述不同原则的相互影响和相互制约使世界出现了巨大的骚动。而有关这些原则的分歧又进一步涉及外交政策和边界争端，从而决定着新的世界格局。法国的当权者看上去并不﻿愿意承认原有的边界。这时又爆发了俄国和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而人们难以预料战争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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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各个大国并没有找到他们各自的真正位置。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将面临的是大国内部和大国之间发生斗争的危险。有自由思想倾向的国家主要站到了土耳其一方，除了奥地利之外的具有保守倾向的国家则支持了俄国。而俄国内阁的轻率鲁莽则解除了束缚幽灵的护身符，不久之前被抑制住的各种激烈的行为这时又重新趋向对立并有一触即发之势。

以上所述并不是对于历史做出的定论，因为一切事物都深深扎根于欧洲的历史。人们曾经不得不在严重的骚乱和危险中艰难度日，根本谈不上能够控制局面。所以，对于历史经验的回顾应该唤起一种希望，希望从骚乱和危险之中重新出现理智的局面。而这种希望的实现则需要做出比获取物质方面的普遍发展更大的努力，必须更加谨慎从事。

在这里我想用马基雅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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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君主论》（Fürsten）一书的开篇语来结束我的讲话：“我把自己花费长时间所学到之物通过简短的几句话呈献给你。”不过，我的目的与他不同。马基雅维利把君主搞得声名狼藉，而我却努力增进陛下您的美德。



［结束谈话］




马克斯国王：我们这个世纪的主导趋势是什么呢？



兰克：我认为我们这个时代的主导趋势是：君主制（die Monarchie）与人民主权（die Volkssouveränität）这两种原则之间的争论，所有其他对立都与这种争论有关；再有就是物质﻿力量的不断发展以及自然科学的多方面发展。另外还有涉及各个国家的不同思想倾向的交锋。



人的思想（der menschliche Geist）是难以估量的，是持续发展着的，而不同思想的对立斗争恰恰促进着这种发展。正如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之间的斗争为欧洲基督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一样，当前君主制与人民主权之间的斗争也在促进世界的发展。举例来说，法国革命力量为了征服欧洲难道没有表现出惊人的力量吗？同样，其他欧洲国家为了制伏革命的法国不是也显示出了巨大的力量吗？过去的世界对于所有这一切事物是没有概念的。如今西方的基督教观念，特别是日耳曼思想（die germanischen Ideen）对于世界上所有其他各种因素的制服完全是史无前例的。



比如在英国建立的这种政权，通过英裔美国人的思想而大大增强了力量，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出现过的。英国人通过贸易控制了整个世界；他们为欧洲打开了通向东印度和中国的大门。这些帝国同样都屈从了欧洲观念（der europäische Geist）。正是这种欧洲观念蕴藏着立宪制和共和制原则的巨大优势，因为生活在这种国家制式下的各国人民取得了世界上的大部分成就。这些国家一直在前进；现在他们正在帮助土耳其。不过，他们的目的是征服土耳其并使土耳其依赖他们，他们也将会成功地实现这一目标。



罗马-日耳曼观念（der romano-germanische Geist）的传播是惊人的，特别是这种传播不再受到教会形式的束缚。罗马-日耳曼精神超越了教会的形式，自由地、不受束缚地作为一种文化在全世界传播。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就是广大民众积极参与精神生活、参与公共事务以及知识的无限扩张。人们不应该错误地判断这个时代。能在这样的时代里生活是一种幸运。不过，要在掌握着所有力量并时时向我们走近的相互对立的这两种原则当中，要在这全球流行的无限多样化的生活当中行动自如，对于每一个人来讲又都是困难的。简而言之，直至社会底层的每一位具有公职的官员和每一位教师都不得不与前面所提及的两项原则保持一定的关联。



诚然，这两项原则拥有非同寻常的思想动力。然而，谁如果仅仅看到国家主权（die Nationalsouveränität）将控制一切的这一种世界历史的趋势，那他就认识不到情况的严重性。因为与这种趋势相适应的各种行动包括了许多破坏性倾向（destruktive Tendenzen），而一旦这些破坏性倾向占了上风，则文化和基督教必将受到威胁。果真如此的话，这些破坏性倾向将如同潮水般地由受人欢迎的原则裹挟而来。而为了铲除这些破坏性倾向君主制将成为不可缺少的因素重新在世界上扎根。世界的惊人变化和伟大的生活法则正是在各种观念的相互作用和反作用之中产生的。



马克斯国王：各个民族（die Nationalitäten）的特征也是我们时代的特征吗？



兰克：诚然，国家主权是体现着时代趋势的。比如，法国就是作为一个反对外来统治的民族兴盛起来的；同样，俄国和德国则是在和法国人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这些民族都赢得了较大的影响。而关于由民族建立国家的问题则完全是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喜爱﻿的观念之一。不过，当德国人团结一致地与法国作斗争的时候，德意志还没有作为国家而建立起来；所以，民族特征与民族建立成为国家是两个概念，并非一定要相互关联。但是，如果各个民族相互隔绝的话，如今则是行不通的；所有民族都要共同参与欧洲的大协作。



马克斯国王：如果有人愿意在他所处的时代里做出一些有意义的事情，而且他也应该并且能够这样做的话，那他就必须了解他所处的时代，清楚他所处时代的任务，把握一定的时代方向，以便完成给自己提出的特定任务。是这样吗？



兰克：首先要了解世界，然后要有良好的愿望。无论是个人还是君主都需要这样；人们因能力不同任务也有所不同。每个人应该根据他所处的时代从事对他来讲有必要的、受到良心支配的事情。他不允许轻视他的敌人，不允许对事物有错误的看法。如果他认为自己依据良知和良心能够顺应时代的潮流，那他就应该照此而行；如果他不是这样的看法，那他就不应该热衷于此。



马克斯国王：现在这个时代德国君主的任务是什么？



兰克：抵制当今时代的主导趋势将是很困难的，无视这个主导趋势也是不可能的。采取适中的态度也许是正确的。君主应该尽可能持久地坚持其继承权原则和从上而下建立权力的原则。尽管如此，还是要做一切符合时代方向的事情，做那些源自国家主权的政权也会做的事情。我不认为能够取消议会，但必须对议会加以限制。君主或摄政者的另一项任务是振兴民族，这同样也和时代理念相关联。诚然，在具体完成这种任务的时候会遇到很大困难；每个问题都必须按照其自身﻿的内在价值去解决。



马克斯国王：为什么现在又重新出现了教会原则呢？教会在当代的民主潮流中寻找着自身的实力。看来教会也许是要利用对于当代民主潮流的恐惧，以便促使我们单方面地接受教会的倾向？



兰克：民主政体本身也包含着一种很强的反对教会的因素；民主政体实际上和世俗权威有着同样的利益；民主政体永远也不会愿意向神权政治（die Theokratie）屈服。



马克斯国王：能认为现在比过去有着更多的德行卓越之人（ausgezeichnet gesittete Menschen）吗？



兰克：几乎没法这么说。在德行（die Sittlichkeit）方面不能认为有进步，因为德行与个人品格（die Persönlichkeit）太有联系了。不过，在人性（die Humanität）方面还是可以看得到进步的。比如，人们喝醉的情况比过去少了；打架的少了，等等。然而，不能认为每一个后续世纪总是比前一个世纪拥有更多品德更高尚的人。而且我也不认为，本世纪有着比上个世纪更多的有才智的人。



马克斯国王：如果不仅仅是领导人物而且是全国人民都犯下了民族罪行（Nationalverbrechen）并继续在错误的基础上行动，那么该如何评价历史上的娜美西斯（die Nem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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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呢？



兰克：全国人民都将不得不忍受痛苦。比如，法国就为在革命过程中所发生的罪行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现在法国人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受到束缚。



﻿马克斯国王：路易·拿破仑的统治是建立在人民主权（Volkssouveränität）之上的。但人民难道不能从这个原则中找到废黜他的理由吗？



兰克：在人民主权原则当中存在着这种危险，而在比较稳定的合法的原则当中则可以减少对这种危险的担心。




注　释






【1】

 　斯特鲁恩泽（Struensee），丹麦伯爵和政治家，推崇启蒙性的绝对主义，1772年被处决。——译注





【2】

 　伏尔泰（Voltaire, 1694—1778），法国哲学家和作家，法国启蒙运动领袖。——译注





【3】

 　当时法国人说得对：我们实际上是在德国把美洲输掉了，因为法国人对普鲁士的弗里德里希二世宣战。如果法国人不对普鲁士宣战而是去了美洲的话，恐怕是能够阻挡住英国人的。





【4】

 　杜尔哥（Turgot, 1727—1781），法国政治家，18世纪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重农主义理论创建人之一。——译注





【5】

 　狄德罗（Diderot, 1713—1784），法国作家、戏剧家、启蒙思想家和百科全书派成员。——译注





【6】

 　1614年以来就没有再召集过阶层会议即三级会议。黎世留曾经召集过名流们开会，但卡隆不是黎世留。





【7】

 　根据卡隆（Calonne）的建议应该制定土地收成定额，每年应该派人到农村对播种及收成进行测算。这是重农主义的主张。重农主义理论是魁奈（Quesnay）等人早就提出的。路易十五称魁奈为思想家。





【8】

 　关于市民等级想成为什么的问题，西耶斯（Abbé Sieyès）在其小册子里这样回答道：今后第三等级不仅是想成为什么的问题，而是要成为一切。





【9】

 　米拉波（Mirabeau），法国伯爵、政治家，致力于王权改革。1791年任国民议会议长。——译注





【10】

 　梯也尔（Thiers, 1797—1877），法国政治家和历史学家。1836—1840年任法国总理，1871—1873年任法国第三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译注





【11】

 　在莱茵河畔也出现了一些个别的恐怖现象；比如在美因兹建立了一个断头台。





【12】

 　1806—1813年，德国南部和西部二十多个德意志邦国在拿破仑一世庇护下结成的联盟。





【13】

 　巴伐利亚是如此幸运，在恰当的时候参加了反对拿破仑的联盟。





【14】

 　Krimkrieg，克里米亚半岛战争（1853—1855）。





【15】

 　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 1469—1527），意大利政治家、外交家和作家。——译注





【16】

 　娜美西斯（Nemesis），希腊神话中的复仇女神和报应女神。是指公正的惩罚和报应。——译注





索　引





A




Abassiden　阿拔斯王朝，750—1258，即“黑衣大食”



Adalbert von Bremen　不来梅的阿达尔贝特，1000—1072，哈布斯堡—不来梅的大主教，亦称萨克森的阿达尔贝特一世（Adalbert Ⅰ of Saxony）



Alarich　阿拉里克，意为“所有人的统治者”，西哥特国王



Alba　阿尔巴，17世纪西班牙军事领袖



Albigenser　阿尔比教派，起源于11世纪法国阿比尔的基督教派别



Albrecht Ⅱ. von Österreich　奥地利的阿尔布雷希特二世，1397—1439，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8—1439年在位）



Alcuin　阿尔琴，约735—804，英国神学家



Alexander der Große　亚历山大大帝，公元前356—前323，即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三世



Alexander Ⅲ．　亚历山大三世，教皇（1159—1181年在位）



Alexander Ⅱ．　亚历山大二世，教皇（1061—1073年在位）



Anna Jwanowna　安娜·伊万诺夫娜，俄国女沙皇（1730—1740年在位）



Anno　安诺，即Saint Anno Ⅱ，德国科隆主教（1056—1075年在位）



Antonine　安东尼，即安东尼·庇护（Antoninus Pius），罗马皇帝（138—161年在位），即“大秦王安敦”



Appian　阿庇安，约95—约165，希腊历史学家，亦为罗马公民



Arcadius　阿尔卡狄乌斯，东罗马皇帝（395—408年在位）



﻿Ariost　阿里奥斯特，即Ludovico Ariosto（1474—1533），意大利诗人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古希腊哲学家



Arnulf von Metz　梅斯的阿尔努尔夫，582—640，梅斯的主教



Athaulf　阿陶尔夫，西哥特国王（410—415年在位）



Attila　阿提拉，406—453，匈奴王，史称“上帝之鞭”



August von Sachsen　萨克森的奥古斯特，1526—1585，选帝侯



Augustinerorden　奥古斯丁教团　98



Augustus　奥古斯都，罗马帝国首位皇帝（公元前27—14年在位）




B




Belisar　贝利萨留，即Flavius Belisarius（505？—565），东罗马帝国将军



Bojardo　博亚尔多，或称Boiardo，？—1494，意大利诗人



Bonifazius Ⅷ．　卜尼法斯八世，罗马教皇（1294—1303年在位）




C




Cäsar　恺撒，即Gaius Julius Caesar（约公元前100—前44年），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Cajus　盖乌斯，即Gaius或Caius，古罗马法学家



Calixtux　加里斯图斯，即Callixtus或Callistus，罗马教皇Callixtus Ⅱ. , 1119—1124）



Calvianismus　加尔文教



Carausius　加劳西乌斯，古罗马军事指挥官



Chlodwig　克洛维，即Clovis Ⅰ（466—511），法兰克王国的创立者



Choiseul　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外交官员、政治家



Chowaresm　柯瓦勒斯帝国，伊斯兰帝国，即中国史书中的“花剌子模”



Claudius　克劳狄乌斯，罗马帝国皇帝（41—54年在位）



Clemens Ⅶ．　克雷芒七世，即Clement Ⅶ，教皇（1523—1534年在位）



Cölestin　塞勒斯太因，教皇Celestine Ⅲ.（1191—1198年在位）



Colbert　科尔贝



Corneille, Pierre　高乃依，1606—1684，法国剧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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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te　但丁，意大利诗人



Diderot　狄德罗，1713—1784，法国作家、戏剧家



Diokletian　戴克里先，罗马帝国皇帝（284—305年在位）



Dio Cassius　狄奥·卡西乌斯，罗马历史学家



Dionys　迪奥努斯，古希腊历史学家



Direktorium　督政府，法国大革命中掌握最高政权的政府（1795—1799）



Drusus　德鲁苏斯，公元前38—前9，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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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ard Ⅰ．　爱德华一世，英国国王（1272—1307年在位）



Eduard Ⅲ．　爱德华三世，英国国王（1327—1377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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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tima　法蒂玛，穆罕默德的女儿



Ferdinand der Katholische　天主教国王费迪南德，1453—1516，阿拉贡国王



Franz Ⅰ．　弗朗索瓦一世，法国国王



Frieden zu Nymwegen　尼姆威根和约，1678年法国、英国同荷兰、西班牙缔结的和约



Friedrich Ⅰ．　弗里德里希一世，德意志国王（1152—1190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年在位），俗称“红胡子大帝”



Friedrich Ⅱ．　弗里德里希二世，德意志国王（1152—1190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155—1190年在位），即“腓特烈大帝”



Friedrich Ⅱ．　弗里德里希二世，霍恩施陶芬王朝的德意志国王（1211—1250年在位），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220年加冕）



Friedrich von Pfalz　普法尔茨的弗里德里希，1596—1632，普法尔茨选帝侯、波希米亚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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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berd　格贝尔特，即教皇西尔维斯特二世（Pope Sylvester Ⅱ, or Silvester Ⅱ, 999—1003年在位）



Ghibellinen　吉伯林派，中世纪时期意大利的政治派别，同归尔甫派（教皇派）相对立，又名皇帝派



Girolamo Savonarola　吉罗拉莫·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多明我会的修道士



Gonzalvo de Cordova　科尔多瓦的冈萨诺，1585—1635，三十年战争期间西班牙的军事领袖



Gottfried von Bouillon　比隆的戈特费里德，1058—1100，法国下洛林公爵，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领袖之一



Graf von Montemolin　孟德莫林伯爵，西班牙的卡洛斯王子（1818—1861）



Gregor von Tours　图尔的格里高利，约538—594，高卢罗马的历史学家，图尔的主教



Guelfen　归尔甫派，中世纪意大利的政治派别，又称教皇派



Gustav Adolf　古斯塔夫·阿道夫，瑞典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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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drian Ⅳ．　哈德良四世，教皇



Hegel　黑格尔，1770—1831，德国哲学家



Heinrich dem Stolzen von Bayern　巴伐利亚的亨利（骄傲者），黑衣亨利之子，狮子亨利之父，曾为巴伐利亚公爵、萨克森公爵、托斯卡纳边地爵



Heinrich der Finkler　捕雀者亨利，萨克森公爵、德意志国王



Heinrich der Löwe　狮子亨利，骄傲者亨利之子，萨克森公爵、巴伐利亚公爵



Heinrich Raspe　海因里希·拉斯帕



Heinrich von Anjou-Plantagenet　安茹—金雀花的亨利，即金雀花王朝的开创者亨利二世，英格兰国王（1154—1189年在位）



Hermann von Luxemburg　卢森堡的赫尔曼，即Hermann of Salm，约1035—1088，萨﻿尔姆公爵，晚年统治神圣罗马帝国



Herzog von Orleans　奥尔良公爵，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兄弟



Herzog von Parma　帕尔马公爵



Hildebrand　希尔德布兰特，即教皇格里高利七世（Gregor Ⅶ.）



Homer　荷马，古希腊诗人



Hugenotten　胡格诺派，法国加尔文派新教徒的别称



Hugo Capet　于格·卡佩，法国卡佩王朝的创立者



Hunyad　亨雅德，匈牙利王国属下的公爵领地，在今罗马尼亚境内，习称Hunedoara



Huss　胡斯，即Johann Huss，1371—1415，捷克宗教改革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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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nozenz Ⅲ．　英诺森三世，教皇（1198—1216年在位）



Innozenz Ⅳ．　英诺森四世，教皇（1243—1254年在位）



Isis　伊西斯，埃及女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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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kob Ⅰ．　詹姆斯一世，英国国王



Jakob Ⅱ．　詹姆斯二世，英国国王



Johann ohne Land　无地王约翰，英格兰国王（1199—1216年在位）



Johanniter　约翰尼特，骑士团体



Jordanes　约尔丹纳斯，历史学家



Joseph Ⅱ．　约瑟夫二世，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Jules Mazarin　马扎然，1602—1661，法国枢机主教与外交家



Julius Ⅱ．　尤利乌斯二世，教皇



Justinian　查士丁尼，即查士丁尼一世，拜占廷皇帝（527—565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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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rl Ⅱ．　查理二世，英国国王



﻿Karl Ⅻ．　卡尔十二世，瑞典国王



Kambyses　冈比斯，古波斯国王



Karl Albrecht　卡尔·阿尔布雷希特，巴伐利亚选帝侯



Karl der Einfältige　胖子查理，约839—888，加洛林王朝的东法兰克国王、西法兰克国王和法兰克皇帝（称查理三世，881年起）



Karl der Groüe　查理大帝，742或747—814，或作查理曼、卡尔大帝，法兰克王国加洛林王朝国王、神圣罗马帝国开国皇帝（800年加冕）



Karl der Kahle　秃头查理，823—877，加洛林王朝的西法兰克国王、法兰克帝国皇帝（称查理二世，875年起）



Karl der Kühne　大胆查理，1433—1477，勃艮第公爵腓力三世与葡萄牙的伊莎贝拉之子，瓦卢瓦王朝的勃艮第公爵（1467年起）



Karl Martell　查理·马特，688—741，矮子丕平之父，曾为法兰克王国的宫相



Karl von Anjou　安茹的查理，1226—1285，西西里国王（1266年起）



Karl Ⅰ．　查理一世，英国国王



Karl Ⅴ．　查理五世，西班牙国王



Karl Ⅴ．　卡尔五世，1500—1558，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519—1556年在位），即西　班牙国王卡洛斯一世



Karl Ⅶ．　查理七世，法国国王



Katharina Ⅱ．　叶卡捷琳娜二世，俄国女皇（1762—1796年在位）



Katharina von Medici　卡特琳娜·冯·美第奇，1519—1589，法国王后



Kleopatra　克利奥帕特拉，埃及女王



Komnenen　康尼努斯，东罗马帝国皇族



Konrad Ⅳ．　康拉德四世，1228—1254，腓特烈大帝之子，霍亨斯陶芬王朝的德意　志国王、西西里国王、耶路撒冷国王、施瓦本公爵



Konstantin　君士坦丁大帝，280—337，罗马皇帝



Konradin von Schwaben　施瓦本的康拉丁，腓特烈大帝的孙子，康拉德四世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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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o der Isaurier　列奥一世，东罗马帝国皇帝（457—474年在位）



﻿Leo Ⅲ．　列奥三世，教皇（795—816年在位）



Leyva　莱瓦，17世纪西班牙军事领袖



Lothar　罗塔尔，795—855，查理大帝之孙，领有中法兰克王国



Ludwig der Deutsche　德意志的路易，806—876，虔诚者路易之子，巴伐利亚国王



Ludwig der Fromme　虔诚者路易，778—840，查理大帝之子，阿基坦国王、法兰克国王



Ludwig der Heilige　圣路易，即路易九世，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226—1270年在世）



Ludwig von Bayern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1815—1867，巴伐利亚王子，1832年被选为近代希腊王国的首任国王



Ludwig Ⅶ．　路易七世，法国国王



Ludwig Ⅺ．　路易十一世，法国国王



Ludwig ⅩⅢ．　路易十三，法国国王



Ludwig ⅩⅣ．　路易十四，法国国王，即“太阳王”



Ludwig ⅩⅤ．　路易十五世，法国国王



Ludwig ⅩⅥ．　路易十六世，法国国王




M




Macchiavell　马基雅维利，1469—1527，意大利政治哲学家、作家



Magna Charta　《大宪章》



Manfred　曼弗雷德，腓特烈大帝之子



Marco Polo　马可·波罗，1254—1324，意大利旅行家、商人



Marcus Antonius　马克·安东尼，即Mark Antony，公元前83—前30，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



Maria Theresia　玛丽娅·特蕾西娅，1717—1780，哈布斯堡王朝的末代统治者



Maria Tudor　玛丽·都铎，1496—1533，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之妹，法国国王路易十二的王后



Martin Luther　马丁·路德，1483—1546，德国宗教改革家



﻿Martin Ⅴ．　马丁五世，1368 —1431，教皇



Matthias　马蒂亚斯，1557—16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612年起），哈布斯堡家族成员



Mattias Corvinus　马赛厄斯·克尔维努斯，匈牙利国王（1458—1490年在位）



Maximilian Ⅰ．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459—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奥地利大公



Maximilian Ⅱ．　马克西米利安二世，1527—1576，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Melanchthon　梅兰希顿，1497—1560，德国宗教改革家



Merovinger　墨洛温王朝，法兰克王国的第一个王朝



Messalina　梅萨利纳，约17/20—48，罗马皇帝克劳狄乌斯的皇后



Mirabeau　米拉波，法国伯爵



Mohammed　穆罕默德，570/571—632，伊斯兰教创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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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poleon Ⅰ. Bonaparte　拿破仑一世，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第一执政（1799—1804），法兰西第一帝国及百日王朝皇帝（1804—1814）



Narses　纳尔瑟斯，478—573，东罗马帝国将军



Nationalvertretung　国民公会



Necker　内克，1732—1804，法国政治家



Nerva　涅尔瓦，罗马帝国皇帝（96—98年在位）



Nestorianisch　聂斯脱利派，即“景教”



Nikolaus Ⅴ．　尼古劳斯五世，教皇（1447—1455年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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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do　厄德，即Eudes Ⅰ，约860—898，西法兰克国王（888—898年在位）



Odoaker　鄂多亚克，即Odoacer，意大利的第一个日耳曼族国王



Oliver Cromwell　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英国政治家



Omajjaden　倭马亚王朝，阿拉伯帝国的第一个王朝



Otto der Große　奥托大帝，即奥托一世（Otto Ⅰ），德意志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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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pinian　帕皮尼安，即Aemilius Papinianus，142—212，罗马法学家



Paschalis　帕沙利斯，教皇（1099—1118年在位）



Paulus Diaconus　保鲁斯·迪阿科努斯，即Paul the Deacon，约720—约799，本笃派教士，伦巴德历史学家



Paul Ⅲ．　保罗三世，教皇（1534—1549年在位）



Peter der Große　彼得大帝，即Peter the Great，俄国沙皇（1682—1725年在位）



Peter genannt von Amiens　亚眠的彼得，即Peter the Hermit，约1050—1115，十字军东征时期的法国宗教领袖



Philipp Ⅱ．　菲利普二世，西班牙国王



Philipp August　菲利普·奥古斯都，1165—1223，法国卡佩王朝国王，即腓力二切



Philipp der Schöne von Frankreich　美男子腓力，法国卡佩王朝国王（1285—1314年在位，称腓力四世），纳瓦拉国王（1284年起，称腓力一世）



Pippin von Heristal　赫尔斯塔尔的丕平，635/645—714，奥地利宫相



Pippin der Kleine　矮子丕平，法兰克国王（751—768年在位，丕平三世），查理大帝之父，加洛林王朝的创建者



Plato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古希腊哲学家



Pliniush　普林尼，23/24—79，古罗马作家



Plutarch　普鲁塔克，46—120年，古罗马作家



Polybius　波利比乌斯，古罗马历史学家



Pombal　庞巴尔，葡萄牙的最高执政官



Prinz Wilhelm Ⅲ. von Oranien　奥兰治的威廉三世亲王，1650—1702，荷兰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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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elieu　黎世留，亦译黎塞留（1585—1642），法国路易十三的首相，最高执政官，法国天主教红衣主教



﻿Rollo　罗洛，约870—约932，维京首领，第一位诺曼公爵



Robert　罗伯特，即Robert the Strong，820—866，安茹公爵



Rudolf von Habsburg　哈布斯堡的鲁道夫，1218—1291，德意志国王，哈布斯堡王朝的奠基人



Rudolf von Rheinfelden　赖因费尔德的鲁道尔夫，1025—1080，施瓦本公爵、德意志国王



Rudolf von Schwaben　施瓦本的鲁道夫，即Rudolf von Rheinfelden（赖因费尔德的鲁道尔夫）




S




Saladin dem Kalifa von Kairo　萨拉丁，开罗的哈里发，1138—1193，埃及阿尤布王朝的第一位君主



Savonarola　萨沃纳罗拉，1452—1498，意大利修道士、宗教改革者



Schelling　谢林，1775—1854，德国哲学家



Sigismund　西吉斯蒙德，即Sigismund von Luxemburg，1368—1437，卢森堡王朝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33—1437年在位）



Sixtus　西克斯图斯五世，教皇（1585—1590年在位），又译思道五世



Sophokles　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古希腊剧作家



Spinola　施皮诺拉，17世纪西班牙军事领袖



Stanislaus Leszczynski　斯坦尼斯劳斯·莱什琴斯基，1677—1766，波兰立陶宛联邦国王、洛林公爵、神圣罗马帝国伯爵



Struensee　斯特鲁恩泽，丹麦伯爵和政治家



Syagrius　斯亚格留斯，430—486/487，高卢—罗马最后的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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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citus　塔西佗，约56—约117，罗马历史学家



Templer　圣殿骑士团



Theoderich　狄奥多里克，454—526，东哥特王国的创立者



Thiers　梯也尔



Thomas Becket　托马斯·贝克特，坎特伯雷的大主教



﻿Thomas Münzer　托马斯·闵采尔，1490？—1525，德意志平民宗教改革家，农民战争领袖



Thukydides　修昔底德，古希腊历史学家



Tiberus　提比略，即Tiberius，罗马帝国皇帝（14—37年在位）



Tories　托利党，即Tory，17世纪英国与辉格党对立的政党



Trajan　图拉真，罗马帝国皇帝（98—117年在位）



Turgot　杜尔哥，即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法国经济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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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rban Ⅱ．　乌尔班二世，教皇（1088—1099年在位）



Ulpian　乌尔皮安，即Domitius Ulpianus，？—228，罗马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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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espasian　韦斯巴芗，9—79，罗马帝国弗拉维王朝的第一位皇帝



Valens　瓦伦斯，即Flavius Julius Valens，364—378，罗马帝国皇帝



Voltaire　伏尔泰，原名Fransois-Marie Arouet，1694—1778，法国启蒙时代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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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denser　瓦尔登派，大约从中世纪兴起的基督教教派，被新教视为宗教改革的先声



Wallenstein　华伦斯坦



Welf　威尔夫家族，欧洲王室，11世纪之后有多位德意志和英格兰国王



Whigs　辉格党，即Whig，17世纪英国与托利党对立的政党



Wiclef　威克里夫，即John Wycliffe，1320？—1384，英国神学家，宗教改革的先驱



Wilhelm der Eroberer　征服者威廉，英文William of Normandy或William the Conqueror，1028—1087，法国诺曼底公爵，英格兰第一位诺曼人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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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acharias　匝加利亚，原名Zacharias son of Polichronius，教皇（741—752年在位）





译后记



2007年最后一个周日，天空阴霾散去，晨曦微露。我欣然合上了笔记本电脑，终于结束了兰克《历史上的各个时代》一书的翻译。

兰克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以追求“历史学的科学客观性”、提倡“如实叙述历史”而著称，甚至被誉为“德国历史学之父”。国内史学界对其治史理念也多有评述。兰克的一生，著述颇丰，但遗憾的是，除了片段的译介，至今尚未见到兰克著作的中文本出版。

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德国学者斯特凡·约尔丹博士（Dr. Stefan Jordan）和耶尔恩·吕森教授（Prof. Dr. Jörn Rüsen），合作选编了兰克史学文选，择取反映兰克史学思想特色的长短著述若干篇，分为三册，将纳人“历史的观念译丛”出版。本书是其中的第一册，也可能是兰克著作第一部完整的中译本。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在兰克的五十多本著作中，虽然篇幅不大，但对于了解他的历史观念而言，却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代表作。这本书的内容，原本是1854年兰克为巴伐利亚国王讲授世界史的19次讲座的记录稿，于兰克身后的1888年整理出版。在兰克的时代，他心目中的世界史只能是一部以欧洲为核心的历史。在讲座中，兰克概述了自罗马时代直至19世纪的欧洲历史，分析﻿和评论了各个阶段的时代特征及演进过程，同时阐述了他自己的历史观和史学方法。

吕森和约尔丹二位学者为中译本撰写了长篇导言，系统评述了兰克生平及其学术思想，为读者了解兰克提供了方便。

为了保证译文的质量，我尽量查阅了相关史籍和辞书以及国内外有关兰克的评论文章，补充相关背景知识。原文仅有少量注释，在我认为必要的地方，酌情添加了一些译者注；此外，行文中遇到的若干历史人名、地名、术语等专有词汇，适当地标注了原文，以便读者查对。

在本书翻译过程中，燕宏远教授和翻译家苏惠民、龚荷花夫妇给予了帮助和指正，在此表示衷心感谢。责任编辑岳秀坤先生热心提供了参考书籍，并协助摘编了索引。

译稿完成后，承蒙中国社科院世界历史所黄艳红先生审阅，在历史学专有词汇的翻译方面多有帮助，特此致谢。

此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本书的选编者之一约尔丹博士。他多次通过电子邮件，对我提出的一些疑问做了详尽的回答和解释。由于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的缺点、错误一定还有不少，诚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杨培英





2009年末于北京




 


﻿《历史上的各个时代》原为1854年兰克为巴伐利亚国王讲授历史的记录稿，在他逝世后的1888年正式发表。

在总共19次讲座中，兰克概述了欧洲历史上各个时代的基本特征。在序言中，他对人类历史的进步概念做了反思，提出每个时代都是特殊的，有其独特的原则和效能。继而，按照编年顺序讲述了一系列的历史性事件及其看法：罗马帝国时期，东方与西方的联系是基督教得以传播并成为世界性宗教的先决条件；形成民族国家和教皇特权的中世纪；欧洲大国产生的18世纪；以及兰克本人所处的“革命时代”，即他所称的危机时代。最终，他认为，人类虽然有可能在物质方面取得进步，但却完全不可能在道德方面日臻完美。





每个时代都直接与上帝相关联。

每个时代的价值不在于产生了什么，而在于这个时代本身及其存在。只有从这个观念出发去观察研究历史以及历史上的个体生命才有意义，也才具有特殊的吸引力。

历史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研究人类在特定历史时代中的所思所为，这样就能发现除去道德观念等恒久不变的主要理念之外，每个历史时代都拥有其特定的趋势和自己的理想。历史学家的第二项任务，是寻找各个历史时代之间的区别以及前后历史时代之间的内在联系。

历史的进步，不是一种呈直线上升的运动，而更像是一条按其自身方式奔腾不息的长河。万物的造主俯瞰着整个人类的全部历史并赋予各个历史时代同等的价值。启蒙历史观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应该认识到，在上帝面前，各个时代的人是权利平等的。







——利奥波德·冯·兰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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